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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大胆创新，大胆试错

Innovation on the Fly


殷阿笛（Adi Igna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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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得德鲁克的名言“不创新，就灭亡”广为人知。其出处虽有争议，但对于这句话的内涵，没有人存有异议：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会遭淘汰。

当然，不是所有公司都拥有资源或时间建立实验室来研制伟大发明。现在，每家公司都迫切感受到，战略和产品组合必须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就像宝洁公司那样。本月“聚光灯”就具体讨论了公司应如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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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你有这些资源，《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9月刊上斯科特·安东尼的文章《新车库创新时代》将会对你有所帮助。






第一篇文章
 介绍了3位来自Innosight咨询公司的作者——斯科特安东尼、大卫邓肯、彭特斯塞伦所创立的“最小可行创新系统”。该系统可以让公司在90天内完成创新项目。不仅如此，该系统还能节约大量投资和人员，让你的“创新魔法”更系统、更具战略性。


第二篇
 则提供了测试新想法成功与否的解决方案。两位作者，哈佛商学院的斯蒂芬汤姆克以及应用预测技术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吉姆曼齐认为，管理者在创新决策时，往往过于依赖直觉，实际上，他们应多利用知识。如同医药公司按标准科学方法进行新药实验，其他公司都应该以同样严格的方法实验新商业模式。作者建议，选择正确实验方式，才能判断新方法是否有效。


第三篇
 的两名作者是来自杨百翰大学商学院的内森富尔和杰弗瑞戴尔，他们详述了创新领导者应如何引领团队“走入未知”。创新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但这正是其意义所在。可持续优势并非来自任何杰出发明，而是来自领导力：“让公司从错误中快速吸取教训，尤其是要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改正错误。”

那么，请大胆行动，大胆试错！

最后我想向中国读者分享的，是我于10月23日在北京参与的“《哈佛商业评论》中国年会”。这是全新《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于2012年创刊后，首次举行的大规模论坛。我和哈佛商业出版集团CEO王大卫先生从波士顿来北京参加这一盛会，同时与会的还有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克里希那帕勒普教授以及来自中国和全球领先公司的CEO们。

我们一起讨论的核心主题是，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动荡年代，公司如何保持基业长青。我惊喜地看到，波特教授的竞争战略、产业集群模式、智能物联思维以及帕勒普教授的致胜全球市场建议，在中国均有了如此多的呼应者。

越是不确定的时代，越需要深谋远虑。越来越多的中国和新兴市场公司致力于取得可持续性的成功，这正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为之奋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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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主创者 Contributors




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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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
 曾为白宫官员，现任哈佛法学院教授。他多年来一直都在思考“团体迷思”这一课题。桑斯坦在其1999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团体商议会让群体及群体中个人更加倾向于其商议前所作判断，甚至作出更为极端的判断。”他在与雷德海斯蒂（Reid Hastie）合著文章
 及两人新书《打破团体迷思：让团队更智慧》（Wiser: Getting Beyond Groupthink to Make Groups Smarter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中，回顾了这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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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安东尼（Scott Anthony）
 曾将办公桌移到走廊，以便更接近同事并与他们沟通。因为他相信与客户近距离接触能够激发最具创意的想法，所以选择在走廊工作也是向这一信念致敬。他是咨询公司Innosight的执行合伙人，现在新加坡工作。他的文章
 主题为快速启动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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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狄姆斯（Henry Timms）
 是本期“大思路”
 的合著者，他在“新媒体运作”方面经验老到：他是＃星期二回馈（一个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感恩节之后第一个星期二开展的慈善运动）的发起人，也是位于纽约市的92街Y（一个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的非政府社区文化机构）的执行董事及每年全球新媒体与公益峰会（联合国基金会等组织发起的全球最高级别的媒体与社会公益论坛之一）的捐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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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伊莱（Robin Ely）
 是本期特写文章的合著者。在文中，她驳斥了对成就卓越的女性的错误观念
 。她是组织中性别及种族关系研究的资深专家，现为哈佛商学院教授，专攻受到性别歧视的女性如何有效领导员工，以及文化信仰如何让男性和女性在职场和生活中都难以有所作为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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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艺术家伯恩德瑙特斯米尔德（Berndnaut Smilde）
 能够运用烟雾、水蒸气和光在室内造出云朵和其他转瞬即逝的事物。在本期聚光灯栏目
 ，我们重点介绍了他的几件艺术作品。





众说 |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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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环境越透明越能提升公司业绩？答案是否定的。工作中太多的开放性可能会产生负作用。如果员工感到被暴露、产生不安全感，他们可能会因此不敢展开实验，不敢为了改善业务而违反操作规程。




——伊森·伯恩斯坦，《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0月，《透明的陷阱》一文







探讨政府机构、政治过程和学校地区等政府事务的透明度时，另辟新视角会有所帮助。组织各部门之间的因素已经阻碍了自身的透明度提升，然而对公共利益关注的人应该获得更多透明信息。


——马克安德伍德


Krypton Brothers公司CEO






作者回应：
 我认同公共领域的透明度可能需要一些独特的思考，但是隐私区域在公共领域中仍有价值。我们相信，当所有人都统一对所谓坏行为（比如作假）的定义时，透明可以有效驱逐坏行为。而当好行为与坏行为模糊不清、难以辨别时，我们就容易陷入透明陷阱。在“公共利益”中的活动看似处于前一类，人们对好行为与坏行为的定义有较为统一的认识。但根据我在美国联邦政府作为C级管理者的经验，政治压力会让公共领域比私人领域更加“当局者迷”。



我理解四个边界的好处，但我觉得更有效的方式可能是找出哪些具体的例子中需要透明，然后声明在这些领域中必须透明。比如，在法律法规的执行与公共基金管理方面，我认为透明应当成为强制规定。


——穆罕默德T侯赛因


Royal 软件公司CEO兼ERP架构官







透明也会是一个管理和沟通的问题。如果员工需要某个项目或流程的更多信息时却常常得不到信息，他们会感到受挫。


——泰奥多拉托多罗夫


Impact International数字营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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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断通过创新来创造价值，但往往无法转化为利润。管理者需要更注重捕捉企业创造的价值。作者归纳了15种价值捕捉模式，帮助企业提升利润。




——斯蒂凡·米歇尔，《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0月，《要创新，先捕捉价值》一文







微软、IBM、甲骨文、SAP这样的巨头因投入云技术太晚而错失价值捕捉良机，这让人相当惊讶。它们软件比谁玩得都好，本可以迅速跟上谷歌、Salesforce.com的节奏。它们一门心思想从软件捕捉更大价值，但想要购买并自行使用这些软件的客户越来越少。当然，这些巨头并没掉队，有时还干得不错，但它们已让后来者居上。


——奥利维耶·德拉封丹


Teradata销售总监







	
作者在文中扼要地总结了通过价值捕捉创新提升业绩的方法，颇具说服力。但本文对战略变革的总结是否不够全面？例如，根据定价心理学，假设市场上有两款价格和功能不同的产品，如果另有一款高端产品进入市场，处在中端的产品将更好卖。另一个例子更常见：将6美元的定价改为5.99美元。这类定价策略是否已包含在作者提供的框架内？


——约尔丹·米涅夫


IMD商学院MBA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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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涉及物或人，互联始终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智能互联产品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互联，而在于“物”，正是产品的新能力所产生的数据，将开创一个新的竞争时代。因此，企业不应再局限于技术本身，而应聚焦于竞争本质的变化。




——迈克尔·波特，詹姆斯·贺普曼，《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1月，《物联网时代企业竞争战略》一文







确实如作者所言，物联网标志着第三次创新浪潮，前两次分别是以太网和互联网。但是，真的很难预料物联网会催生什么样的应用。我们可以预测技术发展，但却无法预测应用的成功与否。互联网当初也是如此。在互联网衍生出来的事物中，比如社交网络，几乎没有一样是人们预料到的。不过，我相信物联网会让世界变得更加自然。计算机将退出历史舞台，但计算机智能将渗透到各种各样的物体中。智能手机将成为未来的计算机。由于物联网将在实物世界与互联网之间建立联系的纽带，所以会有大量的设备拥有自己的网站和应用。从根本上讲，实物世界将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


——埃尔加弗莱施


圣加伦大学技术管理学院院长、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信息与技术管理系主任





企业资产智能化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物联网解决方案的价值，也将提供企业创新与获取竞争优势所需的业务情报。但如果缺少关键性技术，企业虽能得到无穷无尽的数据，却可能不知道如何将数据转化为业务的解读方法与信息。


——安德斯古斯塔夫松


斑马技术CEO





实际上，我们所谈论的不仅仅是生产率的提高，更是在探索经济特征的改变。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和电机逐步取代人工生产，机器很快成为经济的“主力”。如今的网络化传感器和计算机则在构建一个“神经系统”，它可以自动、智能地控制这些“主力”，无需人工干预。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这场由物联网引发的动荡，其影响力至少会与工业革命不相上下，甚至更大。


——威廉布赖恩阿瑟


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智能系统实验室

客座研究员，数学家、经济学家





物联网展现的是一个类似工业革命的结构性改变。现代设备愈来愈数字化而且更具连网功能，因而能在机器、人类与因特网之间建立起绵密网络，并且创造出新型生态系统。然而，物联网的长久成功却必须取决于应用场景和使用案例。

正如同所有的淘金热一样，物联网所造就的初期赢家很可能是那些贩卖“铲子”的供货商，因为他们建立起联机并处理巨量数据。但是长期而言，物联网的最终影响性将取决于那些在试验场中，将数十亿装置链接到智能网络而发现黄金的先驱者。


——西蒙娜扬科夫斯基


高盛证券北美通讯科技产业的资深证券分析师





由于资源有限，许多传统产品制造公司都站在这一市场中的十字路口。它们所进行的每一笔投资既可以强化他们以产品为核心的设备、供应链、人力资源以及品牌，也可以将它们带入可以获得更高利润的服务新领地。传统制造商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为保住规模效益以及生产设备中的附加值，物联网是必须消除的威胁。


——斯特凡费贝尔


博世集团软件创新公司物联网及服务商业发展项目负责人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利用信息和沟通的方式，如今，互联网还能做更多事情。通过智能机器间的连接，结合软件和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突破物理和材料化学的限制，改变世界的运行方式。


——杰夫伊梅尔特


GE全球董事长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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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的一个重要障碍是互联操作标准的可用性。这些标准令不同供应商的产品彼此间能够发现、连接以及交互，而不用理会它是何种品牌、操作系统、平台、设备类型或传输层的产品。这并不是说，在没有出台共同标准的情况下，物联网不会发展，但是，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物联网不会尽可能迅速的发展，而物联网全面的潜在优势和回报则可能会延迟数年。


——亨利萨姆埃利


博通公司CTO





现在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软件企业和硬件企业差异的消除。软件企业曾经有强大的优势，因为创立硬件企业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由于软件企业可以迅速成长，这令硬件企业看上去缺乏吸引力，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


——本爱因斯坦


博尔特公司总经理





控制系统和机器之间需要彼此通信并共享信息，这样才能更加快速、智能、高效地执行操作——这正是互联企业的宗旨所在。互联企业理念要求将自动化与企业的其余部分整合在一起。这里的整合，指的是全部内容的整合——供应链数据、客户数据，当然还包括能源信息。


——玛丽K伯贡


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市场发展经理





目前的消费跟过去的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产品的连接不再是物理的连接而是整体的连接，智能互联产品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消费者。为此，企业营销也应该与消费的改变、互联的改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有一种全新的营销方式。


——柏瑞凯


可口可乐大中华及韩国区总裁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技术上的变化、应用上的变化。就我们企业而言，它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价值链的变化和生态系统的变化。但现实中，企业高管往往没有看到实质，很多企业如此不适应。既要看到生态链的变化，也要改变观察的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新的时代使企业竞争力再上一个台阶。


——王建宙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移动前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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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如何改变商业模式

戈登·许（Gordon Hui）| 文　徐明 | 编辑








物
 联网的推广对商业模式创新意义巨大，它不仅仅是指完善公众熟知的框架及简化原有的商业模式。为了从全新的、基于云计算的新机遇中获得竞争优势，当今企业需要从根本上反思他们传统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的方式。

价值创造是任何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它所牵涉的经营活动必须能够增加公司产品及服务的价值，并提升客户的购买意愿。在传统的制造型企业，创造价值意味着持续识别出客户需求，由此推出设计精良的解决方案。此时，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产品功能之间的比较。而当产品功能创新达到无以复加的时候，价格战就随之而来，产品也就该被淘汰了。在工业革命后的250年间，这种商业形式每天都在上演，就发生在你我身边的大型电器超市及百货商场。

但是在一个互联网连接的时代，产品不再是一卖了之的过程。通过线上更新，产品的新特性与新功能可以定期地被推送到消费者的产品上。企业能够追踪产品的使用情况，这使得及时响应客户需求成为可能。当然，通过新的分析和服务，现在不同产品之间还可以进一步互联，使预测更为科学、流程更为优化、客户体验更为友好。从Nest恒温器到飞利浦的Hue灯泡，再到IFTTT应用，各式各样的消费性产品和服务，凸显了基于物联网的价值创造的全新可能性。

微软的用户体验设计合作伙伴总监阿尔伯特特沙姆（Albert Shum）指出，“商业模式是关于创造价值体验的过程。通过物联网，制造商可以真正观察到消费者是如何看待体验的——比如，当消费者路过一家商店时，如何发现产品，如何购买产品，之后如何使用产品，通过这些观察，制造商最终可以弄清楚，自己还能做什么，什么样的服务能够优化用户体验并赋予产品新的生命。”

与价值创造类似，与云端的互联形成了关于价值获取的全新思维模式，即客户价值的货币化。在大多数制造型企业，价值获取就是简单地合理定价，以从零散的产品销售中获得最大化利润。有时，这也会促发一些创新性的方法，比如吉列公司非常著名的刮胡刀与刀片搭售模式（低价销售刮胡刀，以带动高价刀片的销售）。企业利用核心能力确保产品上市过程中利润最大化，这有助于企业控制住价值链的关键点，例如产品成本、专利及品牌优势。

下表列出了在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方面，转变思维方式的一些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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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互联空间赚钱并不限于实体产品的销售，在产品售出后，可以通过增值服务、订阅服务、应用服务等形式产生新的收入，这很容易超越产品最初售价，形成额外收益。对此，风投公司OATV负责人勒妮迪雷斯塔（Renee DiResta）曾表示：“能够产生经常性收益的东西，对风险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如若不然，商业模式的成功，就只好寄希望于潜在客户的忠诚度及成为回头客的可能性。”

得益于物联网，企业在价值链上的控制点范围也有所扩展。随着时间的流逝，信息增益所形成的个性化、情景化因素，以及更多产品加入平台后形成的网络效应，将牢牢“锁定”客户。同样重要的是，企业在发展核心能力的时候，会更加强调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而不只是强调内部能力的建设。因此，要想基业长青，就必须了解生态系统中其他企业是如何盈利的。开源物联网平台Spark的CEO扎克苏帕拉（Zach Supalla）说，“在物联网时代，你不能再孤立地思考一个企业，市场层次远比传统产品更为丰富而复杂。你需要考虑如何将产品市场化，如何让你的产品帮助他人创造并获取价值。”

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竞争战略》一书中描述了三种基本战略：差异化、成本领先及聚焦战略。在某些行业，这些基本战略时至今日仍然适用。而在越来越互联的产业中，差异化、成本领先及聚焦之间不再互相独立，相反，它们在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过程中相辅相成。如果你的企业王者在位，过去是通过传统产品的商业模式缔造了商业帝国，那么，你得当心了，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和具有颠覆性思维的新兴企业正通过物联网获得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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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许
 是智能设计公司（SmartDesign）商业设计与战略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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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回访 Follow-up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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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是对企业原有战略的革命性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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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物联网时代企业竞争战略》作者詹姆斯·贺普曼

徐明 | 文










智
 能互联产品已成为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和转型方向。迈克尔波特与詹姆斯贺普曼的最新文章《物联网时代企业竞争战略》详细论述了这一趋势对商业世界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这种全新的产品将颠覆现有的企业价值链，改写产业结构和竞争本质涵义，迫使企业重新思考自身的方方面面，甚至重构组织架构。智能互联产品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将企业暴露在新威胁之下。

两位作者为我们拉开了物联网世界的入口幕帘，企业只有加紧构建智能生产能力，才能获取进入这一商业世界的门票。

巧合的是，作者詹姆斯贺普曼就身居制造业产业链中。让是PTC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所领导的企业近年来动作频频，已经夺得了物联网发展先机。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国年会2014期间，本刊专访了詹姆斯贺普曼，请他详细分享自己应对物联网的经验和举措。




HBR中文版：
 你和迈克尔波特为企业提出了十大战略疑问。你们在进行物联网布局时，有没有自问过这些问题？你们得到了什么样的答案？


詹姆斯贺普曼：
 这十个问题并没有对和错的答案，都必须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和战略来决定发展方向。我们当然也问过这些问题。我们PTC名片上就写着“产品和服务的优势”，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帮助客户设计产品并且提供服务，我们所有的产品就是物联网里面一个个“物体”。我经常会问，为什么某个产品要跟互联网连接在一起？我觉得答案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提供更好的服务，二是提供更好的控制和运营，三是使产品本身变得更好。

对于PTC而言，物联网是我们公司理念的一个延伸，自身商业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从卖软件变成了“以服务为产品”的模式。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企业去构建更好的工厂、生产更好的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HBR中文版：
 基于商业模式的变化，你们如何发展物联网相关业务？


詹姆斯贺普曼：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曾两次对物联网公司进行大规模收购。这使PTC跻身于物联网市场的领先位置。我们下一步会大力整合现有优势，提升现有技术，并且适时考虑再进行相关收购。此外，我们还与各地通信商、系统集成商建立了更为广阔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将是智能互联产品技术应用及推广的关键节点。

总之，物联网已成为PTC新的商业战略的核心部分，但是我们并不是把它看成新的战略，而是把它看作是我们原有战略的一种革命性延伸。如果没有物联网，我们不可能拥有为客户提供智能互联产品和服务的优势。




HBR中文版：
 具体在组织结构或管理上，你们有什么跟进调整？


詹姆斯贺普曼：
 我们现在组织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不论是销售，还是市场，现在我们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面对传统的制造型客户；第二部分，是我们的新兴目标机会，比如一些垂直领域市场、政府以及行业协会，包括农业、传输等行业。我们希望开拓智慧农场、智慧城市等领域。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要大力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与通信商、系统集成商。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来实施我们的技术解决方案。



如何应对物联网挑战


HBR中文版：
 从一个企业的实际管理者出发，你如何看待物联网对企业价值链的影响？


詹姆斯贺普曼：
 通常而言，产品是按照价值链走向来贯穿流通的，但产品本身缺乏与价值链互动关联的能力。如今，智能互联产品具备了自主反馈的互动功能，它们不仅可以向工程师、厂商反馈数据和信息，使工程师知道产品运行得怎么样、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善；也可以向销售部门、营销部门反馈数据，让他们知道消费者是如何使用产品的，并获知产品升级换代的可能性，以便销售更优良的产品。售后服务部门更是受益良多，他们可以知道产品什么地方发生了故障，甚至提前进行处理。可以说，物联网对价值链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从产品的设计开发、销售，直至营销、售后等各个环节。




HBR中文版：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何确保竞争优势？


詹姆斯贺普曼：
 我非常喜欢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概念，它涉及到运营效益和差异化两方面。

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是运营效益。要提高运营效益，公司要在整条价值链上采用行业最佳实践，包括先进的产品技术和生产设备，与时俱进的销售模型，IT技术和供应链管理方法。现在，物联网已经使工程、服务等领域产生了许多全新的运营效益形式。我认为，从这种运营效益当中获取商业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企业反应速度足够快，就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获取竞争优势，但如果反应太慢，就会相应失去优势。

对于持续经营而言，企业更大的机会在于让自己的产品差异化，使其具有更优秀的物联网性质的功能。这些功能是过去所不具备的，可以促使企业思考究竟能为客户带来什么。这样既可以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也有助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因此，我认为物联网将对运营效益和差异化战略形成巨大影响。




HBR中文版：
 在迎战智能互联产品浪潮时，容易出现哪些风险或陷阱？企业如何才能避免这些错误？


詹姆斯贺普曼：
 物联网带来各种不同的风险。第一，企业反应速度太慢而被淘汰。如今，商业世界正产生着新技术，随之将发生新变化，如果反应速度过慢，竞争对手就会超越你。这也许是最大的风险。

第二个风险就是数据安全风险。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例子，比如，企业信息系统被黑客攻击、消费者信用卡信息泄露。因此，制造智能互联产品时，必须考虑到数据安全问题。

另一个可能的风险就是试图以一己之力完成所有工作，大投入大建设，却发现无法跟上市场发展的脚步。实际上，市场上存在着很多专业技术公司。因此，乱花钱也将是一大风险。



中国物联网发展前景


HBR中文版：
 你如何看待物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前景如何？


詹姆斯贺普曼：
 中国物联网发展令人振奋。政府部门已经将物联网定义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会出现很多新的商业机会。目前实际应用案例并不多，因此，现在来评价还为时尚早。目前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商业利益、创新性研究、未来宏大愿景、令人兴奋的时代，但未来仍在前方。物联网愿景将促使中国企业在信息产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功，不同的信息技术企业之间将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本身的物联网战略具有很独特的地方，而且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当然我们希望与中国的企业和这些合作伙伴，在中国发展中得到更多机遇。随着中国经济的这种快速地增长，通过我们的服务和技术，让中国企业在物联网的大潮中赢得先机。




HBR中文版：
 PTC对中国市场有何期待？


詹姆斯贺普曼：
 物联网的战略是我们一个全球性的战略，但是在各个区域的执行层面可能会有所差异化。在中国，我们必须与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因为中国企业可能并不希望采用美国的云端服务商，而可能更倾向于找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企业。

由于中国物联网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所以我们现在的业务重点是在播种阶段，要收获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至少在2015年，我不会给中国市场太大的压力，因为我们需要建立更多合作，构建好发展基础。我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这些企业都能转型到整个物联网时代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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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主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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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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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月封面 “聚光灯”


柔性领导力


[领导力]


提建议听建议，塑造柔性领导力

寻求和提供意见是有效领导及决策的核心元素。但是，管理者们倾向于将这些能力视为给员工的“礼物”，而且总是要求接受者成为某种人，做某种事情，相信什么。换言之，沟通总是投诸动机，如果建议与接受者的抱负、价值观和目标相契合，那么建议就会很有力，反之，就不会达到沟通目的。

哈佛商学院教授大卫A加文（David A.Garvin）和约书亚D马戈利斯（Joshua D. Margolis）认为，提建议和听建议是实际技能，管理者必须学会灵活运用，并从中汲取管理成效。他们进行了大量研究，梳理了最为常见的障碍，并提供了克服这些障碍的实用指导。特别是，当涉及到做出重要性、风险性、情感化等特征明显的决策时，这些原则尤其值得称道。

对于管理者来说，沟通交流过程充满了对情商、自我意识、克制力、耐心的考验。如果处理不好，这个过程会在许多方面产生破坏性后果——小到人际之间的误解、影响个人发展，大到企业决策的僵局、甚至做出欠妥的决策。如果处理得当，则能同时造福员工及公司。

作者提出的指导方案是对沟通及建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人们通常会专注于所接受或给予的建议内容，然而，作者认为应该同时关注过程本身。这个过程是理解问题的一种更具创造性、更富合作性的方式，也更能找出解决之道——而它所要求的正是一个持续性的对话。




[企业社会责任]


关于CSR的真相


长期以来，大多数公司都会从事某种形式的企业社会责任，比如为其所依赖或者受其影响的社区及环境做出一定贡献。但是，相当多的企业开始借此将CSR装扮为商业原则，并要求每次CSR活动都有商业产出。

哈佛商学院教授卡沙兰加纳德（Kash Ranganand）认为，这种短视行为是对CSR的曲解和误读，分散淡化了CSR目标——社会及环保活动与企业形象及价值观的统一。如果企业能做到这种统一性，CSR当然可以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品牌声望，并最终形成一定的商业回报。但这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并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理由。为此，这篇文章提供了一种创建持续性原则性CSR战略的全新框架。




[商业实践]


用设计灵感引领财务软件公司


当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出任Intuit公司CEO时，这家硅谷著名的财务管理软件公司仍然仅仅专注于产品的性能和功用上。而布拉德史密斯则希望创造一种情感联系，将产品与顾客关联起来。他试图以设计创作的思路来扭转整个企业的文化氛围，包括律师及人力资源等部门。经过企业文化再造，如今这家财务软件公司设计师已经增加了5倍之多，甚至还建立了季度设计会议等机制。与此对应，其产品设计变得更为简洁、视觉效果更为优良，这些措施最终促成了市场份额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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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梯若尔化繁为简

战略课

贾斯汀·福克斯 《哈佛商业评论》编辑总监 | 文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颁给让梯若尔（Jean Tirole）？一个关键原因是：“在处理复杂情境方面，梯若尔有魔法般的能力。他能够综合多种不同的变动因素和制度细节，以相对简单的模型将某个情境的本质建构起来。模型当然必须简化现实，但关键是要有能力阐明，这种能力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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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硅谷投资趋势及中国企业机遇

中国企业如何顺势而为，借助资本力量“走出去、引进来”，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提高自身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全面产业升级，是值得每位企业家及政府领导深思的议题。

把团队的时间用在刀刃上

最常见的短缺资源是什么？毫无疑问，是时间。这不仅对你自己而言，对团队亦如此。时间是一种既不可扩展也无法再生的组织资源。因此，确保将团队时间花在能形成最大影响的方案上，是确保企业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年终总结遭差评该怎么办？

如果总是得到好评，就说明你没挑战自己。批评性的建议是“一个你正在努力克服困扰的信号”。必须清楚的是，你要的是他人对你诚实的看法，而不是求安慰。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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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激励你不喜欢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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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手下的每个人都招你喜欢，这种可能性相当低。也许你会觉得讨厌一两个员工不足挂怀，毕竟做管理者的重点并不在于交朋友，但实际上，这种反感会妨碍你的管理工作。管理者体察入微，是鼓励员工认真工作的关键。你对某位员工心怀厌恶，可能会让这个人工作积极性下降，产生懈怠。一个人的懈怠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继而影响到重要项目的成果——最终对你造成不利影响。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让管理者去激励自己不喜欢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通过让下属畏惧的方式，但这种情况并不理想）。因此，为了让员工努力工作，也为了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你有必要投入部分精力，学着喜欢自己的直接下属，至少学会欣赏他们身上的部分闪光点。

在你尝试激励自己不喜欢的人之前，先掌控你自己的情绪。如果“他总是惹我生气”和“她简直让我发疯”这样的语句在你头脑中萦绕不散，你需要先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要知道，愤怒、沮丧抑或不信任统统都是你自己的情绪反应，他人无法将此种情绪强加于你。关注自己产生反感的原因，寻找问题的根源所在。要为你的负面情绪负责的是你自己，不是你的团队成员。

等你找出了引起自己情绪反应的是何种行为或特征，下面有几种相应的策略供你选用：

1．如果你觉得与某位员工共处使你感到不舒服，那就增加你们相处的时间。这个建议听起来似乎不合常理，但如果你与一位员工共处时感到别扭、沮丧或愤怒，你就很可能会想要避开她，乃至在相处时避免与她视线相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作为员工，老板与你接触时不屑于看你的眼睛，多让人丧气！

要改变这种情况，你需要创造更多的相处机会，了解这名员工。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你会习惯她的怪癖和个性，跟她相处不再那么别扭；第二，你会了解到能够给她推动力的因素，找到激励这位员工的适当方法。试试这样的开场白：“我们两人直没什么机会互相了解。你身上最需要别人了解的是什么呢？”

2．如果你觉得某位员工的某些习惯惹人讨厌，那就多关注他的优点。始终盯着别人身上你不满意的特质，会让你们两个都心情不佳。把注意力转移到你喜欢的、值得你尊敬的那些特点上去吧。想想他身上有没有能让你欣赏的闪光点，就算这个闪光点偶尔出现在错误的地方也无妨。此人是否努力制定规划？是不是很讨顾客喜欢？他是否提出了你的战略中存在的问题？关注他做出的积极贡献，予以鼓励。让他知道团队的成功有赖于他的能力，他就会得到激励。

假如有一位销售员对顾客死缠烂打，你可以把他的这种特质看作是坚持不懈，一方面鼓励他发挥优势，另一方面在适当的时候劝他收敛一些。你可以这样说：“今天我看见你在工作，你真是尽心尽力。你的坚持让我钦佩。不过，我发现你的推销风格好像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奏效。你想想看，有时候是不是别再去打扰顾客比较好？”

3．如果你觉得员工行为不得体，发掘一下这种行为的根源吧。如果你反感某位员工是因为他品行不佳（如欺凌、傲慢、不尊重他人），那你就无法激励这个人，除非你自己也有那些恶劣行径、有所共鸣。不得体的行为大部分并非出于恶意，而是由于自我保护。你要找出产生这种行为的根源。他是不是在维护自己脆弱的自尊？她是不是在担忧什么？深入挖掘一下。问一些开放式问题，比如“你最近怎么样？”或者“这场讨论效果怎么样？”，抑或“你在担心什么？”

等你找到了不当行为背后的原因，就会更清楚该如何激励员工向良性的方向发展。例如，你了解到自尊方面的问题，可能就会知道某位员工需要更多的亮相机会，而另一位员工适合的激励方法则是派给可控的小型任务，留出一定的成长空间且不用承担过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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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引起你反感的原因为何，要激励自己讨厌的员工总是很困难。要想降低难度，你需要增进那位员工与你之间的联系。如果想直击重点，你可以直接表达出改善关系的愿望：“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刚开始就有些僵，这样不好，我想改变这种状况。”如果想表达得委婉一些，你可以逐渐让那位员工参与各种活动，在对整个团队讲话时把那位员工作为正面范例，借此表示你有意改善关系，或者用目光接触和肢体语言来表达你的包容也可以。

身为管理者，你的职责并不是跟大家交朋友。但如果与员工关系冷淡影响了你激励员工的能力，那么他就有可能表现欠佳，反过来对你产生负面影响。你要把握好与直接下属之间的关系，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来转变你对他们的看法。就算最终无法成为朋友，你和员工之间的关系至少要足以让员工得到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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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纳·达韦
 是骑士桥人力资本公司（Knightsbridge Human Capital）团队解决方案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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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赛促成了商业上的多项重大成就。《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如AT&T和美国运通公司经常出资举办通过网络参与的创造力大赛，鼓励创新，而Kickstarter等众筹平台则是让用户比拼创意，赢得资金。公司企业也可以用竞赛来推动员工创新。

例如，汤森路透集团设立了用于支持和鼓励员工发挥创意的“催化基金”。员工组队向创新投资委员会展示令人信服的创意，为自己队伍提出的创意进行辩护，通过竞赛赢得基金。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最近也举办了《创智赢家》（又名《鲨鱼池》）式的竞赛，让员工组队用自己最好的创意说服高管。

举办内部竞赛虽然听起来简单易行，但是要想取得丰硕的成果，也需要运用一些关键的设计和管理原则。迄今我们已经帮助200多家公司企业举办了各种内、外部竞赛，总结出以下4个成功的要素：


围绕一项具体的需求构建竞赛。
 “设计出下一个伟大的产品”这样宽泛的说法不是好的竞赛题目。开放式问题往往会得到开放式的答案。竞赛说明要关注一个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想想XPRIZE基金会著名的航天挑战赛，第一支达到相应要求的队伍将会获得1000万美元奖金，他们提出的要求非常具体：“自己承担费用，制造出一艘安全可靠、可重复使用的载人宇宙飞船，可在2周之内两次搭载3人飞到距离地球表面100千米的高度。”

我的同事迈克尔蒂蒙斯当时协助XPRIZE进行竞赛推广，他说，这种具体的要求对于竞赛的成功至为重要。“假如当时他们把挑战赛提出的问题表达得非常宽泛，比如‘证明商业航空飞行是可能的’，就可能会以含混不清的结果告终。所幸他们没有这样做。具体的要求让参赛队伍得以将问题具象化，明白自己要达成的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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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赛的要求拆分成几个易于把握、易于执行的步骤。
 向员工提供如何参赛的具体说明，免得艰巨的任务使他们望而却步。比如说，别一开始就让参赛者写出一份长达50页的商业规划来阐述自己的构想，让他们先提交一页说明就好。参赛者经过筛选，进入四分之一决赛，这时候就可以让入围选手进一步充实他们的构想，做出完整的提案。如此一来，所有的参赛选手都能够立刻得到反馈，及时知道自己的构想是否现实可行，以免为不可行的方案投入不必要的时间。


向参赛者提供公司的资源和内部导师。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知识、资源和知识产权资产，其规模之大，甚至连本公司的员工和高管也不完全清楚。鼓励参赛选手多加利用这些资料，发挥其价值。例如里德埃斯唯尔环境大赛，要求参赛者制订让发展中国家获得安全饮用水的新方案，主办大赛的里德埃斯唯尔跨国出版集团向选手们提供了查阅所有相关资料（如地图）的权利，让他们得以运用这些资料来完善参赛作品。不过，公司最宝贵的资源是人才，因此我们也建议提供相应的内部辅导课程，若有可能，亦可指派高管担任导师，指导参赛者将设想呈现出来。一个实例是加拿大最大的印刷公司TC Transcontinental，为员工展示的4个新理念提供2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的公司员工团队参加了3个讲习班，由专人指导，并有导师和有关方面的专家提供独到的视角、反馈和经验，帮助参赛团队进一步完善其设想及概念规划。


不止重视比赛结果，还要重视比赛过程本身具有的价值。
 就像许多新型商业和专利一样，大多数创新竞赛不会立刻带来实质性的成效。即使遵守了以上列出的所有原则，竞赛举办得极其成功，这点也不例外。因此，突出强调竞赛的益处就显得极为重要。且不论在大赛中胜出的创意最终会如何发展，组织有序的内部竞赛本身就可以让员工学习新技能，增强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并在公司里营造出创新氛围。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公司设计并举办过一场竞赛之后往往能收集到一些重要的资料和创意，可以在随后的竞赛中使用。在此过程中获益最大的或许是竞赛主办方，他们放任参赛团队大胆创新，久而久之，便可培植出极具价值的伟大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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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尔·拉蒂
 是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生创意竞赛“创新挑战赛”（Innovation Challenge）创始人，并且是位于洛杉矶的竞赛工作室Skild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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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想你正在与自己公司或部门的其他管理者和员工一起开会，共同制定公司战略。不管讨论进行得多么热火朝天，你们得出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份清单：

实现增长

通过在工作中的有效实践，获得卓越的运营成果

在现有市场中获得竞争力

提高产品销量，获得市场领先地位

向其他地区扩张

提高投资回报率

制定一种新的服务供应模式能与公司的短期战略项目结合

列好这份清单，你也许就会抓抓头，心想：我觉得差不多了。其实还差很多，这里列出来的可以说是目标、行动以及对于意图的含糊陈述——很遗憾，它并未触及战略。

制定战略并不是列出这样一份内容混杂的清单，那么，如何才能制定出真正的战略呢？请参考以下步骤：

弄清楚对你的成功起到重大作用的利益相关者。这是你应当考虑的首要问题，这一事实似乎毋庸赘言，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管理人员都会忽略掉这一步，就连一些世界著名大公司也未能幸免。他们只关注极其有限的几个关键绩效指标，针对这些指标直接制定解决方案，囿于细枝末节。如此一来，他们很快就失掉了全局视野，只会解决细微的具体问题。建议一个接着一个：增设零售店；制作广告片；吸引有才干的员工，留住他们并加以培养。也许都是些不错的建议，但假如你还没有弄明白要怎样才能取得成功，你怎么知道这些建议究竟好不好？

公司或部门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外部因素。如果没有客户、供应商、员工和股东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也就无所谓公司了。你必须认清对公司存亡和长期发展壮大起到关键作用的利益相关者，使他们满意。

我们来看看美国全食超市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合CEO约翰麦基（John Mackey）是怎么做的。他的公司年度销售额达到90亿美元，拥有三百余家分店。全食超市一统美国天然食品零售业，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品牌。在《哈佛商业评论》的一次访谈中，麦基讲述了为全食超市带来成功的几大因素。“顾客、员工、投资商、供应商、大的社区和环境相互作用，”他解释道，“全食超市的管理工作，就是要确保我们雇用的是合适的人：受过良好的训练，并且在工作场所挥洒自如。因为我们发现，真心对工作感到满意的员工可以为顾客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团队成员满意，便能使顾客满意。顾客感到满意，就会继续照顾你的生意。顾客们喜欢你的公司，投资者就满意。这是四方共赢的战略。”

弄清楚你自己想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什么。许多管理者没能认清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所以根本就不会触及这个问题。有些人往往直接开始考虑他们需要为客户、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做些什么，从来不先思考一下他们想要从利益相关者那里得到些什么。

为什么弄清这一点至关重要呢？公司想要从各方关键的利益相关者身上获得什么，与公司本身想要达成的目标紧密相关。举例来说，客户会带来销售额和收入的增长，员工会带来生产力和创新能力，供应商则可以合理的价格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此外，公司法规定董事会、CEO和高管的一切行动皆以公司的最大利益为重。所有的决策都以此为基础。当然了，这并不是说不能顺便照顾一下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虽然目标不能代替战略，但你确有必要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团体分别设定清晰的目标，而后才能针对各方分别制定巧妙的新战略。若无新的目标，新制定的战略与旧有战略也无甚区别。然而，管理人员制定战略常常是闭门造车。倘若没有设定明确的目标，战略便毫无意义。

弄清楚利益相关者想从你身上获得什么。管理团队如果执着于解决问题，就会做出主观臆断。他们满以为自己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一清二楚，结果就是他们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卖不出去。

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我称之为“战略因素”（你可能知道另一个术语“关键成功因素”，两者有所不同。关键成功因素是管理团队讲的，战略因素是从利益相关者这边来的）。战略因素可以给你一个不拘泥于自身的外部视角。如果你想取得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实现你们公司的目标，那么，你一定要擅长于定位战略因素。

一家拥有一处港口的公司想尽可能多地吸引船舶停靠，以下是该公司的战略因素清单：

港口容量（可容纳的船型尺寸及其货运量）

是否提供货运服务（供船只返程时运走货物）

阻塞程度（港口的卸货速度以及周转时间）

地理位置（影响到船只在途中所需的航行时间）

价格（船只在港口停靠、系泊应付的费用）

别从管理的角度去看这些战略因素是如何定义，站在利益相关者的立场上看。如果你没有把握（这是正常的），就去问问你的利益相关者，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景况和需求。

制定战略、撰写战略规划之所以困难，也许是因为不得其法。以上几个步骤能助你一臂之力。丰田汽车公司并非在毫无章法的情况下生产出完美无瑕的汽车，外科医生也是遵循着清晰的流程步骤来进行复杂的心脑血管手术，同样地，制定有效的战略不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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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肯尼
 是“战略因素”咨询公司总裁。该公司位于澳大利亚悉尼，提供专业的战略规划及绩效评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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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十年来，公司HR部门都被视为提供后勤服务的成本中心，做一些乏味的行政工作，比如员工薪酬福利管理。然而，在过去的15年中，埃丽菲勒（Ellie Filler）发现一项重大转变。菲勒是猎头公司光辉国际（Korn Ferry）瑞士办事处的高级合伙人，她专门负责向跨国企业遣派CHRO（首席人力资源官）。多年来，她招聘的很多HR总监都要向COO（首席运营官）或者CFO（首席财务官）汇报工作。这些总监抱怨自己在最高管理层缺乏实际影响力。菲勒说，如今他们则常会直接向CEO汇报工作，如同CEO的重要顾问。此外，他们还要经常向董事会作报告。现在很多公司招聘新首席人力资源官时会更多考量应聘者的领导才能及其战略实施技能。菲勒还说：“这一职位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HR不再只是一个支持性或行政部门，而更多向格局颠覆者及企业战略执行者的角色转变。”

为考察CHRO在最高管理层的职能，菲勒选择与密歇根大学教授戴维尤里奇（Dave Ulrich）合作，后者也是组织及人才管理的杰出咨询专家。通过观察几组数据，他们发现CHRO的职责和潜能与日俱增，这令人震惊。

为得知CHRO与最高管理层其他职位，如CEO，COO，CFO，CMO（首席营销官）和CIO（首席信息官）相比重要性如何，菲勒和尤里奇首先查看了这些职位的薪金。通过筛选各职位收入排名前10%的人，他们确定了处于这些职位的顶尖人士。接下来，他们计算了这几个不同组别的平均年度基本工资。毫无意外：CEO和COO是薪资最高的高管。但CHRO尾随其后，他们的平均基本工资是57.4万美元，比收入最低的CMO群体高33%。尤里奇说：“优秀的CHRO很难找到，所以他们薪资很高。”

领导风格图谱

在对上千名最高管理层职位的360度评估中，位于6个最高职位的高管，即，CEO
 、CFO
 、COO
 、CIO
 、CHRO
 以及CMO
 都会按照其领导力的14个方面得分排名，分数范围为1－7。研究人员分析这份评估报告后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果：CHRO的特征与CEO的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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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研究人员还查看了光辉国际公司10多年来对最高管理层成员做的独家评估。他们研究了这些高管在体现领导力的14个方面的得分，并将这14个方面分为3组：1）领导风格，即高管在团队中如何表现以及想被如何看待；2）思维方式，即高管私下如何处理事务；3）情绪控制力，即高管如何处理令人困惑、有压力或风险的工作。研究人员接着评估了位于不同职位的高管普遍具备的领导力特征，并比对了结果。

他们的结论是：除了COO之外，特征与CEO最相像的是CHRO，而COO其实角色和职责常与CEO重叠。尤里奇说：“这一发现与我们的直觉相反，没人预料到这个结果。”

根据这一发现，菲勒和尤里奇提出了一项激进性决策：企业招聘CEO时应更多考虑选用CHRO。这两人说，在现代经济中，将合适的人才招至麾下，创建恰当的组织结构以及建设理想的企业文化对推动战略实施至关重要。而当过CHRO的领导者更可能胜任这些任务。

对这条建议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菲勒和尤里奇只调查了顶尖人士，所以他们只认为，小部分CHRO有担任最高职务的潜能。他们并不认为，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做HR工作的人有潜力成为最高管理者；他们看好的实际上是在各方面管理经验都很丰富，而且还担负过公司损益责任的人。而管理HR部门只是这些高管的一部分经验。研究人员着重指出，如果CHRO觊觎CEO的职位，他们须展示出最高领导者该有的多种能力。菲勒和尤里奇在其研究的白皮书中写道：“如果CHRO想晋升为CEO，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要在受教育期间和之后的职业发展阶段掌握一定的技术和财务技能。”的确，像苏黎世保险公司、雀巢、烟草公司Philip Morris和德意志银行等公司会通过岗位轮换让有潜能的高管担任一次高级HR职位。（就企业提供此类培训机会的另一观点请见“分拆人力资源部”一文，拉姆查兰著，《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7－8月刊）

菲勒和尤里奇强调的两个事例都与有过HR经历的杰出CEO相关。通用汽车CEO玛丽巴拉曾做过18个月的通用公司人力资源副总裁。2001年至2009年担任施乐公司CEO的安妮麦卡伊（Anne Mulcahy）在20世纪90年代初管理过几年HR部门。两人均为女性这一点并不是巧合：研究人员提供的数据显示，42%的顶尖CHRO为女性，是女性比例第二高的CMO的两倍多。这意味着如果有更多公司认为CHRO具备担当CEO的潜质，那么女性CEO人数就会急剧上涨。

在菲勒和尤里奇所著白皮书中，他们还收录了CEO及CHRO对高级HR管理者角色转变的看法。一些CEO把CHRO视为最高管理层的顾问。托马斯艾博林是德国传媒公司ProSiebenSat.1 Media AG的CEO及诺华制药集团前任CEO。他说：“CHRO是与CEO讨论人才培养、团队构建及管理文化的重要伙伴。”

保诚集团伦敦分公司HR总监皮特戈尔克（Peter Goerke）同意菲勒和尤里奇的结论。他认为尽管具备营销和财务技能的CEO候选人较具有竞争力，但如今，全面的人才管理能力更为实用。戈尔克说：“接任CEO的人既需要有技术技能，也需要有人际交往能力。所有最高管理层职位以及至少再低一个级别的岗位已经开始向有精明商业头脑以及‘软性’领导技能的人抛出橄榄枝。具备技术技能仅是基本条件。”

尽管CHRO职位向来受偏见所累，HR高管的地位还在不断上升。这其实不足为奇。在过去的20年里，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和其他管理学者提出人才战略是决定企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柯林斯用通俗词语解释了这一理念，比如“让对的人上马”、“先选人，再干活”等。在菲勒招聘CHRO的工作中，她发现已经有更多人认识到这些词语所言确凿。她说：“如果你不能让企业内人适其事、事得其人，也无法制定正确的人才战略，合理搭建团队以及加强文化认同，或若你无法从文化和人本角度积极主动地管理公司，那么你就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而一流的CHRO则能运筹帷幄，让企业未来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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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更衣室到董事会议室——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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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女性高管的全球网络调查显示，52%的最高管理层女性高管读大学时参加过一项体育运动。仅有3%最高管理层女性从未参加过一项运动。

《建立联系》(“MAKING THE CONNECTION”
 )，调查由安永“女性运动员商业工作网络及女性体育专业频道ESPNW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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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回归实践

“这种情形很少，但实在不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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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丰塔纳（Bernard Fontana）自2012年起担任瑞士水泥公司Holcim的CEO。此前，丰塔纳在有32万雇员的国际采矿和钢铁公司ArcelorMittal任首席人力资源官有3年之久。他向《哈佛商业评论》讲解了为何当过CHRO的人会更适合接任CEO。以下为编辑后的采访摘录：




你一直都渴望做HR的工作吗？


不是。但我30岁的时候在一家法国公司工作，并随同CEO出差到香港。就在那时，CEO跟我讲了他在事业的某个阶段，曾受邀出任HR总监一职。他说：“这份工作不适合做一辈子，但如果你有这个机会，我建议你抓住它。你会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如果你当上CEO，这段经历会使你受益匪浅。”他说得对。




为何做CHRO的经验如此重要？


领袖的工作是使机构转型。如果你希望这种转型是可持续的，你就该扶植能够延续你的方针的继任者。要让领导力不断延续，HR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我的前任在这里做了10年CEO，但董事会选择解雇他，外聘新CEO，因为他们看中的是CEO培养人才和发掘新领袖的能力。




随着越来越多公司进行并购重组，CEO是否会使用更多HR工作技巧，而非其他管理能力呢？


是的。那些转型给公司带来了机会，但也会让员工感到不安。你必须承认这一点，并想办法化腐为奇。如果你有HR经验，那你就会对这类情形深有体会。你会留意自己的说话方式。在转型时期，关于企业认同、价值和行为的问题十分重要。




你会让很多初露锋芒的新人接手HR工作吗？


HR部门应该汇集不同的员工。一部分为终生从事HR工作的专家，另一部分为短期在HR部门发展，之后转回业务运营部门的职员。我的确会让一些高管加入HR，得到锻炼，但这些人在HR部门只占少数。




董事会应更多考虑招募CHRO做CEO吗？


是的。这种情形很少，但实在不该如此。CEO的终极责任就是贯彻落实其制定的战略并扶植能够延续其事业的人。所以对我来说，选择CHRO当CEO是顺理成章的，因为CHRO有培养人才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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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心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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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认能力不足的经理常常很难接受员工的想法并且诋毁敢于抗议的下属。研究人员通过调查一家跨国能源公司并组织后续试验得出这一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下属员工可考虑在私下与老板沟通意见，这样老板就不会觉得受到威胁。

《蔽聪塞明式管理》（“MANAGING TO STAY IN THE DARK”
 ）由纳撒内尔法斯特、伊桑伯里斯及卡罗琳巴特尔所著。





旧档重提：1958年版

“长期以来，商业和经济领域内多个职位都无法得到其他行业的协助。这样看，困局已定。永远如此。”

《商业教育的挑战》（“A CHALLENGE TO BUSINESS EDUCATION”
 ）由罗伯特卡尔金斯所著，见于《哈佛商业评论》1945年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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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你的个人电脑是“哈萨克斯坦制造”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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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表中横线表明自2002年至2012年，表中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量在其产品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哪个国家最“精”于制造科技产品呢？你可能会想到中国，但是你错了。就一些经济相对单一的小国来说，其高科技产品出口量在其产品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要远高于中国（比如哈萨克斯坦和哥斯达黎加）。当然，中国的比例还在上升，而其他很多国家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是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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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

驾驭排班软件

如何处理“早上晚下”、轮班不定及其他问题








很
 多零售业的钟点工都因为自动排班软件随机排班而无法预先得知其工作时间，这一点让他们困扰不已。最近《纽约时报》详细报道了星巴克一名员工因店内排班系统临时通知工作时间而致其生活严重紊乱，星巴克因此备受各方责难。这篇报道掀起了批判“早上晚下”工作制的热潮。“早上晚下”指星巴克或其他类似连锁店的员工不得不按排班规定在晚上10点后下班，天亮前上班，而中间只有几小时的间隔。

作为回应，星巴克只得调整了其工作制。还应有更多公司审查其排班工具的使用情况。但哈佛商学院的伊桑伯恩斯坦（Ethan Bernstein）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Kenan-Flagler商学院的萨拉瓦南凯撒文（Saravanan Kesavan）和布莱德利斯戴特（Bradley Staats）认为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程序也不是一无是处。对这些工具的迫切需要与依赖无可厚非。精密的系统可以追查客户规律、天气和周围店铺客户体验，以确保值班员工人数不多不少。准确计算这一数字十分重要：在一份对41家女性服装零售店的调查中，凯撒文及另两位同事发现，人员配置失误导致这些店铺销售额下降9%，利润下降7%。

但是电脑计算程序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研究人员归纳了3大类因过度依赖排班软件而产生的问题：

1．无法预先提供精确排班表。如果以小时或低于一小时的时间单位给员工排班，经理就要先预测每个时间单位内的需求量。伯恩斯坦和其同事指出：“这其中不可告人的小秘密是一旦时间单位很短，即使最先进的排班软件也会出错，而且错误次数比其正确次数还多。”换句话说，你可能因这些软件获益颇少，但员工却因此倍感压力。

2．收录多种数据只是徒劳无功。若有人想通过收集更多数据来完善排班表，那他会误入歧途。首先，数据变化不连贯；其次，员工可能会因受到严密监控而行为有悖常态。伯恩斯坦在研究一家中国的工厂时发现，工人如果被紧密监视的话，其工作效率会降低。但当员工知道自己已不再被监视时，他们会更具创意。

3．增加上班时间不固定的员工也并非良策。凯撒文、斯戴特和另一位同事发现在一家商店内，相对每10个全职员工而言，如果其兼职和临时员工由0增加到4或5人，那么这家商店很有可能会收益大增。但新增员工人数一旦超过这一数字，收益就会减损，因为员工积极性会降低，同时，商店还要针对未知需求为更多员工排班，其协调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那么公司应该怎么做？为管理方和员工创造更大价值需要结合机械作业和人工选择。美国最大的家庭所有并经营的百货公司Belk就采用了这一方法。这家公司并没有仅靠软件排班，也没有占用宝贵的管理时间来人工制作每天的排班表。Belk商店的员工可以预先“编辑”或完全改变软件系统生成的排班表，从而得到休息时间。这家公司大约有一半排班表都是这样修改的。伯恩斯坦和同事称这一过程不仅让“高效机器运作与智能人工作业得到完美平衡”，也让员工与股东双赢：Belk在应用可修改系统几个月后，毛利上涨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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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详情：

《评估人手不足对零售店销售额及利润的影响》（“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Understaffing on Sales and Profitability in Retail Stores”
 ），由维迪亚马尼、萨拉瓦南凯撒文及加亚山卡斯瓦米内森所著；《透明度悖论》（“The Transparency Paradox”
 ），由伊桑伯恩斯坦所著；《服务业工作灵活程度》（“Volume Flexibility in Services”
 ），由萨拉瓦南凯撒文，布莱德利斯戴特及温德尔吉尔兰德所著。



《哈佛商业评论》再版F1412A。以上有些文章以不同形式刊登于《哈佛商业评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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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早上6点钟最适合做手术


一项对美国35家医院4000多医护者所做研究表明，大多数医院工作人员多多少少会忘记洗手的规定，而且长时间值班的话，遵守程度会急速下降。如果员工在值班前有更长休息时间，他们就会更自觉遵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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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及休息时间对遵守规定的影响》（“THE IMPACT OF TIME AT WORK AND TIME OFF FROM WORK ON RULE COMPLIANCE”
 ），由戴恒成、卡瑟琳密克曼、大卫霍夫曼及布莱德利斯戴特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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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会越多越好？未必！

JOB LEADS CAN BE A REAL DOWNER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采访

万艳 | 译　康欣叶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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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在被动给与工作机会后，变得更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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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借助2004－2005年针对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的电话调查结果，范德堡大学教授宋丽君和得克萨斯大学的陈文泓检测了他们的就业状况、未主动要求而获得的就业机会信息以及心情的沮丧程度。他们在审视那些拥有全职工作的被调查对象时发现，对于那些并未主动索要而收到新工作信息的人们，其沮丧程度远远高于那些没有获得工作信息的人们。








挑战：
 工作机会真的会让人心情沮丧吗？在告知他人工作机会时，是否要三思而后行？宋教授，捍卫你的研究吧！







宋：
 我知道这看上去有悖常理。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应该会让人感觉良好。大量研究也显示，社会支持有助于让你在社会经济阶梯上的晋升。但一些针对行政助理和大学生的实验表明，未经主动索求的帮助会增加被帮助者的焦虑感和沮丧感，损害他们的自尊，甚至会引起消极心理反应。为了在实验室之外找到相似的情况，我们利用针对达到工作年龄成年人的电话调查作为全美的代表性样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平均而言，在过去一年里，那些并未主动寻找而获得工作机会的全职员工，在13项检测抑郁感的问题上，得分远远高于他们的同伴。



HBR：社会支持本应让人感到高兴，怎么反而会令人沮丧呢？

不太清楚，不过我们发现一些理论能解释这种现象。或许被提供的工作并不适合当事人，或是时机不对；或者当事人觉得，提供信息的人是在制造干扰或多管闲事。如果你认为，自己要被迫亏欠人情，可能也会感到烦恼。工作机会可能会激发消极的自我评价，比如，“我根本不可能得到那个职位”；或是促使当事人进行向上社会比较，比如，“像她这种有钱又成功的人，只是用这种小恩小惠来羞辱我”。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的想法。但自从我们发表了有关这项研究的论文，一些读者为我们提供了其他一些合理解释。有人表示，或许让人感到心烦意乱的并非工作机会本身，而是申请和面试流程；或是人们得到新工作后，因为与预期和要求有差距而倍感压力。



但是，还是有人会对帮助心怀感激的吧？

是的。我们的发现只是反映出平均结果。毫无疑问，那些做着兼职且不满足于他们财务状况的人们，对工作机会的态度都很积极。在过去12个月里，那些收到工作机会的人们的沮丧程度要低于那些没有得到工作机会的。这合乎逻辑：他们需要信息，因此他们就不太可能产生我上面提及的消极情绪。



如果受雇人员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或财务状况，可以向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吗？

或许可以，特别是当他们向你寻求帮助时。遗憾的是，我们获得数据的调研并不包含主动索取工作机会的相关问题。问卷是由杜克大学的林南以及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陈志柔、傅仰止设计的。林南的研究表明，非主动寻求的帮助，也就是社交网络中那只“看不见的手”，能让人在职场中获得加分，并得到更高的经济地位。但是我认为，当人们寻求帮助时，你不会因为提供建议而让他们变得太沮丧。



人们被动获得新工作机会的概率是多少？

在我们所使用的电话调研中，3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一些偶然的谈话中（面对面、电话中或通过社交媒体），被告知过某个工作机会。此前的研究也显示，社会支持的来源多种多样，有的来自关系密切的亲友，有的来自关系一般的熟人。



我们还应在提供哪些帮助时谨慎行事？

学界将社会支持分为几类。我们刚刚谈到了主动要求和被动获得的支持；还有潜在支持（我有可以依赖的人，或可以开启的人际关系网）和实际支持（我正从人际关系网中获得帮助）。我们在研究中聚焦后者。我们也会考虑显性支持（人们意识到他们获得帮助）和隐性支持（人们受益于帮助，却并未对此有所察觉），以及支持的内容，看它是信息类的（如工作机会）、手段类的（如帮他们填写简历或求职信），还是情感上的（如在他们步入面试地点前，说些鼓励的话）？我们得到的数据显示，即便人们并未积极寻求帮助，他们时常会获得显性、信息类的支持。在特定情境下，这些支持会产生负面心理作用。



你们的数据主要是2004年至2005年间的，当时美国经济相对强劲，整个美国社会也是相对个人主义化的。当美国陷入经济危机或数据来自其他国家，你们得到不同的结果吗？

如果人们在职时担忧自己受大环境影响而被解雇，那么是的，他们在未主动索求的情况下，会更乐于接受别人提出的工作机会。毫无疑问，这方面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过，我取得了中国城市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的代表性样本，通过样本背后的数据（同样是2004年至2005年间的）来审视文化带来的差异。我发现一些不同之处：中国因集体主义和关系文化而闻名。人们寄望于彼此依赖、互帮互助。不过，中美两国的核心研究结果相似。当中国受访者在未主动要求的情况下获得工作机会时，他们会变得非常沮丧，当他们对财务状况不满时尤其如此。或许这是因为中国文化聚焦于他人，而非自己，或是国家发展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向上的社会比较。



你会一直关注这一话题吗？

是的。我正在写一篇论文，研究人们在组织内拥有高层级社会关系时的效果。如果你认识所在组织的领导层，会更有可能在没有主动要求的情况下获得工作信息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会比同伴更沮丧吗？在我看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如果我知道一份工作非常适合一位朋友，但她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我该怎么告诉她？

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可以试着有技巧地告诉她。选择合适的时间，恰当的言辞。不要让你的话听上去像是在下命令，或你似乎想要从她那里获得回报。不要暗示她目前的工作不好，或你比她有经验。最好的做法是，不要掺杂你的个人角色和情绪。实验性研究显示，隐性、非主动索取型支持比显性支持所造成的沮丧感要小。所以，你要设法让她觉得，是她自己发现了一个很棒的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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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颜色标注的地图


如何做


用地图来表示与地理面积无关的数据。




这么做有何缺陷？


色块大小由地理面积决定，不能反映真实权重。




谁会这么做？


每4年，政治记者会绘制类似竞选地图。跨国公司只在某国几个城市有业务，但在报告财务指标时却在地图上将整个国家涂上颜色。




何为正确的方式？


用比例适当的气泡表示与地理空间无关的数据。

奥巴马 VS. 麦凯恩，2008年，以县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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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原始方案





蒙大拿问题（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纽约问题）0.01%的国土面积上居住了人口总量的2.7%。地图上80%都被红色覆盖，但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仅在该区域获得40%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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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修订方案





当地图上的气泡大小反映人口数量时，蓝色气泡逐渐占主导。地广人稀的地区不再用整片红色表示，而是用零星的小红点表示。






2、
 截断Y轴


如何做


限制Y轴值的范围从而与数据范围相匹配。




这么做有何缺陷？


通过增大斜率或扩大数据之间的距离捏造或夸大了某种趋势。




谁会这么做？


需要展示某种趋势的管理者。




何为正确的方式？


Y轴数值必须从0开始，并按需要延伸。百分比跨度应该从0到100。

休假一周员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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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原始方案（左）





截断坐标轴可产生某种现象完全终止的假象。研究显示，我们的大脑将隐喻含义与视觉信号相匹配（比如，向上为积极，向下为消极）。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条线接近0的错觉，并将这幅图表解释为，“没有人需要一周假期了。”





修订方案（右）





趋势线将休假者（下方）和不休假者（上方）分成两部分。通过完整呈现Y轴，我们看到的是完整、合乎比例的数据。其中大部分在原始版本中是看不到的。






3、
 累积增长的把戏


如何做


图表反映迄今的增长总量，而非每一时段的增长。




这么做有何缺陷？


因为前期数值每次都会被重复计算，所以反映累计增长的图表总是制造趋势向好的假象。




谁会这么做？


试图隐藏下降趋势的管理者。




何为正确的方式？


显示每个时段的增长值并单独计算累积增长。

累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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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原始方案（左）





每个柱都包含过往几年的增长值，所以当到第五年时，第一年的增长值已经被计算过5次。





修订方案（右）





当每年增长被单独表示，业绩下滑的趋势就清晰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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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权力面临挑战，拥抱


“新权力”时代

杰里米·黑曼斯（Jeremy Heimans）

亨利·狄姆斯（Henry Timms）| 文

牛文静 | 译　时青靖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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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以参与和创造、合作和分享为特征的新权力开始颠覆旧权力。还在紧抱旧权力不放的企业将被大众抛弃。如何具备新权力能力？企业需要理解权力的本质是如何改变的，以及谁拥有它和权力如何分配、去向何方等问题，企业必须改变过时的价值观和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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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新现实
 　权力在发生改变。老鼠打倒了大象。租车网站Uber的联网司机和Kickstarter的众筹创意人员都是例证。但这种动态令人迷惑，特别是对传统权力机构的管理层来说。




框架
 　新、旧权力参与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他们使用的模式和认可的价值观不同。Facebook拥有新权力的商业模式但并不遵循新权力的价值观。巴塔哥尼亚（Patagonia）拥有新权力的价值观但使用的是旧权力的商业模式。




为什么你需要它
 　理解权力的本质是如何改变的，谁拥有它，如何分配，去向何方。这是未来几年商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主
 宰全球的权力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层出不穷的政府抗议活动、国家治理危机以及新兴企业颠覆传统产业等现象感知到这种变化。但这种转变的本质有时被人们不负责任地美化，或者被严重低估。

有些人相信，科技实现了乌托邦梦想，互联时代很快会带来民主和繁荣。大企业和官僚巨擘将陆续倒台，头顶自制的3D打印皇冠的群众成为主宰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一切不过是往事重现。人们的确借助“推特”的力量推翻了一位埃及独裁者，但马上就有人补上了空缺。我们滔滔不绝于靠分享经济牟利的新晋初创企业，但最有权势的企业和个人权力却有增无减。

以上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这两种观点让我们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处境，认为技术要么改变一切，要么无所作为。但真实世界更为有趣，也更为复杂。这些转变背后是两股不断增长的权力博弈：旧权力和新权力。


旧权力
 ——类似货币，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旦得到，拥有者会小心翼翼地将其守护起来，拥有这些权力的人可以“挥金如土”。旧权力封闭，难以获得，由领导者驱动。旧权力是一种特权，它的运行方式是“下载”和“捕获”。


新权力
 ——类似电流，是由多种力量汇聚而成。新权力开放，鼓励参与，同侪驱动（peer-driven，来自同事、同辈、朋友之间的驱动力）。它的运行方式是“上传”并“扩散”。它就像水流和电流，在汇聚时力量最大。新权力更侧重引导而非囤积。

新、旧权力的博弈和制衡将定义未来几年社会和商业的特点。本文作者列举出一些简单框架，用来理解工作中潜在的动态及权力的转变过程：谁拥有这些权力？它们将如何扩散？去往何方？



新权力模型

根据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定义，权力仅仅是“产生目标效果的能力”。旧权力和新权力所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同侪协作和大众媒介造就了新权力的商业模型，大众合作和参与因此至关重要，否则新权力的商业模型就是空洞的。而旧权力则来自企业和个人对某种东西的独家拥有、知晓或掌控。一旦失去这些，旧权力就优势不再。

旧权力的商业模型仅仅基于消费——比如让读者续订杂志、制造商希望顾客购买它们的鞋子等。新权力则开发出除消费以外，顾客渴望参与的能力和欲望，这些不断增长的能力和欲望包含了几种形式：分享（借用他人的内容和观众分享）、塑造（将既有内容或资产加入新信息或新特色重新混搭）、资助（财务支持）、生产（创造内容，或在YouTube、手工艺成品买卖网站Etsy或空中食宿Airbnb这样的同侪社区里提供产品或服务），还有共有（维基百科、开源软件等）。（参见后文《参与程度》
 ）



分享和塑造。
 Facebook是典型的基于分享和塑造的新权力模型企业。每月有5亿左右的人在该平台上分享和塑造了300亿条内容，这种高参与度是Facebook大红大紫的重要原因。许多采用旧权力商业模型的企业，也在通过这种方式增强品牌权力。耐克ID计划就是其中之一，该计划是让消费者根据喜好自己设计鞋子。如今耐克通过该项目在网上创造了惊人的利润。


资助。
 资金支持比分享和塑造模型的投入更多。新权力模型的一种形式是数百万人正在通过众筹计划来资助他们感兴趣的项目。众筹项目的一个典型案例是Kiva。这是一个小额贷款平台，全球76个国家逾130万借款人通过该平台收到总计超过5亿美元的贷款。

端到端（Peer-to-peer）的捐赠、借贷和投资模式，有效减少了人们对传统机构的依赖。人们在捐赠时不再需要通过“联合之路”这样的大型机构，而是可以直接为特定地区某个家庭捐钱，解决他们十分具体的问题。此外，初创企业则通过“天使汇（Wefunder）”这样的平台，收到来自数千名小投资者的资金，不再依赖少数大投资方。一名发明家刚刚在众筹平台Kickstarter上创下新记录，从6.2万名投资者那里筹集了超过1300万美元。但新权力的募集方式也有弊端：大众最推崇的活动、项目或初创企业，并非最明智或惠及人数最多的投资选项。众筹项目押宝于人们的肾上腺素，大家倾向支持那些短期的、令人激动的、迎合人们情感需求的项目，而非战略清晰并具有影响力的长期项目。


生产。
 下一步参与者不仅限于支持或分享他人成果，而是开始参与生产。YouTube的内容生产者、Etsy的工匠以及跑腿网站TaskRabbit的跑腿人都是通过生产来参与的例子。当参与生产的人数足够多，这些平台就会产生强大的力量。比如Airbnb，该公司将那些需要住处的游客与有多余房间出租的房东进行匹配。2014年约有35万个家庭通过该网站为1500万人提供了住宿。这个数字足以对酒店业造成压力。


共有。
 维基百科和Linux开源软件系统都采用了共同拥有的形式，给行业带来巨大影响。很多去中心化的同侪驱动系统都属这一类别。这种系统被哈佛法学教授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称作“同类共生”。另一个例子来自硅谷之外的伦敦教堂——启发课程（Alpha Course）是向人们介绍基督教信仰的模板课程。任何想要教授该课程的人都可以随意使用其内容和基础模板，即10堂以生命为中心议题，不需在教堂进行。该课程目前遍布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客厅和咖啡馆，参与者达2400万人之众。

这些参与行为的特点是他们有效地将源头分散的巨大权力“上传”，这种权力来自大众的热情和能量。虽然模型的实现离不开技术支持，但真正驱动它们的是人类的能动性（human agency）。


参与程度



新权力从大众不断增长的能力和欲望中得到成长，最终远远超越了对产品和创意的被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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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

新旧权力价值观对比


新权力参与者越来越希望能积极塑造或创造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期待带来了以参与为核心的新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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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力价值观

随着新权力模型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团体和社会的运行系统，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价值观和信仰也随之出现。权力的流动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的体察方式也变了。拥有自己YouTube频道的年轻人不再被动接受他人意见，而是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一个通过美国最大的P2P信贷平台Lending Club借钱的人，摆脱了最古老的旧权力机构——银行。体验过分享消费的私家车搭乘服务Lyft的用户对资产的所有权会有不同观点。

这些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s），或者该称之为“馈入”回路，是基于分享的模式，让同侪的集体行动有了可观成效，并赋予参与者一种权力感。他们通过合作，重新制定了标准和规范，让人感到即使摆脱主宰20世纪的旧权力这一“中介”，自己也能获得成功。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现有机构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2014年的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显示，人们对企业和政府的信任出现危机，数值是自2001年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大赤字。

在新权力重度参与的世界中，占全球人口一半的30岁以下人群有了一种集体认知：参与权神圣不可侵犯。参与对之前几代人来说，可能仅仅意味着几年一次的选举、加入某个协会或宗教团体。如今的人们则比以往更加渴望能亲自创造和重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期待在很多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


治理。
 新权力更喜欢用非正式和互联的方式完成治理和决策过程。新权力不太可能衍生出联合国这样的组织。新权力深信，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无须采取国家行为或动用官方体制。这种观点在硅谷很常见，其本质是一种对创新和人际网络权力的天真信仰，认为它们可以取代政府或大型机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传统的民意代表不再像从前那么重要，新权力更像是快闪族，而非联合国大会。


合作。
 新权力的准则之一是合作。这是一种做事方法，也是“咨询过程”的组成。新权力模型强化的是人们之间的合作，鼓励大家与他人分享观点或进一步完善观点。分享经济模型的背后，是社区不断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信用体系，比如Airbnb就是通过信用评级，确保那些缺乏教养的脏乱租客难以使用该网站的服务。


DIO
 （我们自己动手）。一家提供本地社交聚会服务的网站Meetup的CEO 斯科特海夫曼（Scott Heiferman）形容：新权力会产生一种叫做“我们自己动手（Do it ourselves）”的道德准则，过去这些领域都被专业和特长所统治，新权力引入了业余文化。新权力的英雄是那些自己生产内容、种植食物或自己动手制作设备的“制造者”。


透明。
 主张新权力的人认为，公开透明对人类有益无害。因为年轻一代基本生活在社交媒体上，传统隐私观念已经被一种永久透明所取代。显然，公众和私人谈话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这样的结果有好有坏。虽然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照片等内容不过是一些精心打造的自我展示，但这种越来越透明的趋势迫使机构和领导者做出回应，这让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对待支持者的方式。众所周知罗马天主教廷非常隐秘，而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居然也配合参与了新权力对话。他承诺让梵蒂冈银行更加透明，并改革梵蒂冈媒体。这一切都出人意料。


联盟。
 新权力很爱加入联盟，但新世界的联盟却没有过去那么牢固。人们不再向往成为某个组织的持卡会员（美国公民自由协会之类的团体认为这种方式具有威胁）；也不会和某个机构建立几十年的关系。新权力思维者喜欢快速加入或分享（新权力模型使得“加入”变得异常容易），但他们不愿意宣誓效忠。这让新权力模型非常脆弱。新权力速度极快，但也非常善变。

新权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和政府、权威、他人之间的关系。新准则不一定更好。比如新权力创造了赋权人民的切实机会，但民主参与和暴民思维只有一线之隔。这点常见于自组织网络，他们缺乏正式保护。人们很容易滥用新权力，最终将其演变成茶党或者占领华尔街这样的事件（我们假设大多数人至少不认可其中一件事）。



理解企业框架

我们分别以商业模型和价值观作为横纵轴，粗绘出有助于公司思考他们当前所处位置的框架，并帮他们勾画出前往战略性定位的进程图。（见后文《新权力指南针》
 ）



城堡。
 左下角象限是使用旧权力模型并具有旧权力价值观的组织。据我们估计，这一类包含了全球最具价值的公司——苹果以及其他骨灰级公司。苹果在过去15年的成功归功于公司对排他性战略的出色执行，以及由上到下的产品驱动。苹果不同于谷歌，它极力避免开源，虽然苹果具有庞大的叛逆粉丝基础，还有App店铺精心打造的“制造者文化”，但苹果最著名的仍然是对知识产权不遗余力的保护和严密的控制。


联结者。
 左上方象限的企业，使用了新权力的商业模型。比如为用户或制造者提供平台的网络公司。但这些组织也容易受到旧权力影响。这类公司包括技术原住民企业Facebook，其商业模型依赖参与度，但有时决策并没有反映民意。此外，还有类似茶党的组织——虽然有强大的去中心化的草根网络，但仍然挥舞着传统权力的大棒。该象限的企业倾向于“密谈式”价值观，同时依赖“大众制造”的模型（这类企业的风险在日益增大）。


拉拉队。
 右下方象限的企业使用了旧权力模型，但具备了新权力的价值观。比如，顶级户外奢侈品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商业模型属于旧权力，但因为它具备了新权力的透明等特性，因此独树一帜。一些“拉拉队”组织，比如《卫报》等，正在逐步发展自身定位，一边让自己支持新权力的价值观，另外还能更有效地吸收新权力模型。


大众。
 右上角象限是“最纯粹”的新权力派。其核心的运营模型是同侪驱动。他们注重大众的权力。比如有维基百科、Etsy以及比特币等现存的同侪驱动企业，还有新近的分享经济初创企业，比如Lyft和Sidebar。这一象限也包含了分散各处的激进组织和极端的开源教育模型。

一些企业已经慢慢从一个象限转移到另一个。比如TED大会致力于“传播有价值的思想”。10年前，该组织的很多演讲都在宣扬合作和网络共享，但实际行动却缺乏任何新权力模型——无非是一个昂贵、排外且监管严格的年度大会。从那时起TED开始进行转变，通过TEDx franchise进行自组织和参与，并将之前的演讲内容公开。虽然放松控制也带来了一些风险，但这一切让TED的品牌影响力和规模都发生了重大改变。TED现在的商业模式是新旧权力的互补和平衡。


新权力指南针



新、旧权力的价值观和模式在很多方面相互交叉。将企业放入这些维度，会看到企业如何积累和行使权力。比如位于“大众”象限的企业和新权力密不可分（不一定通过带来改变的能力体现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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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

培育新权力

多数企业意识到权力的本质在发生变化。但只有少数企业明白如何做才能在新时代产生影响力。企业看到一些组织使用社交媒体产生了巨大效果，所以未加思索地加入了一些技术，却没有改变价值观或者商业模式。有的公司设立了首席创新官，这一行为就像在旧权力的领导脸上贴了“数字胡子”一样流于表面。他们通过“推特”来扩大影响力，CEO和员工不定时地使用谷歌hangout进行对话，但本质上仍然封闭，最后弄得不伦不类。

要知道，有了Facebook页面不等于有了新权力战略。如果你所在的行业被新权力彻底颠覆，那么这些表面功夫根本没用。比如，一家报社在网站每篇文章下加上评论栏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变成新权力战略了，而真正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和读者进行互动，建立活跃的社区，这意味着报社要在商业模式和价值观上进行大换血。2013年流出的创新报告表明，《纽约时报》目前深陷这种困境。

想要具备新权力能力的传统企业必须完成3项任务：1．在不断改变的新、旧权力对比中，评估自己的位置。2．将收到的最为尖锐的批评付诸实践。3．发展出灵活机动的能力。


审视自己的权力。
 一种有效的练习是将你的企业放到新权力指南针上——今天你所在的位置以及5年后想要到达的位置，并对竞争对手也做同样的分析，然后回答以下问题：我们/竞争对手该如何部署新权力模型？我们/竞争对手如何体现新权力价值观？为了解你所在的组织如何部署新权力，不妨看一下你们的参与行为是哪一种。这一过程会让企业开始审视自己的行业现实，以及企业该如何应对。这种做法不一定会马上带来部署新权力的决定，但是它能够帮助企业找出其不愿改变的核心模式和价值观。


自我“占领”。
 如果你的企业遭遇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该怎么办？试想一下，如果在你的企业内部有一大批受害者，他们观察到了企业的所作所为。他们会如何看待颠覆性权力及其合理性？他们会如何表达不满和会做出什么改变？搞清楚这点之后开始提前“自我占领”。企业有必要在投资新权力机制之前进行这种反思。（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企业不要在还没有形成参与文化之前盲目搭建参与平台，这样注定失败。）

还有一种可能，企业可能早已被占领，只是你还不知道。如今的网络充斥着各种匿名雇员论坛，大家在其中揭露行业内部的真实情况及对组织领导的看法。在新权力的世界里，每个企业内部的隐私行为和核心问题只需一篇“推文”就可大白于天下。这让旧权力惴惴不安，他们被迫变得透明，并需要接受外界对绩效的严苛评估——你的广告宣传与产品是否相符？你是否真的在改进我孩子的阅读技巧？今天，最明智的组织是那些勇于直面自身影响力的企业，他们诚实地展开全方位的对话。


开展一场运动。
 旧权力的企业除了内省，还需重新思考如何扩大自身影响。那些以消费为主要商业模式，或缺乏参与行为的企业会觉得这点格外困难，但它日益重要。

调动更广大社区和人群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商业优势，这点在2012年美国有关“网络盗版”的立法失败中有所体现。科技公司和版权所有者之间存在冲突，双方都召集了很多说客，但只有一方获得了市民支持。谷歌、维基百科等企业发起了意义重大的行动——1000万个签名的请愿书，给国会打入10多万通电话，以及制造了互联网“大中断”——在重要的事情发生时掀起一波文化浪潮。近期亚马逊和Hachette出版公司之间出现僵局，双方都尝试调动大众的权力进行一场较量。亚马逊展开了“读者联合”活动，而Hachette则集结了“作者联合”。为了取得成功，运动所需的不仅仅是宣传活动或“伪草根舆论”。领导者应该能发动真正的信徒，而非仅仅与之对话。对所有企业来说，针对新权力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谁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真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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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新权力的案例研究

Uber（是一家交通网络公司，以流动应用程序连接乘客和司机，提供租车以及实时共乘的服务——译者注）是一种新兴的共乘服务，它是研究新权力的经典案例。Uber已经建立了一个高速增长且十分密集的交通网络，而且该公司并没有像传统的租车公司那样建造任何基础设施。该公司提供的服务主要依赖于一套复杂但非常智能的软件系统实现，在司机和乘客之间进行对等协调。乘客可以对司机的服务进行评价，反之亦然。这种互评模式，在不需要制定繁琐制度的情况下，就能得到司机和乘客双方的信任，并让双方维持良好表现。

Uber的商业模式几乎完全依赖其交通网络及该网络的参与者（司机和乘客）。但由于Uber的这种新权力模型和旧权力价值观的不一致，该公司遭遇了困境。比如，对无人驾驶汽车抱有很大期望的Uber公司CEO特拉维斯兰格尼（Travis Kalanick）在今年早些时候说：“一旦我们不需要司机了，Uber会更便宜。”此言一出立刻激怒了该公司的很多司机。在一些城市，该公司的一些司机甚至联合起来罢工。因为他们认为公司在对他们进行剥削。（相比之下，Airbnb则能很好地团结房东，从而有力回击来自外界的质疑）。

后续事件中更糟糕的是，Uber就定价模式的问题和其顾客群体发生了冲突，而他们的支持对Uber来说至关重要。Uber认为定价模式合理并且有效，但客户认为这是对信仰的背叛。Uber的新权力竞争对手Lyft利用这点大做文章。Lyft公司打出“以社区为中心”的品牌理念：和有车的朋友同行。Lyft公司的理念保持了公司新权力模型和新权力价值的一致。

随着Uber公司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它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2014年，Uber从投资者手中融资12亿美元，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财务压力。它必须通过权力集中、压缩司机和客户的利润空间来给投资者创造价值，但损害司机和乘客的利益动摇了该公司的存在基础。

同时，旧权力也开始了回击。伦敦和巴黎的出租车司机最近开始罢工，他们对Uber公司的政策提出抗议，并认为政府对车辆共乘监管不力。法国政府试图通过一项提议来限制Uber的发展，该提议的主要内容是当有人需要使用Uber的服务来乘车时，需要等待至少15分钟，这样可以让出租车司机抢得先机。

新权力玩家们会如何应对政府监管的挑战呢？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新、旧权力的有效结合。即传统的游说策略和有效动员网络参与者能力的结合。Uber最近聘请了大卫普劳夫（David Plouffe），他是奥巴马总统新权力选举策略的幕后策划，他的上任说明Uber并非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挑战。





新权力的挑战

依赖新权力的企业会陶醉于大众的能量，无法识别真正能带来改变的权力。它们也需要调整并谨记三项原则。


尊重你的社区
 （不要变成专制的领袖）。如果旧权力担心自己被占领，新权力就该警惕被抛弃。采用新权力模型但仍然遵循旧权力价值观的企业需特别注意，不要疏远维系自身存活的社区。一些企业最终失去了曾经支持自己的大众，并非仅仅在思维方式上出现了问题，还因为他们没能战胜实际的挑战：投资人、监管人、广告商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期待，他们的需求往往和新权力社区的需求背道而驰，想要平衡绝非易事。

Facebook等新权力模型的企业正在处理两种权力间的紧张关系。Facebook旧权力的企业野心（更多数据所有权、更高股价）和其使用者之间的需求相冲突。一些人开始考虑转换社交网络平台，去往那些更尊重新权力价值观的网站，这就是一种信号。随着数字权力这一概念的不断进化，这些冲突可能会升级。


双语。
 尽管新权力进展颇多，但并未给社会旧权力的上层建筑带来多大影响。可汗学院（Khan Academy）虽然是数字时代的杰作，但我们的教育系统仍然没有改变。学校课表仍然遵循19世纪的家庭生活习惯。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是一位著名的新权力思想家，他想修正美国联邦竞选财务法，但他最终意识到终结所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最佳方式就是与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合作。

正确的战略是采用新、旧权力能力的“双语”模式。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建造了一个平台，上面有5万个自出版的博客网络，但她也巧妙地运用了旧权力。通过旧权力的关系，他们得到了所需的资金、合法性、合作伙伴以及媒体曝光，避免了陷入被动和延迟进度。他们借助了制度的权力，却没有被制度化。


结构性。
 新权力模型的影响力有限，除非他们与适合发挥自身优势的上层建筑合作。比如全球草根运动Avaaz，即使该运动有4000万成员参与，但因为它试图撼动的是联合国这种树大根深的组织及其决策机制，所以也只能浅尝辄止，难以带来颠覆性改变。

无论你偏向新权力还是旧权力，前方这场战役都取决于谁能控制并塑造社会核心的系统和结构。新权力是否从根本上改革既有构架？它们是否足够独特，能够绕过这些障碍，创造出新的构架？还是说它们最终都会失败，而传统的治理、法律和资本市场上的模式照旧？

我们沉醉于新权力的愿景，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塑造他们的命运和生活。但最大的问题是：新权力是否能为大众带来福祉，解决最棘手难题。战略和战术固然重要，最终问题却是道德方面的。

“互联网是目前权力民主化的一种形式，但也只是用新老板取代了旧老板。”联合广场创业投资公司（Union Square Ventures）的合伙人弗雷德威尔逊（Fred Wilson）警告说，“而这些新老板的市场权力比旧老板强大很多。”

新权力老板常常在想如何能从热门生意中安全“退出”，但我们需要的是他们带领我们进入文明社会的大门。有能力引导大众权力的企业应该将其能量转化成更根本的东西：重新设计社会的系统和构造，赋权更多人。对新权力执行者来说，最大的考验是，他们是否愿意把权力分享给那些无权力的人，解决他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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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力竞选，旧权力治理

新权力有助于竞选活动并能扰乱反对者。最近几年的民粹主义运动和暴动，尤其是“阿拉伯之春”，生动地向世人展示了新权力的能量。但新权力还不足以影响政府的正常运转，通常这种活动来得快也去得快，最终还是旧权力占据优势。

2008年奥巴马的竞选策略就是一个使用新权力工具及新权力价值的经典案例（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的，我们可以！”）。但是在竞选胜利之后，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竞选运动变为政府执政，但其庞大的草根基础却没有发生这样的过渡。政府仍然代表旧权力，规则和制度下的上层建筑根深蒂固，它们并不会也无法轻易接纳或让位于新权力。

在影响政府治理方面，新权力面临两大挑战。首先，旧权力根深蒂固，且受到严密保护。其次，新权力宽松独立的本质让它很难集中注意力。新权力在大型活动、选举等方面很有效，但在要求专注于细节的活动上，比如政府工作方面则力不从心。“占领”运动的爆发及消亡都是出于这一原因，因为缺乏明确的战略方向来呼应最初的号令。

要想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新权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仅仅是改变短期的政治格局，而是必须改变游戏规则。早期的实验（比如参与式预算），社区行动主义计划（比如SeeClickFix.com）以及冰岛关于通过众包建立新宪法的过程，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但这些活动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政府的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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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米·黑曼斯
 是主营活动策划的社会企业“目的（Purpose）”的CEO和联合创始人，也是网络政治团体GetUp和Avaaz的联合创始人。亨利·狄姆斯
 是纽约文化和社区中心92nd Street Y的执行董事，他同时还发起了一项全球慈善运动“星期二回馈（#Giving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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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Spotlight




“最小可行创新系统”


90天成功创新法

Build an Innovation Engine in 90 Days

[image: ]




艺术家：伯恩德瑙特·斯米尔德（Berndnaut Smilde）


艺术作品：Nimbus Dumont，C类数字打印，75×110厘米/125×184厘米

年代：2014年　鸣谢：艺术家本人及Ronchini Galler





斯科特·安东尼（Scott D. Anthony） 大卫·邓肯（David S. Duncan） 彭特斯·塞伦（Pontus M.A. Siren）| 文

王晨 | 译　安健 | 校　钮键军 | 编辑




在权宜、临时性创新和打造结构复杂的大规模创新工厂之外，企业还有一个中间选项：搭建最小可行创新系统（MVIS）。“最小可行创新系统”概念由精益创业领域中的“最小可行产品”演化而来。MVIS是一个基本架构，企业可在其基础上发展出运行稳定、符合战略需求的创新部门；它是一种机制，能让好创意得到关注、鼓励、分享、评估、重视，得到资源并进一步开发，最终收获回报和赞誉。






核心观点


问题
 　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几乎每家公司都会有所创新。但重大创新通常依靠个人才能或机缘巧合，似乎并无规律可循。企业如何在保留原有组织架构的前提下，让创新流程更加可靠、可控、可复制？




解决方案
 　在90天内创建一个创新基本框架——“最小可行创新系统”（MVIS）。




方法
 　首先，区分核心创新和新增长创新，决定本企业需要重点实施哪类创新；根据客户需求和企业的能力、资源，明确几个重点发展方向；组织小规模专项团队；借鉴风险投资人监督指导所投企业的方式，创建项目管理机制。






每
 家公司都会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有所创新，但极少公司有一套有序、稳定的方法进行创新。普遍情况是，重大创新的主导者并非组织；成功的创新更多依靠个人才能或机缘巧合，也没有清晰路径。很多公司试图通过编程马拉松、悬赏创意、召集临时项目组等方式启动创新，却往往一无所获：伟大创意总停留在员工脑海中；创新方案总是成型太慢；已启动项目总有缺陷，或不能达到战略需要。

大多数管理者都愿意大方承认，自己公司的创新引擎运转并不理想。但创立一个统领全局、运转稳定的创新部门，似乎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很多情况的确如此：公司需要调整组织架构、引进人才，并大笔投入——宝洁公司21世纪初打造的“创新工厂”即是一例。

过去10年来，我们一直在帮助全球各地的企业加强创新能力。这项工作带来的重要发现是，在权宜、临时性创新和打造结构复杂的大规模创新工厂之外，企业还有一个中间选项：搭建最小可行创新系统（MVIS）。

“最小可行创新系统”概念由精益创业领域中的“最小可行产品”演化而来，后者指以最小成本快速开发的产品原型。MVIS是一个基本架构，企业可在其基础上发展出运行稳定、符合战略需求的创新部门；它是一种机制，能让好创意得到关注、鼓励、分享、评估、重视，得到资源并进一步开发，最终收获回报和赞誉。搭建MVIS并不需要长年累月的努力，企业也无需对运营方式做重大调整或重新分配重要资源。

打造MVIS最需要获得公司高层、尤其是CEO或首席创新官的重视。实际上，如果你是公司创新事务最高负责人，本文就是写给你的。无需庞大预算，也无需另行招聘，只要其他高管和相关员工配合，你就能在90天内通过下述4个基本步骤搭建起MVIS。新的创新系统将快速取得成效，帮助你建立信心，为未来成就奠定基础。



[image: ]





第1天到第30天


明确创新方向

从延续性创新、渐进性创新、持续改进计划、有机增长方案，到颠覆性创新、突破性创新、新增长方案、蓝海战略，关于创新的词汇层出不穷。但从战略角度看，创新方式可归为两大类：一类寻求在原有业务框架内完善产品和服务、优化内部运营；另一类则通过改变商业模式、找到新客户群或进入新市场，建立新的增长方式。

MVIS对这两类创新都适用；但创新部门管理者必须首先明确两类创新的区别。正因为对此认识不足，很多企业或低估延续性创新的重要性，或对新增长计划缺乏耐心、期待过高。为方便讨论，本文将第一类创新称为“核心创新”，将第二类创新称为“新增长创新”。

如果目标是强化核心业务，创新项目应紧贴现行战略，并在组织结构大框架内运行（不过MVIS也将跟踪核心创新项目，详见后文

 ）。这些项目需要大规模投入，并能在较短周期内带来显著回报。

很可能你的公司目前所有创新项目都属于核心创新。但未来呢？仅依靠核心创新，你能实现长期财务目标吗？对大多数公司，答案是否定的。现有运营方式和核心创新所能创造的价值，不足以让企业实现增长目标。因此新增长创新势在必行。

新增长创新包括向现有客户提供新产品或补充产品、进入相邻品类或相邻地域市场，或以全新方式开发产品等，这将拓展企业战略边界。企业当前盈利能力距离增长目标越远，新增长创新就越需要将企业带离业务核心，产生显著回报所需时间也就越长。

你可以用不超过两周时间，先匡算出正常情况下未来5年的营收和利润。这个数字与目标值的差，即为你的企业与增长目标间的距离。据此你能大致判断，应如何在两类创新上分配时间精力和资源，以及新增长创新的力度应有多大。

如果离增长目标差距较大，你可以将新增长方案分组，从不同方向驱动未来增长；由于这是最小可行创新，我们建议不超过3组。

马尼拉水务公司（Manila Water）是菲律宾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创建的企业，该公司通过实施核心创新和新增长创新，成功实现了短期和长期增长目标。1997年，马尼拉水务接到委托，向马尼拉东区600万居民供水。当时马尼拉只有30%住户能够稳定用水。在之后16年中，马尼拉水务实现了城东区所有住户基本通水，且压力、纯度、浊度等关键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

在菲律宾的混乱环境中，马尼拉水务的运营充满挑战。如果不具备高度创新精神，该公司不可能取得如此成果。为提升核心业务运营水平，马尼拉水务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它称之为“核心优化”。

但到2013年，公司CEO杰拉尔多阿布拉扎（Gerardo Ablaza）意识到，仅靠核心优化，马尼拉水务不足以实现长期增长目标。经过分析，管理层认识到，公司未来几年中80%的增长须来自非核心业务。

为实现目标，阿布拉扎和公司领导团队决定从两方面实施新增长方案：一是进入相邻市场，将马尼拉水务的核心业务模式复制到临近地区；二是在提供清洁水这一传统业务之外，尝试提供完全不同的服务。

这给公司出了一道难题：业务模式创新程度越高，越可能和支持现有核心业务的体系和流程发生冲突。下文将介绍建立MVIS的余下3个步骤，并结合实例说明它如何帮助企业解决这个困难。




第20天到第50天


瞄准战略机遇

宝洁、戈尔、苹果等精于创新的企业都有完善的流程，按短期和长期增长需要协调发展各类创新。MVIS也有这个功能，但更简洁：高效利用有限资源，引导创新参与者将工作热情投入到几个重点战略机遇区上。这些战略机遇区应契合新增长需求，并帮助企业显著缩小与增长目标间的差距。

如何圈定战略机遇区？你可以用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进行详尽分析，但我们当然不建议这样做。我们建议你与几位可能实际参与创新项目的高管一道，用3周时间进行调研。每人应拜访至少10家客户，了解未满足的需求，寻找新增长创新的基础；还应调查本行业及相邻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此外，应充分关注本企业内部已经出现的新增长创新萌芽，从中你可能发现此前未得到高层重视的战略目标。例如，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管理层在推进“大数据”战略前，仔细研究了员工主动提出的创意，发现其中已经包含对客户数据的精细分析，这说明员工已开始自发关注外部竞争力量和客户需求情况。

接下来，召集高管团队，分享调研成果，并要求每人按照以下条件圈定3个战略机遇区：

很多潜在客户有某种共同需求，而市场上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出现一种新技术，能让客户便捷、低成本地满足需求；或经济、监管、社会环境出现重大变化，让这种需求更加迫切。

本企业拥有某些难以复制的特殊能力或资源，能抢先抓住机遇。

按照这3个标准，马尼拉水务圈定了几个战略机遇区，其中包括企业废水处理。公司选择进入废水处理市场，是基于马尼拉很多企业都在排放废水，且随着监管愈加严格，这些企业无法再像以前那样随意排放。而马尼拉水务不仅拥有丰富的废水处理经验，更重要的是，作为马尼拉企业的水源提供方，它已很熟悉这些潜在客户，因此在解决其需求方面占据先机。

严格遵守上述标准，企业就能避开常见的陷阱，例如仅因某个市场规模大就想进去碰运气，或不真正具备优势就盲目进入新市场等。马尼拉水务也曾受到诱惑，考虑进军广告业：毕竟公司每个月要寄出几百万份纸质账单，也许会有广告需求；再者，菲律宾广告市场也在增长。但最终管理层认为公司现有能力难以驾驭这个领域，很难与更成熟的对手竞争。

通过划定战略机遇区，企业能把此前可能处于边缘的创新举措引入组织的战略中心；另一方面，这也能帮助企业做减法、明确战略重点。后一点将在下节中详细讨论。




第20天到第70天


组织专项团队

由于目标是建立最小可行创新系统，你可能考虑让项目参与者留在原部门，而不单独组建创新团队。但注意：风险投资机构参与的创业项目75%血本无归；不到一半初创企业能活过3年。这些创业者都投入了全部心血，结果尚且如此，一个兼职创新团队又能有多大成功几率？

即便是“最小”可行创新系统，也需要至少有一个人（通常要多于一个人）每天一睁眼就只琢磨创新。由于你还有其他高层管理职责，这不一定是你本人；但创新负责人应直接向你汇报。

但参与者也不宜太多。马尼拉水务的创新团队共有3人，负责在最初划定的两个战略机遇区开展业务，之后又准备了6个后备创新方案。我们建议一般MVIS从小规模开始；如果一开始即建立规模较大的创新部门，有可能导致虚报成果、官僚低效。考虑到创新进程中试错和修正不可避免，我们建议MVIS同步推进至少两个创新方案。

根据经验，企业在这个阶段可能遭遇两个障碍：一是缺乏资源，二是缺乏有相关经验的人手。下面将给出解决方法：

释放资源。如果遇到第一个障碍，那么是时候把众多“地下”创新项目暴露在阳光下了，其中很可能有半死不活、毫无未来的“僵尸”项目：有些公司不明智地为核心创新投入太多资源；有些公司的新增长创新项目未经正式批准，只得游走于组织的黑暗角落。

要想锁定这些“僵尸”，先统计至少有一名兼职参与者的创新项目，了解这些项目各自针对的目标市场并估算其盈利空间，再分别列出当前投入到每个项目的资源。然后分析：哪些项目能优化核心战略，哪些着重探索战略机遇区？应该不难找出在两方面均无贡献、白白浪费资源的项目。

2011年，时任花旗交易服务部（CTS）CEO的弗朗西斯科达吉拉菲（Francesco Vanni d'Archirafi）在CTS内部进行了创新项目清理，结果发现有大量无效和重复项目。CTS精简了创新系统，将75个创新项目合并为10个，释放出大量资源，同时突出了战略重点。

判断哪些项目是“僵尸”很容易，但真正清理它们可能很难。没人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项目，总期望奇迹发生；很少有人能强大到承认自己的创意本质上和别人的并无区别。

对此，管理者可推出“僵尸大赦”政策，鼓励那些格局太小、不符合战略需要或风险太高的项目自行终止。主动终止创新项目的员工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会得到英雄的待遇。一轮“大赦”释放出的资源可能就足够MVIS开始运转。为确保创新系统正常运行，可以每几年进行一次清理。

在实践中学习。如果你的企业刚开始重视创新，可能没人具备相关经验。不另行招聘，如何在90天内搭建起MVIS？

多年来，创新理论家和实践者一直努力，为新增长创新寻找有序流程，使之像制造和营销成熟产品一样稳定可靠。他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财捷集团（Intuit）、先正达（Syngenta）、通用电气等企业都拥有完善的创新系统，将最佳创新实践传播到组织的每个角落。在这些企业，创新参与者既进行理论学习，又在产品实际开发中获得第一手经验。新组建的MVIS团队可采用类似方法，在实践中学习创新。

有经验的创新者使用流程备忘清单来确认所有重要步骤和事项，建议新手也这样做（见后文《创新流程指引》

 ）。创新团队应大致了解创新领域的重要文献（
《创新者书架》
 推荐了一些书目
 ），然后根据自身情况制作备忘清单，并贴在墙上以便参考。团队成员应在实际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技能，但备忘清单能保证创新系统走在正确轨道上。

以非营利组织Settlement Music School为例，这家社区音乐学院用上述创新方法成功拓展了生源。该学院成立于1908年，在费城地区向5000名学生（其中主要是儿童）提供爵士乐和古典音乐教育。但执行总裁海伦伊顿（Helen Eaton）现在希望将学院各分支打造成所在社区的“第三类场所”，像教堂或咖啡馆一样让成年居民找到某种归属感。伊顿将汇总过来的创意按照核心创新和新增长创新分类，并圈定了4个战略机遇区：“打造一流”、“社区艺术改变生活”、“创新满足新需求”和“可持续增长解决方案”。

学院随即成立创新团队，为首的是社区关系经理约瑟夫内比廷斯基（Joseph Nebistinsky），成员还包括几名分校和部门负责人。团队开始利用我们提供的备忘清单，重点从“社区艺术改变生活”方向设计新服务项目。两天的集中学习后，他们开始实地走访，了解居民的兴趣点。Germantown分校负责人埃里克安德森（Eric Anderson）发现很多人都表达了相同的愿望：捡起上大学时弹过、现在已蒙尘的吉他，重拾青春，认识新朋友。安德森想到：何不将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个乐队呢？于是创新团队起草了一份3页的计划书。这即是“成人摇滚乐队”项目。

这个项目离学院的核心业务太远，有很多不确定性：如何吸引生源？练习哪类音乐最合适？课程最后是否应该有汇报演出？是否应成为常设项目？

按照标准创新流程，学院的创新团队确定了项目设计、推广和执行等商业模式的各项细节：项目将安排兴趣相近的成人学员在专家指导下进行排练；每期课程为10周，可无限期延续；每期课程结束后乐队将在学院的表演中心举行演出。指导教师埃德怀斯（Ed Wise）对当地媒体说：“拿起吉他唱唱老歌绝对会对灵魂有益。”

项目可行性有多高？经过充分调研，创新团队相信“成人摇滚乐队”能够提供受众真正需要的东西。初步计算表明，只要每家分校报名人数超过8人，项目即可盈利。他们先在一家分校展开试点，随后扩展到另外两家。

项目在前两家分校运转顺利，在第三家遇到了问题。但学院没有轻易放弃，而是进行了细致分析，结果发现需要对课程设置进行微调，使之适应所在社区的文化传统和人际网络。随着创新进程深入，学院MVIS团队从成功和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开始能预测新项目的成功概率。学院创新体系至此初步成功，并获得皮尤慈善信托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资助，继续发展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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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流程指引

有经验的创新管理者使用流程备忘清单来确认所有重要步骤和事项，其中包括投资和管理新增长创新项目时应问的问题。下面这些问题供你参考；你也可在此基础上自行设计备忘清单。

1 是否指派了小规模专职团队引领创新实验？这些人是否具备相关经验，或准备好迅速学习？

2 创新团队是否与潜在客户充分接触、深入理解其需求？

3 在设计新服务项目时，创新团队是否了解其他行业和国家的相关动态？

4 创新团队能否清晰定位首批客户，并找到进一步拓展业务的方法？

5 创新方案是否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方向一致？

6 创新项目的商业模式是否足够细化？

7 创新团队的盈利预测可信度有多高？

8 创新团队是否考虑到了盈利模式成立的所有前提条件？

9 创新团队是否有风险测试计划，并首先测试核心风险？

10 固定成本是否足够低，为项目留出调整空间？

11 创新团队是否展示出快速让方案成型的行动力？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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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天到第90天


创建项目管理制度

如果你的企业已有严密的规划和预算体系，一定要将核心创新项目纳入其中。但新增长创新项目的管理方式应更接近风险投资的项目管理。任何一位曾获风投支持的创业企业家都会告诉你，他们的运营规则与传统企业的预算管理制度同样严格；但与传统企业不同，创业企业更侧重管理战略不确定性。

首先，你应建立一个高管评议小组，赋予它启动、终止或重新定向新增长项目的决策权。但这个小组不应是高管团队的简单复制，否则小组成员会回到他们习惯的短期主义思维方式，用日常经营的诉求干扰战略创新。以马尼拉水务为例，该公司选出4名高管组成“新服务项目评议委员会”，每几周开会指导新增长创新项目。

创新项目评议小组可借鉴风投项目管理的标准操作程序：

风投合伙人经常对投资项目有分歧；但资深投资人会告诉你，最成功的项目都是起初分歧最大的。MVIS中每个项目都应至少有一名高管坚定支持，但最初不必强求共识。

风险投资人的投资决策极其审慎，但一旦完成入股，如何使用资金基本都由所投企业CEO做主。企业MVIS管理团队应在一定预算限度内，给予各创新项目自主权。

风投支持的初创公司一般不采用传统的季度或年度预算体系，而是解决一个核心风险后获得一轮追加投资。仍以马尼拉水务为例，废水处理项目能否获得追加投资，取决于合同实际签订情况。如遇重大事件，风投支持的初创公司会在36小时内召开董事会。MVIS管理团队也应具备快速反应和决策能力。

当然，风险投资人无须考虑如何将所投公司整合进更大的组织架构；企业创新项目管理者则有责任加强组织整体创新能力。

2004年至2013年担任多伦多儿童医院（Toronto's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CEO期间，玛丽哈达德（Mary Jo Haddad）就做了类似工作。2010年，哈达德启动了大规模创新，并创建项目管理团队：这个名为“创新工作小组”的团队由18名不同部门的管理者组成，掌握25万美元资金。小组帮助组织内部创新项目参与者调查客户需求、测试和调整方案，并推广创新举措。为发掘创新人才，小组还举办工作坊，收集员工、患者、家属以及公众的创新建议，并让提出好建议的员工有机会暂离岗位、参与创新进程。此外，在年度创新大会上，创新项目参与者无论成功与否都会受到表彰。

搭建MVIS进行创新的好处是，可以不必对企业原有业绩评估、预算和供应商管理体系大动手术，但同时要求管理者能特事特办、灵活变通。例如，某位员工业绩出色，但因为所参与创新项目营收未满足人力部门设定的晋升条件，有可能失去升职机会。而这名员工做的实际工作绝不少于满足升职条件的人；而且很明显，如果加强管理，她参与的项目能带来显著长期回报。最终她的部门领导介入，修正了HR的决定。

管理者大概不愿总进行这种交涉，所以可能希望将MVIS整合进组织架构中。这正是下节的主题。




MVIS规模化


90天过后，你应该已明确创新方向、划定战略机遇区、组建首个项目团队，并创建项目管理制度，让创新系统走上正轨。现在MVIS搭建完毕，创新项目有望收到回报（根据具体环境，可能需要数月或更长时间），你需要开始考虑后面的事情。

首先，考虑将MVIS中运转良好的机制固化、制度化。例如马尼拉水务制定了创新项目总规划，预测所投项目的增长速度及未来数年的财务表现。CTS指定专人监督创新流程，并设计工具用于定期跟踪各创新项目。这些举措似乎有官僚化之嫌，但它们正是企业创新部门成熟壮大的表现。

接下来，考虑建立专门团队承担某些创新任务。例如小公司可安排一名员工担任“情报员”，负责跟踪市场最新动态；大公司可建立业务拓展团队，尝试为新增长创新项目寻找外部盟友和合作伙伴。或者可以建立小组，专门用民族志方法进行市场研究，或拓展项目快速成型技能。

最后，MVIS的工作应能指明组织内部重大创新障碍。由于现行预算、激励和战略规划体系更注重守成而非开拓，常常会对创新构成阻碍。重塑这些体系或另建平行架构并非易事，但这对在组织内推广创新举措非常重要。

金融服务巨头的一个业务板块，一家领先的儿科医院，新兴市场的一家水务公司，一家百年历史的非营利机构。本文涉及的这些组织行业不同、使命不同、所处环境不同，但共同面临一个困扰全球众多企业的难题：如何让创新的魔法更完善可控、更符合战略需求？我们最后为读者提供3条核心建议：

记住，MVIS中的S代表“系统”：创建MVIS，上述4个步骤必须齐备，否则不如不做。

人力方面的投入绝不能打折扣：如果没人专职负责新增长创新，你的企业就是在忽视新增长创新。

如何对待失败比如何奖励成功更重要：惧怕和隐藏失败会滋生“僵尸”项目，耗尽本可用于创新的资源。

MVIS不会让企业一夜之间变成皮克斯（Pixar）或亚马逊，但它能实实在在帮助管理者更有把握、更高效地对未来增长进行关键投资。

（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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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书架


下面列出了一些创新方面的好书。


综合类


《创新者的解答》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

迈克尔雷纳（Michael E. Raynor）

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3

《创造力工厂》

埃德卡特姆（Ed Catmull）

艾米华莱士（Amy Wallace）

兰登书屋， 2014

《战略制胜》

雷富礼（A.G. Lafley）

罗杰马丁（Roger L. Marti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

《创新与创业精神》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Harper & Row出版社，1985

《十倍速时代》

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S. Grove）

Currency出版社，1996

《创新者的灭绝》

大卫厄尔默（David E. Ulmer）

Create Space Publishing出版社，2012

《把握市场空白》

马克约翰逊（Mark W. Johnson）

哈佛商业出版社，2010


方法类



创意开发


《好创意从哪来》

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

Riverhead出版社，2010

《商业模式新生代》

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尔德

（Alexander Osterwalder）

伊夫皮涅尔（Yves Pigneur）

John Wiley & Sons出版社，2010

《借来成功》

大卫默瑞（David Kord Murray）

Gotham Books出版社，2009

《粘住》

奇普希思（Chip Heath）

丹希思（Dan Heath）

兰登书屋，2007


创意评估与测试


《高速度优势》

史蒂文斯皮尔（Steven J. Spear）

McGraw-Hill出版社，2009

《创新的另一面》

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

克里斯特林布尔（Chris Trimble）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0

《创新驱动增长》

丽塔麦克格拉斯（Rita Gunther McGrath）

伊安麦克米兰（Ian C. Macmillan）

哈佛商业出版社，2009

《精益创业》

埃里克里斯（Eric Ries）

Crown Business出版社，2011

《四步创业法》

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

K&S Ranch出版社，2005

《最初1英里》

斯科特安东尼（Scott D. Anthony）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4


搭建创新部门


《打造增长工厂》

斯科特安东尼（Scott D. Anthony）

大卫邓肯（David S. Dunca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2

《创新DNA》

杰夫戴尔（Jeff Dyer）

哈尔格莱格森（Hal Gregersen）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1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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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安东尼
 是创新咨询公司Innosight管理合伙人，常驻新加坡。大卫·邓肯
 是Innosight高级合伙人，常驻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彭特斯·塞伦
 是Innosight新加坡分部首席咨询师。





聚光灯 Spotlight




提升创新成功要诀


商业实验5法则

The Discipline of Business Experimentation

[image: ]



艺术家：伯恩德瑙特·斯米尔德（Berndnaut Smilde）


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室内云，C类数字打印

尺寸：75 x 102 厘米/125 x 170 厘米　年代：2013年　鸣谢：Ronchini画廊



斯蒂芬·汤姆克（Stefan Thomke）

吉姆·曼齐（Jim Manzi）| 文

刘铮筝 | 译　安健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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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科学的商业实验，是确保创新决策成功的不二法门。公司须自问5个问题：此实验是否目的明确？利益相关方是否能保证按客观实验结果行事？实验可操作性如何？我们如何能保证其结果可靠？我们是否确保实验能发挥最大效果？






核心观点


问题
 　由于缺乏足够数据，对创新计划进行决策比较困难，管理者往往依赖经验、直觉和传统观念，但这些都与创新无关。








解答
 　精确科学的商业实验是解决之道，公司将自变量（预设原因）和因变量（观察到的结果）分开，并保持其他因素恒定不变，然后操纵自变量，来观察因变量发生的变化。








指导
 　为充分利用商业实验，公司需自问：“此实验是否目的明确？利益攸关方是否能保证按客观实验结果行事？实验可操作性如何？我们如何能保证其结果可靠？我们是否确保实验能发挥最大效果？”






20
 11年，罗恩约翰森辞去苹果高级副总裁一职，成为零售商杰西潘尼（J.C. Penney）的CEO。不久后，他的团队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消了优惠券和折扣专区，引入品牌专卖店，并用先进技术取代了店内所有收银员、收银机和收银台。但仅17个月后，杰西潘尼销售下滑、亏损严重，约翰森为此丢了工作，公司也恢复了原来的经营模式。

为何杰西潘尼会做出如此严重的误判？难道公司庞大的交易数据还不足以反映顾客的口味和偏好吗？

公司不会不清楚这点，但问题是，大数据反映的是顾客过去的行为习惯，并不能判断顾客对未来激进变化的反应。一旦涉及创新，大多数管理者都要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因此，他们的决策通常依靠经验或直觉。但真正能重塑行业的创新思想，往往和高管们的经验以及传统观念相左。

然而，管理者可以通过精准测试，检验新产品或商业项目能否成功。比如，一家药物公司欲推出新药，必须先根据标准科学流程进行实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也要求进行大量临床实验）。很多公司在采纳新商业模式或推行新概念时也会先进行测试。如果杰西潘尼在CEO推行改革前，充分进行实验，公司或许能及时发现顾客并不喜欢他们要做的改变。

为什么在进行高风险改革和采用昂贵方案前进行实验的公司并不多？因为多数公司不愿在商业实验上投入成本，而且执行起来也很困难。尽管看似简单，但由于组织和技术上的重重挑战，实验流程操作起来异常艰难。这是我们依据40多年来实施和研究的商业实验所得出的结论，这些商业实践涉及公司包括美国银行、宝马、希尔顿酒店、卡夫食品、Petco宠物用品超市、史泰博文具、赛百味和沃尔玛。

通过网络这样的直接渠道进行标准的A/B对照测试，相对容易。例如，用一个世纪前发明的数学方法，就可以完成比较网页版本A和版本B的反应速度。但超过90%的消费行业具有更复杂的分销系统，比如门店网络、销售区域、银行分行、快餐连锁店等。要对此类环境下的商业实验进行分析很不容易。最重要的一点是，实验通常取样范围太小，无法得出有效结论。而一家大型网上零售商很容易就能随机挑选5万名消费者，并得到他们对某一实验产品的反馈。但哪怕是规模最大的实体零售店，也很难随机抽取5万家门店实验新的促销活动。对实体店而言，充其量只能在几十家门店实验，很难扩展到几千家。而且我们还发现，多数新的消费者项目实验远不够规范，没有按经过证实的科学和统计方法进行。高管因此将数据噪音错认为主因，错下结论。

理想的实验情况是，试验者将自变量（预设原因）和因变量（观察到的结果）分开，并保持其他因素恒定不变，然后通过改变自变量，来观察因变量发生的变化。然后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归纳出因果联系，将之在其他场合应用和测试。

为获得此类信息，并保证商业实验的成本和努力物有所值，公司需自问几个关键问题：此实验是否目的明确？利益相关方是否能保证按实验客观结果行事？实验可操作性如何？我们如何能保证其结果可靠？我们是否确保实验发挥最大效果？（详见后文“商业实验自检清单”

 ）尽管这些问题看似寻常，但很多公司在进行实验时并没考虑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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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实验自检清单


√目的


此实验是否聚焦于考虑中的某一具体管理行为？

人们希望从实验中学到什么？


√支持度


实验结果会带来什么具体变化？

公司如何保证该结果得到重视？

实验和公司的总体学习计划以及战略优先事项是否匹配？


√可行性


实验的预期结果是否可以证实？

所需样本大小如何？注：样本大小取决于预期效果（比如，效率增加5％）

实际条件下，能否在指定地点和期限内完成实验？


√可靠性


有什么方法能够防止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系统性偏差？

对照组的特点是否与实验组的特点相对应？

是否可以进行“盲样测试”或“双盲测试”？

任何其他偏差是否可通过数据分析或其他方法消除？

其他人进行同样实验能得到类似结果吗？


√价值


实验是否有的放矢，即是否考虑到某计划对不同顾客、市场和区域的效果有何差异，是否将投资集中于潜在回报最高的领域？

公司是否只执行计划中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部分？

公司是否充分了解不同变量所产生的影响？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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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否目的明确？

要想解决某些具体的管理行为问题，惟一现实的方法就是实验。这是公司必须进行实验的情况之一。

以大型零售商科尔士百货公司（Kohl's）为例。科尔士在2013年寻求裁减运营成本的方法。建议之一是：将周一到周六的开张时间推后一小时。有人认为，此举会使销量骤降，其他人则觉得对销量影响不大。平息争议的惟一方法就是进行有效实验。一项在100家门店开展的实验证明，推后开张一小时不会对销量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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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实验时，管理者首先要明确他们到底想通过实验了解什么，这样才能决定实验是否是最佳选择；如果答案肯定，就要确定实验范围大小。科尔士的例子中，需要验证的假设十分明确：推迟一小时开张以节约运营成本，不会对销量造成任何严重影响。然而很多时候，公司想验证的假设并没有一定之规，造成实验目的不清；产生大量不必要的花费；更有甚者，根本没能有效解决现存问题。诸如“我们的品牌能打入高端市场”此类的模糊假设根本没有具体自变量和因变量，也就谈不上应该支持还是反对。好的假设一定能够明确界定这些变量。

很多情况下，高管不仅需要关注实验的直接效果，还需要研究其间接影响。例如，当连锁超市Family Dollar考虑是否投资购买冷柜，用于销售蛋奶等生鲜食品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间接作用。由于生鲜商品吸引了额外顾客，店内原来其他食品的销量也增加了，而后者带来了更多的利润。

当然也会出现消极的间接影响。几年前，位于美国中大西洋地区的连锁便利店Wawa想引进一款在试点项目中表现不错的卷饼类早点。但该计划在执行前还是被叫停。因为在通过对照组和实验组进行详细商业实验后，回归分析显示新产品可能会影响其他利润率更高的同类产品销量。



[image: ]




利益相关方是否能保证按客观实验结果行事？

在进行任何实验前，利益相关方必须事先约定，实验结束后下一步如何进行。他们应确保综合考虑所有实验结果，而非片面挑选支持某一观点的部分数据。最重要的是，如果客观数据不支持该项目，他们必须放弃。

科尔士曾考虑增加家具类产品，很多高层十分看好该提议，认为这会是一大新的利润增长点。但经过70家门店6个月的实验，数据显示，净收入下滑。这是因为为了给家具腾出店面，其他产品的展示空间变小，销量随之减少，且造成科尔士顾客全面流失。负面结果让曾经支持这一提议的人非常失望，但最终该项目还是被放弃。科尔氏的例子强调了一点——对实验必须进行公正评判，哪怕是高层曾特别看好这些项目。

当然，当实验数据并不能支持预期效益时，支持者仍可能会找到其他适当的理由继续推进该项目，比如尽管数据显示销量没有明显提高，但却能有助于建立必要的顾客忠实度。但既然已经决议推进该项目，当初又何必要花时间和财力做实验呢？

因此必须建立起机制，即使结果与高管预期或直觉相违背，也要保证实验结果不被忽略。美国东南部的连锁超市Publix（大众超级市场公司）所有的大型零售项目（特别是投入大的项目），必须经过正规实验认可才被放行。所有此类项目都要经过筛查，第一步就是进行财务分析，判断该项目的实验是否值得一做。

对于那些过了第一关的项目，分析专家会设计出实验方案，并提交给包括财务副总在内的委员会审议。经委员会批准的实验才可进行，并受到内部测试小组监督。财务部门只会将大笔开支批给那些合规且取得积极实验结果的项目。“一旦收到了我们的实验报告，项目能更快被审核和批准，研究过程也不那么繁琐了。”Publix的业务分析高级经理弗兰克马吉奥（Frank Maggio）如是说。

在构建和执行筛查过程中，需要记住的一点是，实验应属于公司总体学习计划的一部分，支持公司的组织优先事项。Petco的每一项实验都需要说明，该实验将如何革新公司的总体战略。过去，Petco每年约进行100项实验，但如今这一数字减为75。很多实验提议被驳回，原因有二：公司曾做过类似的实验，或者其改变并不值得公司投资测试（比如某商品价格从2.79美元提高到2.89美元）。曾任该公司零售分析总监的约翰罗德斯（John Rhoades）说：“我们需要的是促进业务增长的实验，我们必须尝试新概念和新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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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可操作性如何？

实验的预期结果必须可被证实。由于商业环境中变量的“因果密度（Causal Density）”高，变量和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都非常复杂，判断因果关系极其困难。和分离及改变自变量，观察因变量变化相比，从商业实验中归纳有效信息更加困难。环境总在变化，影响公司绩效的潜在原因也很难确定，；因此，它们之间的联系通常也十分复杂，不易把握。

假设某零售连锁店有1万家门店，其中8000家名为QwikMart，2000家名为FastMart。Qwikmart门店年销售额100万美元，FastMart为110万美元。一位高管问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把QwikMart改名为FastMart，年度总销售额能否增加8亿美元？”显然，影响销售额的因素很多，比如门店面积、一定范围内居民数量及其收入，每周门店营业时间，门店经理的经验，附近竞争对手数量等。但该高管只对门店名字这一个变量感兴趣。

最明显的解决办法是进行实验，比如把10家QwikMart名字改成FastMart，看看会产生什么变化。但即使改名的决定也大有学问，因为很多其他变量也可能随之而变。比如，其中4家门店的天气情况变糟；一家门店的经理正好换人；另一家门店附近一栋居民楼刚好开盘；还有一家附近的竞争对手开始大搞宣传。除非公司能保证将店名之外的变量恒定不变，否则高管还是无法确定改名到底对业绩影响是好是坏。

在因果密度高的环境中，只有实验样本足够大，才能抵消其他变量的影响，公司要考虑这样做是否现实。遗憾的是，这种实验往往很难实现。选取足够样本所需的高昂成本难以承受，或是改变操作干扰太大。我们后面会具体讨论如何应对这类难题，高管有时可以利用复杂的分析技巧，比如大数据，使实验的统计结果更加真实有效。

即使如此，很多时候管理者还错误地认为，样本越大，数据越有效。诚然，一项实验包含很多个结果，但如果这些结果高度集中，或密切相关，那么很可能说明实验的有效样本太少。比如，当公司采取分销而非直销方式时，顾客数据势必关联性强。合适的样本大小取决于预期效果的规模。如果公司希望变量（改变店名）产生较大效果（销量大增），可选择较小样本。如果预期效果比较小，取样应比较大。这似乎听起来有悖常理，但请试想：预期效果越小，实验结果的干扰就越多，分析起来也越复杂，也需要更充分的统计数据支持。

选择合适的样本大小不仅可以保证结果的统计数据有效，还能让公司降低实验成本并有助于创新。现在有软件程序可以帮助公司选择理想的样本大小。（吉姆曼齐的应用预测技术公司就出售的软件Test & Learn就能满足这一需求）



如何保证实验结果可靠？

前文中我们描述了商业实验的基本原则。但现实中，公司往往要在可靠性、成本、时间和其他实际问题间寻找平衡。三种方法可以帮助公司减少取舍，从而增强结果可靠性。

使现场测试更随机。医学研究中所谓的随机很简单：把一组具有同样属性和疾患的个体随机分为两小组，只治疗其中一个小组，然后密切监督所有个体的健康状况。如果治疗（实验）组在统计上比未治疗（对照）组状况要好，那么该疗法被认为有效。类似地，随机进行现场实验能帮助公司决定：某些具体变化能否改进绩效。

金融服务公司第一资本（Capital One）长期利用精确实验测试最细微的变化。比如通过随机现场测试，第一资本可以检测出客户对不同颜色信封的反应（装有同样产品信息，一批信封为测试颜色，另一批为白色）。

随机性的意义很重要，它能防止有意或无意间产生的系统偏差对实验产生影响；还能将任何潜在（未知）影响测试的因素平均分配给实验组和对照组。但随机现场测试并非全无风险，为获得有效结果，一定要保证其数据统计方法严谨可靠。

有时管理者也会犯错，他们没有找到具有同样属性的实验对象并将之分成两组，而是直接选择实验组（比如连锁店中的一组门店），然后将其他所有部分（连锁店剩下的门店）作为对照组。或者他们选择实验组和对照组时出现纰漏，让实验产生偏差。Petco曾在实验中选择了30家业绩最好的门店作为实验组，选择了另外30家业绩最差的门店作为对照组。这种实验让被测项目的实验结果非常成功，但实际应用后却惨遭失败。

现在Petco将一系列因素纳入考量：门店大小、顾客人口特点、附近竞争对手情况等，并使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各项因素相匹配（Publix也这么做）。因此，实验结果变得更可靠。


盲样测试（无偏差测试）。
 为将偏差降到最低，防止“霍桑效应”（指那些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实验的受试者具有改变行为的倾向），Petco和Publix都进行过盲样测试。在Petco，实验组的员工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参与实验；而Publix则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盲测，因为Publix门店价格经常更新，所以调价等简单实验可以随时进行盲测，因为操作起来和普通运营流程并无二致。

但盲测流程并非总是有效。在测试新设备或工作方法时，Publix通常会事先通知被选为实验组的门店。（注：还可利用标准更高的“双盲实验”，其中执行实验者和受试者都不知道哪些人属于实验组，哪些人属于对照组。双盲实验广泛用于医学研究，但在商业实验中尚不普遍。）


大数据。
 在线上或其他直接渠道，对精确随机实验的数学要求已广为人知。但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大多数其他消费业务交易渠道，比如实体零售店的取样数量往往无法超过100，因此达不到很多统计方法的标准。为尽可能避免这一局限，公司可以利用专业算法配合多套大数据进行实验（详见后文“大数据助力商业实验”

 ）。

例如，一家大型零售商考虑重新设计1300家门店的店面，共需5亿美元。作为尝试，零售商先重新设计了20家店面，然后跟踪结果。财务团队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店面升级后销量仅增加了0.5%，投资回报率较差。而根据营销团队单独进行的分析，重新设计店面会带来销量增加5%的积极回报。

事实上，财务团队将试点门店和其他面积相近、顾客收入相似的门店作比较，但地理区域不尽相同；在时间上，使用是重新设计前6个月和后6个月的数据。而营销团队比较的则是同样地理区域，重新设计前后12个月的数据。为了确定哪个团队的判断更准确，公司引入了大数据，包括交易数据（门店货品、交易发生时间、价格），门店属性数据以及门店周围环境数据。如此一来，公司选择的对照组门店和实验门店更匹配，确保了小样本统计的有效性。然后，公司利用客观的统计方法再次比较两个团队的判断：营销团队的结论更准确。

即使公司无法按照精确的测试准则进行实验，大数据分析也能识别和纠正某些偏差、随机化中的问题及其他实验瑕疵。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公司的实验部门收到进行非随机自然实验的要求，比如运营副总裁想知道覆盖了10%公司市场的新员工培训项目，是否比老项目更有效。事实上，用来解决小样本或联系紧密样本等问题的算法和成套大数据，也适用于此类非随机情况，可以去芜存菁，提取有价值信息，最小化结果中的不确定性。然后大数据分析可以此为基础，为实验者设计出真正的随机现场测试，进一步确定和精炼实验结果。特别是在实验结果和人们预期相反，或需要做出涉及利益较大决定的时候。

可重复操作是任何实验的金科玉律之一，也就是说，其他人做同样的实验，应该也能得出类似结果。现实中，反复操作成本昂贵的实验往往不够实际，但公司仍有其他方式验证实验结果。对于重大项目，Petco有时会先在小范围进行预演，确定结果后才在全公司范围内施行。Publix可以跟踪实验结果，将实际情况和预计效果作对比。

我们是否确保实验能发挥最大效果？

很多公司的实验投入很大，却没能对结果善加利用。为避免这一误区，高管应该考虑到预期实验结果对不同顾客、市场、部门的影响，将投入集中在回报潜力最大的领域。因此正确的提问不是什么有效？而是在哪里有效？

在实验后，Petco通常只选择那些和效果最佳的试点门店条件最类似的门店开展创新项目。这样做不仅节约了开支，而且避免了在不适合的门店开展新项目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有针对性地开展创新项目，让Petco的预期收益提高了一倍。

“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是另一种有效策略。创新项目由不同元素组成，总有一些元素的投资回报率偏低，而另一些部分偏高。如能找到诀窍，只施行投资回报率高的部分，则效果最为理想。举个简单例子，某零售商实验中，八折促销可使销量提高5%。折扣本身，引导顾客发现折扣的广告宣传和门店员工培训，三者对销量提高的贡献各占多少比重？经过此类分析，公司能够尝试组合不同的实验元素（提供折扣和促销广告，但没有配套员工培训），分析实验结果，让高管放弃那些投资回报率低甚至为负值的元素（比如配套员工培训），使性价比最大化。

此外，严谨的实验数据分析可以让公司对运营理解更透彻，让公司更精确地测试出变量对应的因果关系。大数据最重要的用武之地是发现各种关联。比如，销售某种产品可能和销售其他产品产生冲突。但商业实验能让公司更进一步，在关联之外发现因果关系，比如使销量增加或降低的因素。这类基本的因果关系至关重要。不能把握这点，高管们只能看到所在行业的冰山一角，从而做出极易令人后悔的决定。

美国南方主题连锁餐厅Cracker Barrel Old Country Store就是否要把白炽灯变为LED灯进行实验。结果高管们发现，换上了LED灯的餐厅客流量反而减小了。关于换灯的实验原本可以到此结束，但公司继续深入发掘个中原因。原来LED灯让餐厅入口的门廊变暗了，导致很多顾客误以为餐厅已经打烊。这点正是费解之处：LED灯光应该让门廊变的更亮才对。经过进一步调查，高管们发现，症结在于餐厅经理在换灯前就没有按照公司的照明标准办事，自作主张增加了门廊的照明。所以当遵循了新的LED灯照明标准后，就比以前变暗了。如果不经调查，公司就会得出LED灯对餐厅生意不利的结论，但进一步实验则揭示了真正原因。

没有充分弄清因果关系，公司就容易铸成大错。回到前文科尔氏推迟营业时间的例子，在实验期间，最初销售额出现了下滑。当时高管本可以放弃这一提案，但分析表明，顾客交易数量并未发生变化，问题出在每笔交易中的货品数量减少了。最终，每笔交易中的货品数量复原，销售额也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尽管科尔氏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最初的下滑，但高管没有急于归咎推迟开张时间，避免了过早误判因果关系。

因此重要一点是，很多公司都意识到，进行商业试验仅仅是个开始。实验真正的价值来自于分析和充分利用所得数据。过去Publix80%的实验时间用于收集数据，20%的时间用于分析数据；现在该公司希望对调这一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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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助力商业实验

为过滤掉统计噪音，厘清因果关系，理想情况下商业实验的采样数量至少达到几千份。但这么做成本太过高昂，操作起来也不现实。测试一种产品分类的新方法可能需要25家门店，由32名销售人员组成的培训项目，和需要翻修的10所酒店。大数据和诸如“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专门研究计算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译者注）”等精密计算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正有用武之地：


开始准备


如零售商希望测试一种新的店面布局，首先应收集详细数据，比如每个分析单位（指每家门店的交易区、每名销售及其客户）中的竞争对手距离远近、员工任期和顾客群体特点等。这些都是组成大数据部分。根据数据的变动性以及估算实验影响所需的准确度，决定参与测试的门店、顾客和员工数量，选择这些样本的标准以及测试时长。


成立对照组


在使用小型样本的实验中，准确匹配实验组（比如每家门店和顾客）和对照组至关重要，而匹配准确性取决于实验者能否辨明数十甚至数百个定义实验对象的变量。大数据（完整的顾客交易记录、详细天气数据、社交媒体流等）在确定变量上也大有用处。一旦决定了实验对象的特性，就可以建立起除了测试内容之外，和实验组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对照组。如此一来，零售商就能发现，实验结果是否只受一个因素（新布局）的影响，还是也受到了其他因素影响（顾客群不同、更好的经济情况、更暖和的天气等）。


聚焦最佳机会


同样的数据也可用来判断在哪些情况下实验项目能起作用。比如，新布局在高度竞争的都市效果更好，但在其他市场则一般。精确定位这些特点，实验者就能选择最适合的环境开展实验项目，以免投资被浪费在无法产生最高投资回报率的地方。


调整项目


其他的大数据资料还能用于分辨实验项目产生的具体效果。例如，零售商为测试新布局的效果，可以通过店内视频流捕捉到的数据，决定新布局到底是促进顾客浏览了更多店面，还是使更多顾客关注了高利润产品。实验者可能还会发现，把商品摆放到前店的新货架上效果更好，但移动收银台却会影响顾客结账，从而伤及盈利。

（返回阅读原文
 ）





挑战传统观念

通过关注样本大小、对照组、随机情况和其他因素，公司能保证实验结果有效。实验结果越经得起推敲，可重复性越强，就越能说服来自公司内部的反对声音。尤其是当实验结果和业内积习与传统观念相悖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Petco高管决定给一种按重量出售的产品定价时，实验结果十分清晰。该产品最好按0.25磅为单位定价，而且价格以0.25美元结尾。但这一结果与零售业传统定价规则大相迳庭，通常零售价格以9结尾，比如4.99美元或2.49美元。“此举打破了零售业不能有‘难看’价格的规律。“罗德斯说。起初Petco高管对实验结果持怀疑态度，但因为实验严格按规定进行，他们最终决定试用新的价格。试点项目确认了实验有效，6个月后，销量提高了超过24%。

由此可见，商业实验不仅能找到更好的办事方法，还能让公司有信心扭转错误的传统观念，甚至改变公司内部经验丰富高管的成见，最终带来更明智的决策和更优秀的业绩。

如果当年杰西潘尼在创新之前进行了精确实验，是否能挽回颓势？现已无从查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实施如此激进的创新项目之前，公司不能凭直觉，而需要真凭实据来进行决策。



[image: ]



斯蒂芬·汤姆克
 是哈佛商学院William Barclay Harding管理学教授。吉姆·曼齐
 是应用预测技术公司（Applied Predictive Technologies）创始人兼董事长。



[image: ]






聚光灯 Spotlight



创新领导力带团队探索未知

Leading Your Team into the Unknown

内森·富尔（Nathan Furr）

杰弗瑞·戴尔（Jeffrey H. Dyer）| 文

熊静如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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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伯恩德瑙特·斯米尔德（Berndnaut Smilde）
 ，不平坦

艺术作品：壁画式照片，棱镜，光，200x300厘米

年代：2012年　由艺术家和Ronchini画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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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合50年来的创新管理理念，作者形成了“创新者方法”，它描绘出成功的创新者勇于感知、开发、测试以及发布创新的更可靠的流程。该方法需要领导者拥有独特的领导力。




核心观点


问题
 　本质上，创新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与其他核心业务不同，它需要不一样的领导力。




解决方案
 　成熟的创新领导更多以举例而非命令的方式工作：提出问题而非作决策；为创新团队迈向未知清理道路而非定义最终目标；给人们恰当的时间，合适的约束，以及适宜的工具。




启示
 　创新领导者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不是利用某项发明的优越性，而是通过创造一个能比竞争对手更快速、高效、持续地从错误中学习的组织。






问
 问那些以创新而闻名的领导者如何看待传统管理，比如对MBA课程的看法，你会得到言辞激烈的回答。创办了Paypal、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说：“在我的企业里，我们不会因为某人的MBA学位而录取他，反倒有对方‘虽然’是个MBA，但也破格录用了的情况。”直觉公司的创始人斯科特库克（Scott Cook）说：“MBA来到公司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培训他们，他们所学的东西无益于创新。”



所学无益创新？为什么？

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目标是找出那些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进入新市场的方式获得股票溢价，且不止一次成功的企业。这项研究已经历时5年有余。在此期间，我们对传统管理是否有益创新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企业的成功并非来自幸运，而是因为它们制定了更可靠、风险更低的新品开发流程。

这些企业的成功离不开诞生于50多年前的一批管理理念。这包括泰德利维特（Ted Levitt）的理解真实业务边界，从顾客角度看产品目的的观点；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关于为了让人们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需要做哪些工作的研究；杰夫戴尔（Jeff Dyer）、哈尔格雷格森（Hal Gregersen）以及克里斯坦森关于创新者发现灵感所需能力的研究；IDEO公司培育客户共情、从不同资源中整合出新理念的方法，即所谓“设计思维”；还有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与埃里克赖斯（Eric Ries）的精益创业理念——通过一系列快速聚焦的实验测试可能提供的产品；以及伊恩麦克米伦（Ian MacMillan）与丽塔麦克格拉斯（Rita McGrath）的用以验证产品和商业模式在市场中可行性的测试方法。我们把这些理念整合为路线图，描绘出成功的创新者用于感知、开发、测试以及发布创新更可靠的整个流程。（见后文《创新综合方案》

 ）

同所有高效的企业运营一样，这个所谓的“创新者方法”，也要求你有纪律、坚持和投入，以及专注而有效的领导力。但正像马斯克和库克这样的创新者指出的，它是独特的领导力。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掌握它所要求的能力和技巧。本文将这些能力条分缕析，谈谈我们对这一独特挑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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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综合方案

构思、研发、发布新产品本身就是有风险的。通过把创新思考者和实践者研发多年的降低风险的理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完整流程，它能够极大提升在不确定市场中发布新产品的成功概率。这一流程有四个步骤：


1 激发新观点


用提问、观测、联网能力全面且深入地探索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洞察。


2 找出一个重要问题


通过直接观察寻找一个未被解决的问题或未被满足的情感或社会需求。只要具有这些需求的人足够多，这个机会就值得追寻。


3 制定解决方案


与其建立一个完善的产品，不如快速按照一系列解决方案设计一系列简单的产品样品。从“理论样品”（即口头描述）起步，如果在公司内部看来可行，再做一个实体样品拿去做消费者测试。必须有视觉化展示，画草图也可以。然后在消费者中测试最小可行产品样品，也就是你能最快速提供的最简单的实体设备。最后，小规模测试成熟的解决方案——最小“出色”产品（一个试图在某些能吸引消费者的功能上表现出众的优化过的版本）。


4 设计商业模式


一旦做出了产品，你就应当把同样的实验方式用于开发和测试商业模式的各个板块，包括定价方法和顾客获取。

对大多数创新，你需要完成以上所有四步，然后再投入资源进行扩张。惟一例外的是具有网络效应的行业，比如PayPal，创新的价值随着用户增多而提升。但即使在这些例子中，扩张时你也需要审慎地走过以上四步，否则你很可能会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昙花一现。

（返回阅读原文
 ）





不要制定目标命令

——设立宏大挑战

倘若我们问你，能想到哪些领导者树立宏大创新目标的例子？你可能会想到乔布斯的故事，比如他曾要求他的团队把1000首歌放进衣服口袋。

但本文要谈的既不是这类高难度创新目标，也不是企业领导通过设定战略优先级来勾勒愿景的传统做法。以上两种方式都是默认了领导者的作用是决定做什么，然后指导组织去做这一前提。

创新是探索之旅的核心。因此，引领创新的领导者扮演的角色带领他人开启旅程，而不是还没起步就作出结论，画地为牢。要想创新，你不必成为下一个乔布斯，也不需要猜测未来。你必须做的是，创造出能够开展创新流程的心理空间。

如何创造心理空间？首先，你要意识到创新会突破传统边界，并鼓励这一点。时装设计师为了鼓励顾客尝试更为绚丽夺目的风格，常常会在作品中加入非常大胆的元素。与之类似，亚马逊购入“雄蜂”飞行器、谷歌实验室的无人驾驶汽车以及高海拔Wi-Fi，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让企业自身变得更大胆、更创新。

要想显著拓展企业创新的视野和能力，你并不一定要采取这类反常规的举措，你要做的仅仅是传达一种意愿——对产品、顾客和商业模式这些组织最基础的理念作重新想象。

以卡夫（Kraft）公司在中国的经历为例。卡夫于1984年进入中国市场，试图用已有的成功产品实现10亿美元的营收。然而，到2006年，卡夫的收入仅达到目标的十分之一，而且还在不断下滑。为扭转颓势，卡夫派出了三位高管，启动了名为“空白支票”的计划：允许他们在限定的时间（12个月）内做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变革。

为找出问题所在，三位高管与消费者展开沟通，并思考解决方案和可行的商业模式。收集到一些想法之后，他们想到：“如果放弃奥利奥目前低成本、高存量的销售模式，会发生什么？”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提议。放弃现有销售方式意味着关闭大型现代工厂，取消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分销运营，解雇许多有经验、昂贵的外派雇员。提出这一问题，也开启了对另一种可能的思考：如果企业瞄准更低的毛利，在运营上是否可以盈利？低毛利、小存量的方式可以赋予卡夫创新者灵活性、资源和时间，以便实验其他更彻底的商业模式变革。

这一想法可谓大胆，但他们的行动远不止于此。实地调研显示，中国消费者认为饼干太苦、夹心太甜。三位领导对奥利奥的本质提出了质疑：“如果奥利奥不是圆形，它还是不是奥利奥吗？如果有多种不同口味呢？”

卡夫的领导者授意员工放手去做的方法，释放出了创新团队需要的心理空间。团队为中国市场专门研发出20多种奥利奥新版本。除了常见的小包装、降低甜度等微调手段，团队还作了许多跳出常规的创新，比如开发出花生酱、绿茶、冰激淋等全新口味、多层叠加的饼干，以及饮料吸管形状的版本。最终，领导们打破桎梏的意愿获得了回报：卡夫收入增加6倍，奥利奥成为中国排名第一的饼干品牌。

当然，奥利奥的创新尝试并非百发百中。比如，新研制的一种泡泡糖夹心的饼干很好吃，但却不能下咽。这就要提到领导在建立创新心理空间过程中的第二个任务——表达出你对创新不确定性的欢迎，以及做好管理不确定性的准备。

大多数人会担忧不确定性对自身事业带来的影响，因此，领导者告诉大家不确定性的积极一面至关重要。坦承风险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要知道，高度不确定的问题不只对效率导向的组织而言很难，一线创新者也会觉得非常困难、错综复杂。你要告诉大家这是正常的，对此感到不安是人之常情。

同样重要的是，你需要围绕不确定性划定边界，从而体现控制风险的意向。换言之就是在创新时，放松一些限制。比如，为团队指定特定目标并非你的职责，你可以找出一个需要填补的市场来启动探索，指派一个不受限制的人员，或是选择一类细分顾客进行开发。深谙消费者行为和技术趋势的领导，还可以提出一些调查方式建议。

几个基本的技巧很有用。第一个是“时间盒子”：给你的团队限定时间期限。一般为二到三个月，解决与创新项目相关的最基本的不确定性，这个技巧简单直接。第二个技巧则比较复杂——管理决策时刻。当结果不符合预期时，时间又在不断流失，你的责任是帮助团队坦诚地评估结果，在需要时改变方向，甚至叫停，以便腾出人力物力用于尝试其他方案。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是叫停过项目的人都知道这需要坚定决心和相当大的勇气。

能清晰表达核心战略、维护旗舰产品，在服务重要顾客时保持清醒的领导对企业固然重要，但如果你想成为创新领导，这些并非你的职责。你必须支持创新和不同意见，以行动而非言辞来设立宏大挑战。你需要留意异常值、不满意的顾客、反常现象等“异常”，大胆质疑核心业务的基本假设，并表示愿意尝试“离经叛道”的想法。即使这些尝试最终失败，它们也会传递一个信息：你真的要创新。



不要作决策

——设计实验

一场专注、快速、节约的创新实验，给人的感觉非常像一次失败的产品发布。

20世纪80年代末，NEC公司负责设计商用电话程序的工程师团队开发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计算机终端。副总裁汤姆马丁（Tom Martin）看到它如此小巧，就问开发者它是否能搭载MS-DOS，回答是没问题。马丁意识到他即将迎来大事件——全新一代便携式个人电脑，于是迅速组建了跨职能团队来开发这个新产品。

为平衡新品的便携性和功能，创新团队不得不面临艰难抉择。在内部配备3.5英寸硬盘驱动器能极大提升笔记本的内存，但也会增重不少。轻巧与容量不能两全，最终项目领导决定放弃硬盘驱动器，因为顾客可以随时外接软盘驱动器，较小的内存也够用了。随着外界对新产品关注升温，发布日期临近，NEC进行了必要的投资，生产了几千台样品机。

金秋十月的一个夜晚，超轻本在纽约发布。溢美之词瞬时蜂拥而至。它重4磅多一点，只有同类竞品重量的一半；其背光屏幕堪称技术奇迹。它出现在《个人电脑杂志》的封面和《纽约时报》的头条，技术水平广受赞誉。热情的消费者赞道：“NEC超轻本如同保时捷”。数年之后，计算机历史学家会把它视为划时代的产品。

只有一件事在这股热潮中浇了盆冷水。尽管广告宣传投入不菲，超轻本销量却不见起色。回过头来看，问题显而易见：消费者不能接受没有内置硬盘驱动器的电脑。企业领导先入为主地认为可以放弃硬盘驱动器，根据这个未经市场验证的假设加足马力生产，结果只能一败涂地。

我们认为NEC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取消了硬盘光驱，二是项目领导擅作决策。第二个错误可能更为严重。

“创新者的方法”给出了面临艰难抉择时更好的工具，降低把创新引向市场时的风险。这个工具就是系统性检测与消费者有关的重要假设的流程。它对领导者意义重大：要求领导转变角色，从主要决策者转变为主要实验者。

什么意思呢？本质上，领导的角色从给出答案转变为提出问题。当管理者或团队中的其他人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做某事”，另一位领导应确保下一个问题是：“怎么能最快进行实验让我们知道是否应该做这件事？”

转变角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原因在于：

首先，转变需要更新对决策构成的理解。领导不再是主要决策者时，他们仍然在作决策，只不过方式不同。大多数管理者习惯用“行或不行”两种选择，要么把大量资源投入某个项目并全力以赴，要么干脆毙掉项目。创新领导要学会说：“或许能行，我们先做个实验看看结果。”

第二，转变为主要实验者常常需要培养新技能。你需要在创新流程中熟稔地帮助团队找出关键假设，设计实验检验它们，然后表述结果。一个实验结束，开始下一个实验时，即使你的团队成员又变为传统角色，你也必须坚持创新者的方法。

如何才能坚定不移？本文作者之一，内森富尔常常遇到学生、管理者和创业者问：“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富尔提醒他们：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有消费者可以回答。他只能算作庞大消费者群体中的一个样本。

领导要具备坚定的决心，才能维持这种视角。因为这意味着放权给团队，承认领导的想法和别人一样只是猜测，不具备效力。正如直觉（Intuit）公司创始人库克告诉我们的，“CEO布莱德史密斯（Brad Smith）和我都必须在同样的规则下行动，因此我们不再说‘我对该怎么做有这样一个想法。在我的想法基础上你有什么主意？我们怎么验证你的办法可不可行？’我们需要参与其中，像任何与其他人的合作一样。除非你转变决策方式，改变决策参与者的构成，否则创新实验会一无所获，沦为装点门面的表面功夫。”

第三，即使是团队里的创新者，也会有不想坚持实验的时刻。因此，领导作为创新实验的领头人很不好当。实验的全部目的是应对不确定性，快速、低成本地降低风险，因此你要测试原型样品，而非最终成型的产品。这个道理虽然很容易理解，但通常却很难在情感上接受。为了理解背后的原因，我们邀请你加入一场简短的思维实验。

想象你正指导一次完美的产品发布。你把极其精巧、完美的产品展示给了广大消费者。你提升了媒体报道量，招募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人做推广。你的产品登上《时代》封面，财源滚滚而来。你刚刚发明了下一代iPod。干得漂亮！

现在再想象你主导了一场糟糕的产品发布。你只是把产品介绍给很小一部分人，没有媒体关注，没有社交媒体推波助澜，更没有广告轰炸。这对你而言其实是好消息，因为产品不怎么好用。产品非常差劲，你感到无地自容。目标消费者对之不屑一顾，一分钱也没赚到。

失败的产品发布带来的感觉，恰如进行一场专注、快速并且节约的实验。不难理解，创新者常常会过度研发样品，面向过于广泛的群体进行发布，对错误的“成功衡量标准”耿耿于怀。

为找到如何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方法，我们找到了高通公司一位创新领导里卡多桑多斯（Ricardo dos Santos）。他指出所有企业实验，无论成功与否，都会带来三种价值，一是观点价值，即为了降低不确定性，对未知事物的洞察力。NEC如果先进行实验，做出不带硬盘驱动器的超轻笔记本样品，本应能够实现该价值。毕竟，能够了解人们不会喜欢某种产品，和人们会喜欢某种产品一样有价值。第二是选择价值，就解决谜题、追求、修改或放弃一系列行动作出选择。即使当时NEC的超轻本样品没有市场，但该样品中的其他元素，比如编码、组件、或是灵巧的屏幕，可以被移植到其他更可行的产品上。第三是战略价值，如果NEC的创新者进行了样品实验，就能建立起与潜在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得这种价值。战略价值可以让他们快速测试不同产品功能组合。它还是一种针对已经获得知识的战略价值：在这些功能之间如何进行最优取舍？存储硬盘对消费者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是否大到阻碍NEC设计出远轻于竞品的笔记本。思考这些衡量因素，而非销量、利润、市场份额、收入；投资价值在实验中会越来越清晰。



不要仅激发创意

——让组织作好接受准备

桑多斯2006年加入高通时，他极其自信地着手改造高通失败的创意管理项目。在富有远见的CEO支持和授权下，他创造颠覆性的新产品。他设计出名为“冒险集会”的项目，在公司中广泛铺开，以便收集利用整个组织中人的观点。

冒险集会激发出越来越多的创意。员工提交创意，公司通过同级评议，选出20个最佳创意。实习生按这些想法作出样品，在为期三个月的兼职训练营中把它们推向消费者做测试。其中有些创意被认为是潜在的突破性进展，因此获得很多支持，包括从高级管理者那里获得资金。但倘若要求把最优秀的员工放手去做这些项目，商业集团的管理者会反对。更糟糕的是，研发管理者会说所有的努力都是多余的。经历了5年的混乱后，该项目毫无争议地被归入研发部门。


教育更广泛的组织。
 哪里出错了？桑托斯在点燃“卖方”创新热情方面做得很好，通过集中的“边做边学”的方式培养出创新者，也提振了整个公司的创业精神。但是如果重来的话，桑多斯告诉我们他会聚焦于“买方”，即教育组织中的其他人。“这样我们就能用同一种语言，把我们努力探索拧成一股绳。”

建立共同语言是基础，却常常被忽视。我们所采访的数十位创新者，认为共同语言对于阐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背后的逻辑“至关重要”。也就是说，相较于其他人，语言对于负有核心运营责任的人更具吸引力。

如今，经济和技术不断被颠覆，大多数管理者已经领悟到创新的急迫性和难度。为此，他们极其焦虑。教育机构的目标就是缓解这种焦虑。我们发现，意识到新的、不确定的产品需要的是与以往成功经验不同的产品研发路径，这一点效果显著。接下来，你需要向其他人讲述实验过程，减少不确定性；告诉大家创新流程的价值，比如可以降低风险之类。你需要强调一点：这一过程的目标是把创新风险降到最低，这与其他组织流程尽量降低运营风险的做法异曲同工，只是运用手段不同。作为创新领导，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创新语言和组织语言相结合，从而大幅减少内部阻力，或者更进一步让人们自发提供支持。


建立专业性。
 我们发现，渴望创新是多人数的天性。他们只是没碰上机会，还不知道如何开始。要利用潜能，建立专业深度，他们需要进入创新流程。

桑托斯采取的是一种有效方法，即短期、兼职性质的集训营。另一个有效方法是创造专门实验室或是把工程、技术专家与擅长设计思维和精益实验的专家混搭，建立“特攻队”。AT&T近期建立了5个被称作“铸造厂”的实验室，每个包括40到50名员工。第三个方法是培训个人进行全职工作，协助特设的初创团队。直觉公司采用这一方法已经创造了250种“创新催化剂”，每年培训20到30多人。通过这种方式，创新的精神在整个组织中得到传播。



不要只是给人们时间

——提供员工所需的资源推动进展

组建一支背景多元的团队，很可能你根本无法评判成员的专业能力。

我们问大公司工作的人们：“阻止你把更多创意运用到市场中的因素有哪些？”最常见的回答是：“我只是没时间。”

实地研究重要问题；构思、检测、修正可能提供的产品，最终收获一个合适的版本；测试潜力型商业模式；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批量生产对大型组织很重要，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更多时间。这也是很多具有创新思维的人认为，创新运营应该与核心业务隔离的原因之一。这样可以让创新者以不同的节奏工作。

但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一建议。我们认为，专用空间的重要性不如专用时间。谷歌、3M、维尔福、直觉公司已经成功地让一大批员工把10%或20%的时间用于创新。在我们看来，需要的不只是一定量的时间，而是某种形式的时间——不被打扰的时间。

创新时需要全神贯注。在观察、谈话、冥想时，你全神贯注于一项挑战，更容易形成联想式思维，而这种思维往往能够产生新观点。你或许可以通过每天投入30到40分钟的方式保持专注，更可行的是每周抽出半天时间。要是每月能投入一天或两天用于进行集中创新再理想不过，那样可以很好地帮助你高效运用时间。

除了安排时间用于创新，领导人还要通过取消组织障碍、提供资源和工具等方式，加速组织在创新道路上的行进。一旦感觉到有风险（尤其是品牌风险），很多组织常常会阻碍创新之路。因此，降低风险与消除障碍密不可分。如果连实验者自己都不敢于为潜在顾客研发当地口味的奥利奥，剩下的人对创新就更畏首畏尾了。

所以即使他们推动团队超越了现有业务，创新领导者也需要仔细思考实验说明了什么。比如，在线零售商常常灵活定价，但对于发现自己比邻居买的同样东西价格却更高的消费者，这种实验没什么安慰作用。

创新领导通过洞察未来和与组织中的“守门人”开展合作，可以建立起规则来限定市场实验中的责任。常识性的指导方针完全不会束缚创新者，也可以通过减少官僚主义来加速创新进程。比如，直觉公司的法律团队设计出一套规则，不用专门申请许可就能够自由地开展实验。（见后文《Intuit的道德实验规则》

 ）。

提供强大的资源始于团队组成，这可能需要成员具有多样化的背景。比如，几年来，亚马逊的创新者不得不利用仓储、装载、机器人、消费电子制造、网络服务、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无人驾驶送货飞机。这是一项挑战，因为你可能需要招聘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而你无法判定他的专业能力。这是马斯克轻视MBA文凭的原因之一：这类文凭不能马上用于手头的工作。相反，他让候选人讲述如何解决一个复杂问题，考察他们在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采取的思路。

在更大范围催生观点和可行的解决方案方面，这支团队还需要帮助。因此，直觉公司雇佣了社交媒体、协作、移动运算，以及大数据分析领域的专家，对于扩大解决方案的产生范围以及确认技术可行方案，他们很有价值。

最后，创新者需要工具来加速样品制作。工具包括：3D打印机、机器工具，以及实体样品、灵活的软件编程架构。最重要的或许在于，实验过程中他们需要能快速便捷接触消费者的方式。AT&T定期带消费者去制造车间，前身为卡夫食品公司的亿滋国际也带消费者进入名为“空中车库”的实体空间。创新团队成员玛利亚穆希卡（Maria Mujica）说：“你获取理念，把理念视觉化，用有限的资源做出样品，两天后，真实消费者进来，由提出理念的人向消费者做第一手的阐释，然后消费者就理念给出反馈。这太棒了，因为我们能与真实的消费者面对面，问他们喜欢什么、希望如何改进。”这些改变让两家企业的股票溢价提升了50%。

福布斯2014年“世界最具创新性企业”名单上，排在第5位的是位于纽约的一家制药企业——再生元（Regeneron）公司。该公司推动了行业变革，但却不是以在特殊药品中领先的方式，而是创造了强大的新的样品开发工具——植入了人类基因片段的老鼠。科学家可以利用这种老鼠测试多种基因疾病的构成，尝试各种可行治疗方案，实验的速度快过竞争者千倍。再生元以这种方式突破性地降低了药物开发成本，幅度高达80%。不仅如此，这种方法还极大提升了新产品的产量。再生元成功的核心在于：对创新流程本身进行创新。

为什么创新流程创新会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我们研究过的伟大领导认为，如果进行创新竞争，可持续的优势并非源自任何单个的创新，而是来自领导的出众培养组织的能力，让组织比竞争对手更快速、高效、持续从错误中学习。


 [image: ]

Intuit的道德实验规则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显示Facebook已经掌控了约7万用户的消息反馈，用于研究社交网络上的情绪感染。

Facebook的创新者想知道：如果用户在反馈中看到明显的积极或消极信息，是否会让他们也贴出相应的积极或消极信息？这是个构思精巧又有趣的实验。

但是当研究者发表研究结果后，一场风暴随之而来。研究的答案是肯定的，实验者删除一些开心的留言后，果然让用户感到了沮丧。（消除负面话语也会让他们感到开心，但这一点没有得到如此多注意。）

对Facebook来说，行业竞争有限，用户不直接为产品付费，因此它处于有利位置，经得住对品牌的巨大打击。但它违背了一条实验中的首要法则：

你应该以不会损害品牌的、道德的方式，在一小部分愿意合作的消费者中实验。不太坚定的组织可能想要在保护品牌的同时给创新者自由，只建立一些基本的规则进行宏观管理。正如直觉公司的法律部门的做法。


若符合以下条件，则企业创新者不需要许可就能开展实验


参与者知道他们在参与研究

实验在两个月以内，不超过3万参与者

实验有明显标识（比如，打上“直觉实验室”标签）

实验不涉及商业交易，不收集用户数据（虽然参与者可能会因付出时间而收到少量酬劳）

参与者通过与一般公众（不能是政府官员或是办事处）交流，了解实验

实验结果公开发布前，进行一次全面的专利搜索。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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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欲观看内森·富尔有关为什么创新需要一整套新的管理实践，请登录HB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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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富尔
 和杰弗瑞·戴尔
 分别是杨百翰大学麦里特管理学院创业副教授和战略教授。他们合著有《创新者的方法：把精益创业带入你的组织》。（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4）。





聚光灯 Spotlight / 中国视角



中国的“盯梢式创新”

周宏桥 | 文　钮键军 | 编辑










中国企业未来的创新方式，将在三大方向展开：一是从易到难的创新，即从简单的商业模式创新、流程创新、营销创新等上升到有难度的技术创新、数据创新；二是从离散的单点创新上升到全局式的系统创新；三是从引进基础上的二次创新上升到原始创新。






中
 国这一轮的重大创新大都由信息技术行业特别是互联网行业引领，Strategy&公司评出的2014年十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名单中，7家来自IT行业：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小米、联想、百度、魅族（注：其他三个为海尔、比亚迪和招行）。

中国式创新的触发点大都是从美国开始，只是从PC互联网时代的被动式改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主动式盯梢。

这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在美国本土火爆之前，中国同行已然下手。方式如下：参加全球顶级行业大会，如美国拉斯维加斯的CES，西班牙巴塞罗那的WMC等；或参与顶级技术论坛，如全球CTO Summit，苹果、谷歌、微软的技术大会等。正规一些的企业甚至还设有专门团队打理甚至最高领导人亲自紧盯。



二次创新的三大手法

创新的点子进入中国之后，则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二次创新，同时紧盯国内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这些二次创新大都围绕“多、快、好、省”这个主旋律。“多”就是所谓的广种薄收，大一些的企业如百度、阿里、腾讯等基本上什么产品都跟，甚至小一些的企业如福建网龙，同时开工的产品数也多达两百多款（其旗下的91在2013年被百度以19亿美元的互联网史上最高价收购）。“快”字，除了快速跟进，快速迭代，更多的指捡短平快容易上手的创新切入，如商业模式创新、如服务创新等。“好”字主要指基于本土国情的用户体验的持续改进与增量创新。“省”字主要是降低成本式的运营系统、供应链流程等的创新。

仍取Strategy&公司2012~14的中国创新调研数据，其结论是中国企业在供应链、服务及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优于外企。

这些创新主要采用三大手法，一是跨界混搭，如twitter/微博、特斯拉、乐视、O2O等；二是边缘革命，如iPad、小米等；三是底层颠覆，如余额宝、奇虎360等。


跨界混搭
 ，就是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不同行业、各自为营的概念、技术、创新等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操作。如微博是在博客、短信和即时通信三大领域的交叉处发力，设计有三大特色：140字符的限制降低了大众的创作门槛；与短信结合使得信息的生产与发布简单便捷、随时随地；一对多跟随机制而非即时通信的主动轮询他人的机制开创了从点对点到广播式的传播革命。

这种方式非常符合当今世界创新的主潮流。在对20世纪以来的480项重大创新成果的统计中发现，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合式创新成为创新的主要方式。移动互联网时代的O2O则是将互联网思维与各行各业横切跨界，成为新一轮创新大爆炸的主导推力。


边缘革命
 ，可以是对客户价值序列重新排序，从边缘价值切入，或对客户细分再排序，从边缘市场切入。如手提电脑的核心客户价值是工作、是敲键盘的信息生产，使用的软件主要是微软Office，边缘价值则是娱乐，如上网、网游、音视频等，苹果iPad则将娱乐这个边缘价值扶正，开创了一个纯信息消费的崭新市场，完成了对笔记本的颠覆。小米则是从边缘客户的发烧友小众切入，利用互联网社群的众包式参与，完成了产品的初期功能设计和稳定性测试，再利用网络的社会化营销延伸至大众市场。


底层颠覆
 ，其基本思想不妨套用奇虎360的三段论，“贵的能不能变便宜，收费的能不能变免费，复杂的能不能变简单”。以余额宝为例，其最大的创新点是将原来银行的理财产品门槛从5万元降至1元，辅以购买便利的互联网渠道创新，从而迅速获得巨量的屌丝客户。



创新的时空规律

在原创尚需时日的条件下，当前中国式创新的空间规律，不妨用“面”字模型概括：

第一步的创意来源，多采用跨界混搭、边缘革命和底层颠覆，大都来自不同势能的“第三极：维基极”——可能是美国或他国（如唯品会特卖模式的创意来自法国，网游则多来自韩国），或跨行借鉴（如传统行业基本上以互联网行业为师），或产融结合（如京东的供应链金融创新），或来自网络（如粉丝的众包式参与）等。

第二步则是二次创新，在“面”字模型中则是三大方向：

一是行业极的推动（Push），要不然是“自我导向”的凭借技术突破（如百度的汉字处理技术），或资源优势（如新浪微博的名人及各领域专业人士），要不然是“竞争导向”的跟踪对手的创新，当然这两种与客户的交流都较少。

二是市场极的拉动（Pull），要不然是“市场－客户”导向的切入不同的细分，如小米的发烧友，余额宝的屌丝大众；要不然是“需求－价值导向”的深挖需求或洞悉新需求，力争率先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

三是中间菱形框的“产品/服务/体验”，一般是对现有产品或服务的快速迭代和持续改进的创新，多依赖数据驱动，多调试更好的用户体验细节。

创新表象背后的时间规律维度，可用宏观的经济周期、中观的行业周期与微观的产品周期来分解。如信息技术的行业周期是15年左右，分解到短波则是四个大浪：硬件和基础设施先行，平台级软件其次，内容/应用/服务紧随，电子商务与金融断后，于是，这一轮的创新就被固化在人类生活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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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浪的中国式创新

我预计两大因素推动着下一浪的中国式创新，一个是外在的，即当中国广义经济规模超越美国，失去了对标；一个是内在的，即社会学家的调查结果：当一国人均GDP大于1万美元时，人们会从世俗理性的价值观变为注重自我的价值观。前者强调尊崇权威、社会利益至上、个人自我约束、不惜代价发展经济；后者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参与和表达、强调人的创新创造、潜质开发、幸福感和自我实现。

已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及人均GDP七八千美元的中国正在发生这种颠覆性巨变，中国企业未来的创新方式，将在三大方向展开：一是从易到难的创新，即从简单的商业模式创新、流程创新、营销创新等上升到有难度的技术创新、数据创新；二是从离散的单点创新上升到全局式的系统创新；三是从引进基础上的二次创新上升到原始创新。


从简单的创新到复杂的技术创新。
 不妨以史为鉴，商灭夏主要依靠青铜技术创新，周灭商依靠的是车战技术创新……在这些例子中，后者拥有比前者先进得多的制度形式或商业模式，但仍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是否可以这么推导：当今中国企业普遍强调短线见效的模式创新和营销创新，而不愿做长线投入的技术创新，最终仍难成大器。

统计规律，人均GDP小于300美元只能使用技术，300至4750美元间则是改进技术，大于4750美元则可能创造技术。中国已经达标，具体实施可以是与海外技术公司合作、逆向工程、招聘海外退休的工程师或海归、直接在硅谷等地设立研发中心招聘全球人才、自身的专利战略、与拥有尖端技术的企业结盟或交叉授权、收购硅谷等地的高技术企业等，不一而足。


从单点创新到系统创新。
 不妨仍以史为鉴，引发隋朝科举制度创新的基础是雕版印刷的技术创新，它使得原是奢侈品的书籍一举飞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也可说是科举使得读书的需求大增，仍是技术推动＋需求拉动的二极交互，而科举又是诞生在朝代初立，亦即组织创新完成之时，可见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我把行业中最重要的创新分为三组九类（见图：9类创新方略

 ）

第一组“三横”，上横的生产关系创新，包括观念创新、组织创新；中横的生产方式创新，包括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战略创新；下横的生产力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数据创新。第二组则是为客户带来直接价值的1纵产品创新、2纵服务创新、3纵体验创新。第三组则是围绕产品生产的4纵前端输入参数，如采购、供应链、原材料等创新，5纵中端处理过程，如生产、制造、运营、工艺等创新，6纵后端输出结果，如营销、销售、物流、客服等创新。


最后是从引进的二次创新到原始创新。
 仍然以史为鉴，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原始创新爆发的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第二次是达到古典农业文明巅峰的唐宋；第三次是东西方文明剧烈相撞的晚清民国。

这三个时代的共同特征，是都形成了多元竞争的开放的思想市场——任何思想都没有获得垄断地位，由此导致创新创造者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从而使得自我意识充分觉醒、个性自由崛张，否则一切的重大原创只能等待个体DNA的突变，如曹雪芹、如小提琴协奏曲的《梁祝》等。亦即思想不仅和土地、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人力资源等一样，属于市场要素，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更是决定创新创造能否成功、是否可持续、可否大范围的第一要素。




[image: ]



（
返回阅读原文

 ）



[image: ]



周宏桥
 是新维创新私塾创始人，国内多家商学院创新议程教授。






对话 HBR-C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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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总裁王俊洲：


专注供应链红利

李剑 | 文　李武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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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抱互联网的进程中，国美体现出与苏宁、京东不同的思路，它希望通过全面提升采购、物流和IT系统，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供应链，利用大数据分析使供应链更符合客户需求。






3
 年前，国美在内部动荡中式微。不仅丢掉家电零售业老大的位置，公司关注度也因2012年的首次亏损降至冰点。此后，互联网与电商浪潮席卷传统零售业，苏宁靠转型“云商”走红，京东则迅速扩张，最后借赴美上市收获人气。

蛰伏3年，国美选择2014年全面回归。8月份，国美总裁王俊洲在集团内部放出豪言，要求国美2014年下半年“线上线下全面超越苏宁，价格全面低于京东”。不仅如此，国美在2014年一反常态进行高调营销，打击对象既包括老对手苏宁，同时也步步紧逼新冤家京东。

国美回归战场的自信源于业绩回暖。2013年以来，国美销售收入和同店增长连续6个季度超越行业水平，毛利率维持在18%的高位。2014年上半年，国美上市公司部分（国美非上市部分约占40%）实现销售收入291.2亿元，盈利6.93亿元。如果算上非上市部分，国美2014年上半年营收应该在500亿元左右，这个数据预示着国美、苏宁、京东3家企业，在规模上已经开始相互逼近，但除了国美盈利，同期的京东和苏宁都在亏损。

良好的财务数据与国美仍在深耕线下有很大的关联。国美2011年上线全新的ERP系统，目的是强化后台，打造更好的供应链。采购方式上，国美大幅缓和了与供应商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模式也从返利变为一步到位、包销定制、反向定制等模式。物流方面，国美开始注重用户体验，强化自身优势。在外部，国美加强与百货商超、地方连锁等各方合作，取得的结果是上市公司部分新增79家联营门店，而这些门店的销售收入在今年二季度环比增长60%。

与其他进行互联网转型的公司不同，国美在传统领域依然存在优势，1600多家线下门店、398个城市的428个仓储中心，以及具备在200个城市实现“一日三达”的物流体系，这些都是国美在零售业经营27年的成果，或许能成为今后的决胜基础。

至于线上业务，自国美2010年收购库巴以来，转型和发展似乎一直慢半拍。但是，2014年国美节奏明显加快。回顾这一年，国美在线作为挑战者姿态出现，大张旗鼓与京东比价，与苏宁易购比增长速度，颇有后来居上的架势。2013年，国美在线在电商中的排名是第10名，2014年一季度是第6名，二季度超过亚马逊、当当等对手，进入B2C网购市场的前5名。不过，国美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超过苏宁易购，成为排在天猫和京东之后的第3名。

在国美看来，一家零售企业想要为客户创造价值，离不开两个层面的努力：一是终端界面，二是价值平台。互联网时代的终端界面需要的是全渠道销售，所以国美线下渠道除了自营还扩展联营，线上渠道除了自营也加入社会化平台，最后联合移动终端形成全开放式渠道，这是国美追求的系统。对于价值平台，国美希望通过全面提升采购、物流和IT系统，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供应链，利用大数据分析使供应链更符合客户需求，从而释放供应链红利，让价值平台给予终端界面支撑。

当然，这些过去的数据和今后的愿景，对于变幻莫测的未来，并不是最重要的，国美的关键问题是现在对自己的这次回归持什么样的观念。如果不是基于商业和零售本质的回归，不懂在大趋势下形成新的竞争力，危机可能会随时回来，业绩回暖可能无法持续。进一步看，尽管国美选择“当下不杂”，坚守家电这个最熟悉和擅长的领域值得钦佩，但这同样是双刃剑。国美可以借由1000亿元的家电采购规模对京东200亿元的家电采购规模形成优势，但是这种相对的比较优势尚待验证，毕竟零售业是一个万亿级别的市场。

前不久，在国美北京总部鹏润大厦18层，HBR中文版采访了国美电器总裁王俊洲，他对上述问题做出了部分解答。访谈中，这位从国美系统里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对业务十分熟谙，对家电零售业也充满感情。在他眼中，互联网并不能改变零售业的本质，但是中国的零售业的确需要改变。对于国美，他提到最多的并非是业务数字，而是把着眼点放在了“客户价值”与“客户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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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后台竞争力

中国的零售企业应该把脚步停下来，想一想在经济低增长期企业应该怎么发展，并且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HBR中文版：
 国美2014年以来的业绩表现不错，但电商和互联网的冲击是否更让国美担忧？


王俊洲：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中国零售业的核心问题不是电商和互联网的冲击，尽管互联网对零售业有影响。从数据上看，2013年互联网零售总额只占到全国零售总额的8%左右，换句话说，超过90%的市场仍然是通过线下实现的。

我认为管理团队最大的价值和作用是把公司引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去，而不是在这种大变革中选择盲从，毕竟每家企业自身所处的阶段和环境都不相同。




HBR中文版：
 你说的大变革指的是什么，传统零售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王俊洲：
 从大背景上讲，2010年其实是分界点。此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20多年，很多全国性零售企业，包括国美都借助经济大势成长起来，但是这种成长更多是靠物理开店的方式实现。2010年以后，经济进入低增长期，不可能再用简单商业模式支撑发展。

2010年前后，正是电子商务大爆发的时点，因此不少零售企业陷入困境就误以为是互联网冲击，但真正原因并非如此。我觉得中国的零售企业应该把脚步停下来，想一想在经济低增长期企业应该怎么发展，并且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HBR中文版：
 经济低增长才是零售企业的新挑战？


王俊洲：
 国内零售业正在经历从高增长到下行期。实际上，国外零售企业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零售业的发展状况与我们现在的情况类似，当时美国经济也从高增长进入低增长，零售企业不能再靠开店来增长，因此它们必须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但美国、欧洲和日本很多优秀的零售企业也都是在那个阶段脱颖而出的。




HBR中文版：
 面临经济低增长这个新常态背景，国美应该怎样做？


王俊洲：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零售企业需要在采购、物流和IT能力这三大领域，建立新的竞争力，构建高效率和低成本的供应链，才能应对低增长的经济环境。也就是说，要做到相同的毛利，别人已经亏损，而你还能盈利。实现这一点，需要靠零售企业自己的后台能力。




HBR中文版：
 做出这个判断后，国美的选择是全力打造后台？


王俊洲：
 对。我们做后台的目的是希望前台走得更快，无论实体店还是电商，客户来国美是要在这个平台上实现钱与货的交易，你必须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以及购买过程的良好体验，这些都需要后台能力的支撑。2010年我们启动国内最先进的ERP系统项目，这是一个系统管理工程，我们重新梳理了组织，把整个公司的IT系统都放到了里面，2011年11月份新平台正式上线，由于投入较大，直接的结果导致国美2012年业绩滑坡。




HBR中文版：
 你们投入多少？


王俊洲：
 从2010年开始，我们陆续投入了8到10亿元。其实，现金投入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系统转换，让国美30万人适应新系统可不是小工程。但是，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国美也不可能有现在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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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
 国美实施的IT系统，与同行相比有哪些差异或者特点？


王俊洲：
 我觉得有两点：第一，虽然这套系统是SAP、惠普和我们三家共同设计开发，但是整个项目由我们主导。按照国美的经验，无论信息系统实施还是请顾问公司，如果是公司主导，这个事情就容易成，如果完全靠别人，系统很难与你自身匹配，你也承接不了。其二，这套ERP系统能够管理到单品，而同行的系统可能只管理到供应商层面。

国美现在对单品实现了全过程管理，每种商品从进货到出库，在库房待了多少天，以什么身份什么价格在哪儿待着，我们都能知道。只有后台坚实，才能在前台向客户传递价值，这是我们现在对零售业的理解。



优化供应链效率


HBR中文版：
 除了IT能力，国美有没有其他变化？


王俊洲：
 系统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实际上更多的是操盘手在这个平台上改变过去的操作形式、操作方式，我们叫业务模式的变化。比如采购方式，从过去的返利模式变成一步到价的模式。




HBR中文版：
 改变采购方式和业务模式，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王俊洲：
 相比返利模式，一步到位的模式能让采购成本逐渐透明和下降。而且，返利的业务模式实质上是供应商主导，它给什么你卖什么。但是，国美现在的模式是由自己主导，我们根据市场需求作出判断，然后再去找厂商下单。




HBR中文版：
 你们来主导和判断，是因为国美比厂商更了解消费者吗？


王俊洲：
 我们只是离前端最近，每天我们都遇到客户不选择国美的理由，每天商场里面都会出现一些客户说“你有没有这个，没有我走了”，这就是需求。只有精准掌握客户需求，才能提供客户满意的产品。我们自身也有一些独立品牌的运行经验，比如日本三洋，这个品牌就完全由我们运营。更重要的是，零售企业要有自己的供应链能力，你有供应链能力就能做得很好，有供应链能力在哪儿开店都行，反过来怎么都不行。




HBR中文版：
 好的供应链管理是什么样的，国美靠什么做好供应链管理？


王俊洲：
 第一，采购成本要足够便宜；第二，不要产生恶性库存。所有商品都赚钱是做不到的，但是亏损的商品要足够少，这样使你的平均毛利率变高。再加上前台终端的专业性，产生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我们主要是把采购成本做低，把周转效率做快，把品类管理做好。这些取决于你的采购能力和专业性。除了采购能力，我们还依靠品类搭配和组货能力取胜，打个比方，两个厨师用的原料一样，但是做的菜味道却不一样。我们不靠产品加价，在零售业加价永远没有出路，这个市场加价产生不了毛利。




HBR中文版：
 你们如何培养专业性？


王俊洲：
 我们反思业务模式，反思原来的采购方式是否合适，反思我们对于商品的组合能力是否能既满足客户的低价需求，又满足公司的高利润需求。一方面，我们自己在反思或者在实践这些事，另外我们确实会请一些咨询公司，比如麦肯锡在供应链方面给我们进行了项目性指导。咨询公司提供很多选择，但必须结合自己的情况，搭建一个最适合的方案，然后全员性实践。实践是最好的培训，不能光有想法不动，不做才是最大的问题。即便你往前走一步，都会带来能力的提升，国美决策能力非常快，这个东西一旦好，公司马上就开始做，遇到问题后我们再来解决。




HBR中文版：
 在零售业行业里进行供应链管理，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王俊洲：
 最大的挑战在于准确把握客户需求，或者叫提前把握客户需求。比如，对新产品的开发和定制，你是否能把握得足够准。如果提前切入，你会面临着库存和推广的困难；切入得晚了，第一杯羹就让别人吃掉了，往往第一杯羹是最赚钱的时候，比如iPhone刚上市时是最赚钱的，一个礼拜后就开始亏钱了。




HBR中文版：
 提前判断未来的事情是很不确定的，如何防范风险？


王俊洲：
 首先，这个判断是基于你对市场的判断，第二是你对上游供应商技术趋势的判断。比如我们现在估计下一波电视客厅的主力电视一定在55到60寸之间，现在就要不停地和面板厂进行交流，你需要不断地与电视机厂交流，国美和面板厂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零售商极少具备的能力。

这种判断能力是从我们总部的采购中心，从各地区分公司的采购中心，从我们一线的采购人员中来的。我们长期给各级采购人员进行单品经营的概念教育，告诉他们不要依靠别人，要依靠自己的脑子作判断。




HBR中文版：
 这是你们的价值观吗？


王俊洲：
 这是我们培养员工的核心，要依靠你自己对客户的判断，你给客户提供最适合的产品，这就是采购人员的职责。




HBR中文版：
 做好供应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王俊洲：
 我总在公司内部讲，我们做供应链有两个最终目的，第一是满足客户的低价需求，永远都是这样，客户永远都不嫌便宜。第二是满足股东的利润需求，股东永远都是要高利润的。如何满足客户的低价需求和股东的高利需求，作为管理团队需要把这两个融到一起，你满足不了客户需求做不下去，坦率地讲满足不了股东的需求也做不下去。




HBR中文版：
 在你的心目中，目前国美的供应链管理可以打多少分？


王俊洲：
 广义的零售企业，沃尔玛的供应链做得最强，它拥有全球采购系统支持全球店面的竞争力，这是沃尔玛运行的基本原理。我觉得我们供应链能力依然有提升的空间，打分的话我会打70分，因为我们仅仅在供应链上梳理了两三年，离沃尔玛梳理了几十年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美未来在供应链上可能获得的红利还会持续下去。



线下低价之道


HBR中文版：
 再说回互联网，2010年国美收购库巴，对这个交易你现在怎么看？


王俊洲：
 老实说，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彷徨。不过，收购库巴做电商之后，我们发现国美当时的后台能力并不能完全支撑前台的竞争，于是开始重新打造后台，构建供应链的竞争力。今天我依然认为那段时间是有价值的，我们希望把库巴的互联网思维嫁接到传统行业，也正是库巴的这一批人加上后来配的一批人，形成了国美目前的线上队伍。




HBR中文版：
 你刚才说线上零售额只占8%，线下超过90%，但这是目前的状况，假如未来8%变成是线下的份额，那该怎么办？


王俊洲：
 电商现在总体的增长速度比线下快，这是现实。但是，国美在电商上的投入，我觉得不比其他人少。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坚实的平台上，眼光放长远来看这个事情，竞争才刚刚开始，马拉松刚跑了几公里，离42公里还远。在实体连锁业，国美依靠对零售行业的理解，过去20多年，我们跑到了前面；在电商平台上，我相信基于国美对客户价值的正确理解，后面的复合增长能上来，毕竟大家才刚刚开始，京东跑得快一些，国美在线上半年也不慢，同比增长了54%。现在只是谁抢跑了一下，最后到终点还非常遥远，这取决于你是否能持续增长和盈利。




HBR中文版：
 京东今年在美国上市，似乎又有了抢跑的资本，国美的优势在哪儿？


王俊洲：
 我们的家电采购规模现在比京东大，而且专业性比它好。电商和地面店的销售结构有很大的不同，电商销售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标准化产品，因此大部分商品集中在中低端。比如电视机，京东卖的大部分在32－42寸之间，42寸以上的很少。网上的顾客浏览习惯，几乎很少人会打开第3个页面，因此，京东前2页60多款电视机占其销售的80%，但是国美店内有300款电视，京东的那60款电视只占我们店内销售的20%，甚至有时候不到20%。

国美的电器商品比京东多，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把20%的产品价格降下来，给地面店的顾客推荐更高端的80%那部分产品。另外，地面店相比电商的差异和优势是体验更好，线下顾客最后的购买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营业员的引导，这也是我们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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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Marketwatch，公开资料






HBR中文版：
 说到电商和地面店，你觉得线上和线下同价是必要的吗？


王俊洲：
 大部分人都认为，线上线下同价的概念是因为线上便宜，所以线下也要便宜。我们承认，2011年开始有一段时间，我们容忍线上价格比线下低，因此给消费者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印象，线上的东西比线下便宜。但是，现在线上的价格不一定比线下低。

国美做的方案是我们卖的东西要比线上便宜，我们坚决不会让国美线下的消费群体，多付一分钱买东西。从2012年底到2013年，国美就推动了线上线下比价，我们把所有店面的wifi打开帮助客人比价，在成交以前我们会告诉他这个商品现在京东卖什么价，因为你不帮顾客比价，他们也会比，所以不如你来帮他比。



O2M全渠道战略

无论线上线下、自营联营、PC端还是移动端，O2M实际上是要构成全渠道与客户的接触，不过其核心在于它的价值平台。


HBR中文版：
 大家好像都在谈论O2O，国美抛出的O2M是个什么战略？


王俊洲：
 简单来说，O2M是一个全渠道概念。今后国美不是一个地面零售商，也不是一个网上零售商，而是一个全渠道家电零售商，我们线上线下的客户是打通的。我们不仅经营自己的店面，还帮助别人来经营店面，比如国美今年就跟物美超市合作，物美店里卖的所有电器都由国美提供。我们还会和百货商场合作，国美的供应链除了支持我们自己的门店和电子商务平台，我们也会支持合作方的门店，把国美低成本高效率供应链产生的价值传递给其他合作方的客户，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大家共享。无论线上线下、自营联营、PC端还是移动端，O2M实际上是要构成全渠道与客户的接触，不过其核心在于它的价值平台。




HBR中文版：
 国美如何去实现这个O2M全渠道战略？


王俊洲：
 我理解的O2M是维持整个国美客户群的存在，让客户能在全网自由选择，也能让商品在全网自由流动，而且提供的服务标准是一致的。客户在什么地方消费并不重要，他只要在国美这个大圈里就行。我认为没有其他捷径可走，必须脚踏实地，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后台基础，无论电商平台还是店面，都不可能在前端持续给客户创造价值。




HBR中文版：
 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比如到哪一年国美的线上销售占比达到多少？


王俊洲：
 我觉得未来3年，我们自己的线上销售额能达到总交易额的15%到20%之间。但是，现在地面店也在实行互联网化，因此客户和交易实际上很难区分。国美有大中小3种门店，大店是全商品展示，小店是部分商品展示，过去小店只能卖自己展示的东西，有样机有库存才可以卖，没样机没库存不可以卖，现在小店里面把互联网打开，全都可以卖，你说客户是在哪儿成交的呢，这是非常典型的全渠道模型。




HBR中文版：
 国美什么时候彻底拥抱互联网？


王俊洲：
 我们现在就彻底拥抱互联网。第一，我们电商平台在很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第二，我们所有店面都对互联网开放，全方位给客户带来互联网的价值。大家都进入互联网时代，国美现在无论选择商品、搜集信息还是交流，都在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和工具，我们线下店面也在互联网化，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大环境的变化，作为传统的零售业，我们要靠自身的实力在互联网这个大环境中去寻求竞争优势。




HBR中文版：
 你没有提全品类的事情，以后国美会专注于电器领域，还是会扩展到全品类？


王俊洲：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我们觉得国美是电器零售商，国美最在行的就是这一点。把握最在行的事并做到最好，这就是专业性。客户在买电器的时候，如果首先想到的是国美，我们就很满意了。




HBR中文版：
 国美在线也卖很多其他东西，你们准备把百货都交给第三方？


王俊洲：
 我们以平台的方式在线上拓展百货商品，现在网上除了电器，我们的确卖很多东西。电器是我们自营的，其他都是平台商。比如，我们不会做酒，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跟做酒的人合作，客户最在意的事情是在你这个网站上买的东西好不好。

无论地面零售业还是网上零售业，是不是始终把客户和客户需求放在首位，这是零售业的本质，这要成为公司的惯性思维。


HBR中文版：
 能否用一两句话说明零售业的本质？它跟互联网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王俊洲：
 无论地面零售业还是网上零售业，是不是始终把客户和客户需求放在首位，我觉得这是它的本质，这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事，而且这个东西要成为公司的惯性思维，如果做不到，你真的很难在零售业走得远，因为你可能已经背离你的客户，如果你不想起他，他也不会想起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国美在全体员工中培养这种思维，做任何事情都不去伤害客户利益，做任何事情前先想想这件事是否对客户有价值。比如我们的店面改造、店面设计、物流流程的变化、货款支付的变化等等，这些变化是否给客户带来了便捷，如果没有，那这些事情就不要做。我们现在设计的物流一日三达，就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把以前的路线维度变成时间维度。原来客户买完东西更多是靠我们的车辆行驶路线决定送达时间，现在国美的新系统能让客户自己去点菜单选择时间，然后我们再去配置车辆。




HBR中文版：
 根据你们的定位，国际上有没有国美的对标企业？


王俊洲：
 我觉得国美在学习很多国外先进零售业的长处，美国的沃尔玛、百思买，日本的山田电机等企业，我们都会向它们学习。美国企业的品类管理水平是很高的，比如沃尔玛的供应链管理，百思买的品类管理，它们的商品线不长，但是每个商品的SKU效率非常高。这可能是美国零售业起步于超市的结果。日本企业大部分则是从百货起家，所以它们的体验非常好，店面的设计、陈列，营业人员强烈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性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

现在日本、香港、新加坡，互联网在那儿非常难生存，恰恰是因为这3个地方零售业做得非常极致，地面零售业跟客户产生了极大的联系，客户不认为在网上能得到更多，他们跟店面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实，客户离开你是因为你做得不好，如果你做得好了他们就不会离开了。




HBR中文版：
 国美有没有一个5年或者更长期的打算？


王俊洲：
 我们有个3年目标，就是2017年再造一个国美。你可以有远大的抱负，但是必须脚踏实地。从很踏实的角度讲，我们希望成为客户的一个邻居、一个朋友，让客户高兴来高兴走。国美内部我们经常说这些事情，引导新员工找感觉，找这个企业的文化基点。




HBR中文版：
 如何总结国美的核心竞争力？


王俊洲：
 我觉得有两大核心竞争力，第一是我们整个全员建立起来的客户导向和客户意识，我接触过也看过很多零售企业，在国内国美的确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较深刻。第二是依靠供应链管理给客户长期提供高价值，所谓的高价值实际就是低价格和好服务。我觉得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这两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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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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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洲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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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时间：
 1962年


简介：
 王俊洲是国美电器系统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自2001年加入国美，他曾担任国美业务中心的总经理、华南大区总经理及战略合作中心总经理。2006年11月起担任集团执行副总裁，并于2008年12月起担任执行董事。2010年6月28日，王俊洲担任国美集团总裁，负责集团日常经营的全面管理工作，同时担任集团多间附属公司的董事。

王俊洲担任国美总裁期间，国美电器凭借O2M全渠道战略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及管理创新，实现了连续七个季度业绩增长的成绩，备受业界瞩目。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的第16届中国连锁业会议上，国美获得“2014中国零售创新大奖”，同时，王俊洲因个人在企业及行业创新发展中的出色引领作用，荣膺“CCFA中国连锁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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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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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团队决策弊端，七种方法令组织更智慧

破解“团体迷思”

Making Dumb Groups Smarter

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

雷德·海斯蒂（Reid Hastie）| 文

刘铮筝 | 译　康欣叶 | 校　李全伟 | 编辑



[image: ]


[image: ]

我们都参与过团体决策，但结果可能很糟。团体决策误入歧途的原因是什么，领导者怎么避免重蹈覆辙？本文揭示了从众心理、团体极端化以及团队成员愿意接受共知信息并隐藏个人信息等病因。作者提出让团队更智慧的7种方法，包括让领导最后发言、鼓励批判性思维、指定某人必须唱反调、成立反对团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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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团体通常不能充分发挥决策的潜力。团体决策不仅没有发挥出所有成员知识和智慧的总和，反而犯下了比个人决策更严重的错误。




原因
 　团体成员接收来自其他成员的信息信号，哪怕是错误或误导性信息也照单全收。而名誉压力会导致他们沉默不语，或为了合群而改变自己观点。因此，团体通常会放大个人的错误，做出不明智的决策，助长分化和极端化，并忽视在数量上占劣势的信息。




解决方案
 　领导者可以调整团体讨论方式，使其更易产生好结果。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是，让其他人先发言。另一个方法是，在讨论时让不同成员承担不同任务或负责不同方面。关键在于鼓励个人分享各自不同的知识和信息，而非压制不同言论。






自
 有史以来，人类就开始进行团体决策。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人越多智慧越大，如果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做决定，一定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即所谓的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焰高。

亚里士多德是团体智慧的最早支持者之一。他曾写道：“许多人参与协商时，每人都能贡献好想法和道德方面的提醒。每人认同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如果把所有人认同的观点加起来，就相当于团体接纳了所有优点。”信息汇集是关键所在：不同人关注不同部分，如果将所有部分适当叠加，团体就会比任何个人拥有更多知识，也更具智慧。

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团体并未发挥出上述潜力。一款不怎么样的产品，反而被拿到市场上碰运气；公司放任大好商机从眼皮底下溜走，或是履行无效的竞争战略。政府机构也一样：政策误判往往会伤及数千甚至数百万人。

团体在决策中很容易误入歧途，美国心理学家欧文詹尼斯（Irving Janis）把这种现象称为“团体迷思
 （groupthink）”（詹尼斯通过实验发现，封闭的团体讨论会产生简单化和模式化思想。具体到一个团队在做决策过程中，由于成员倾向使自己的观点与团体一致，会使决策参与者不能进行客观分析，结果造成团体决策缺乏智慧。——编者译
 ）。这一说法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随即被大众所接纳。但詹尼斯的这个术语更像噱头，他并未提供团体如何失败的科学依据，也没有给出团体如何才能成功的答案。很多研究者都做过实验，想找到支持詹尼斯观点的证据，研究凝聚力和领导力如何影响团体行为，但都是徒劳。

自詹尼斯提出上述观点后，有不少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研究了大量证据，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个人决策会失灵。包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学界很多人都拥护这类研究。一些同类题材的畅销书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比如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
 ），丹艾瑞里（Dan Ariely）的《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
 ）以及由本文作者之一桑斯坦与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合著的《助推》（Nudge
 ）。

包括我们俩在内的一支小而精的研究团队，正致力于研究团体和团队决策优劣何在。然而这些工作并不为公众所熟知，也没有在实践上取得成果。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们致力于将行为学研究与团体表现的问题直接挂钩，描述团体失误的主要方式，并提供简便易行的改善方法。



为何会出错？

团体犯错有两大原因：一是与信息信号有关。人们具有互相学习的本能，团体的错误往往源于一些成员接收了他人的错误信号。二是与声誉压力有关：不想挨罚或避免与他人意见相左，也使得人们噤声或人云亦云。尤其是在他人独具权威或大权在握时，与他们意见相左会带来严重后果。

错误的信息信号和声誉压力会在团体中导致四种问题，这四种问题相互独立，也相互联系。特别是在团体做出的决定对自身有害时，往往可归结到这四种问题中的一种或多种：

1．团体不仅没有纠正成员错误，反而推波助澜。

2．成员总会附和率先发言或行动的人，因此错误导致的“瀑布效应”（后文将详细解释——译者注
 ）往往使他们深受其害。

3．团体成员两极分化，他们的观点在讨论后变得更极端。

4．团体只关注众人已知的观点，从而忽视了那些只有一个或几个人知道的关键信息。



放大错误

在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引领下，行为学家们总结出了一些导致个人出错的常见思维误区（心理学术语为“启发heuristic”）与偏差。比如规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因为制定计划时不考虑突发事件造成的谬误——译者注
 ），让我们总是低估了项目所需的时间和花费。因为过于自信，我们总觉得自己预测十分准确，尽管事实往往不尽人意。我们自然而然地抓住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因为它最容易记住，或是因为我们最近刚体验过这种想法（心理学上称为“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

成见使我们认为，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的事或人之间，一定存在其他相似点（心理学上称为“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自我中心（egocentric bias）让我们产生偏见，把个人偏好夸大成普遍现象。沉没成本误区让我们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因为投入越多越不想放弃。框架效应指的是，表述方式的差异会影响我们所做的决定。比如，当一个人面临手术决策时，他更愿意听到“90%的人在5年后能存活”而非“10%的人5年后会死亡”，前者的表述更容易让人做出手术决策。

为了达到我们的研究目的，首先要弄清楚团体是否能避免或修正这些错误。实验结果表明，答案是否定的。比如，心理学家罗杰彪勒（Roger Buehler）、戴尔格里芬（Dale Griffin）和约翰纳皮茨（Johanna Peetz）发现，规划谬误通常会在团体中放大，因为在估算所需时间和资源时，团体只会比个人更乐观。设想如何达到未来目标时，他们往往只考虑到比较简单的状况，并不会想到可能出现的麻烦。类似地，霍尔阿尔克斯（Hal R. Arkes）和凯瑟琳布鲁莫（Catherine Blumer）也发现，成员对团体越忠心，团体越容易做出注定失败的计划。这也就揭示了为什么很多时候公司、州政府甚至国家明知某些工程或计划无望，也不会及时叫停。另外，和个人相比，团体更容易依赖代表性启发，更容易盲目自大，也更容易受到框架效应影响。

上述问题与信息信号和声誉压力都有关联。如果团体中多数成员易于犯某些错误，那么他们就会看到别人和自己在犯同样错误，进而会认为自己的错误想法有“据”可循。声誉压力则起到了强化作用：如果团体中多数成员犯错，其他人为了避免和多数人持不同意见或显得自己很蠢，他们会从众。

所幸我们的研究证明，参与讨论的团体还是可以纠正或减少某些偏差的。对于有些问题，只需一个清晰答案就能“一语惊醒梦中人”，即使一开始时有成员走偏，团体也能拨乱反正。团体成员因自我中心产生的偏差相对也较易克服。一个人很容易执着于自己的好恶，但当他征询其他人意见时，就比较容易发现自己的偏好与大众格格不入。这种情况下，团体讨论能够有效纠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团体中的成员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团体的纠错功能就不明显。可得性偏差的影响在团体中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成员个人可能会凭借第一印象办事，但由于每个人的记忆有所不同，团体能够获得更具代表性的样本

即便如此，很多个人偏差在团体中非但没得到纠正，反而会加剧。从团体决策的另外三大问题就能看出，团体讨论机制如何使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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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效应造成错误

很多团体得出结论：他们终归会服从于同一观点。一定要警惕这种想法。

人类大脑似乎天生具有趋同效应和模仿他人的本能。毫不夸张地说，聚群是人类最本质的行为。在涉及团体决策和信息流时，社会学家喜欢用“倾斜”一词，形容方向一致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洪流的瀑布效应。

社会学家马修萨尔甘尼克（Matthew Salganik）、彼得道兹（Peter Dodds）和邓肯瓦茨（Duncan Watts）进行了一项关于下载音乐的研究，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让受试者聆听并下载新乐队发布的72支单曲，把自己爱听的一首或多首单曲下载下来。对照组中，每名受试者都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载或喜好是什么，独立判断单曲好坏。而实验组中受试者能够看到之前他人的下载情况。研究者希望依此观察受试者在得知他人行为时，下载数量有何变化。

结果差异很显著。尽管对照组选出的最差单曲（下载数量最少）不是实验组中最受欢迎的，但对照组中最佳单曲也不是实验组中最差的，这说明一切皆有可能。如果一首单曲初期有很多人下载，之后也会有不错的下载数量。如果之前下载的人不多，之后也不会太多。研究者后来还发现，即使他们欺骗受试者哪些单曲下载数量最多，受试者也会跟风下载这些“假热门单曲”。

推而广之，只要某个产品、某家公司、某位政治家或某项事业在前期获得足够支持，就能够吸引一大批人，哪怕它（他）并无成功希望。很多团体会得出结论：服从于同一观点是无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警惕这种想法。团体很有可能会趋同于第一个发表意见的人——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团体讨论架构。

信息性和名誉性瀑布效应分别对应了两大团体错误来源。信息瀑布中，人们出于对他人发表信息的顺从，而保持沉默。而名誉瀑布中，人们为免遭他人羞辱而保持沉默。

以下是一个信息瀑布在陪审团评议中出现的例子，对商业活动有重要借鉴意义。海斯蒂对数千名志愿陪审员进行了数十项模拟陪审团研究，其中很多人来自大城市的陪审团。评议开始前，志愿者会私下写出他们希望的判决结果，并表明自己对判决结果有多大信心。评议开始后，和真正审判一样，他们先进行非正式投票，搞清各自立场。非正式投票通常从2、3名赞同某一判决结果的陪审员开始，沿陪审席依次进行，同样的判决结果不断得到强化。

在一场模拟审判中，1号、2号和3号陪审员在私下和非正式投票时都赞成二级谋杀判决，而4号陪审员在评议前私下选择无罪判决，并对此结果表示出最高程度的自信。当面对另外3个赞成二级谋杀判决的陪审员时，他只暂停了一秒就说：“二级谋杀”。这时，非正式投票时没有做出决定的7号陪审员突然问道：“为什么定二级谋杀罪？”4号陪审员脸上掠过惊愕神情，回应说：“因为很明显是二级谋杀。”我们可以确定，类似场景每天都在全世界的审判庭、董事会议室和其他会议室上演。

名誉瀑布的性质则完全不同。团体成员明知孰对孰错，却还是会为了保持他人对自己的美誉而从众。比如，阿尔伯特提议，他公司的新项目成功希望很大。芭芭拉则对他的意见信心不足。但她还是会附和阿尔伯特，避免使自己看上去显得自大、带有敌意或多疑。如果阿尔伯特和芭芭拉都认为该项目可行，辛西娅不仅不会公开反驳他们，甚至可能持同样观点。倒不是因为辛西娅相信这个观点是对的，而是因为她不想面对两人的敌意或失去美誉。一旦阿尔伯特、芭芭拉和辛西娅形成了统一意见，他们的同事大卫就更不愿反驳了，哪怕大卫心里十分清楚他们是错的。（初始证据表明，女性在讨论诸如体育这样的男性话题时，发言会比较慎重；同样男性在讨论诸如时尚这样的女性话题时，也会比较慎言。这两种情况下，团体都会损失有价值的信息。）

“政治正确性”是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学术语，但其使用范围并不限于左倾学术院校。在商界和政界，对于某一观点是否恰当，大家都有默认标准。那些对此抗拒或质疑的人，哪怕仅仅是讨论，都会陷自身于不利境地。他们会被贴上“难相处”、“不合群”甚至“怪胎”的标签。

从某种程度而言，上述例子中的团队成员完全理性。他们在乎自己的名誉，这可以理解。但正如我们的分析，人们的思维误区会将他们引入歧途，造成偏差。为了理解瀑布效应，我们发现，最重要的误区和可得性偏差有关：生动的想法或例子可以很快在人和人之间传达，最终在团队、城市、州甚至一国之内形成统一信念。

获得性瀑布效应的风险普遍存在。如涉及剧毒杀虫剂、有害废料堆、核电站事故、恐怖组织行动等事件，可能为团体所熟知，甚至已成为一种象征。这样，它们改变了成员对流程、产品或活动的看法。获得性瀑布效应在商界也很常见。关乎成败的消息在公司内外会像野火般迅速传播，令人们对关联人、类似的事件或产品作出判断。如果一部电影（如《星球大战》）、电视剧（如《行尸走肉》）或书籍（如《哈利波特》）很卖座，商界就会反应强烈，努力寻找类似的方案或项目。

获得性瀑布效应还会引起其他连锁效应，比如对某些想法的印象过于强烈，以至于无法记住其他信息（心理学术语为“相关记忆障碍(associative blocking)”或“协同偏执(collaborative fixation)”）。当团体需要创造独创性解决方案时，这些现象会阻碍其完成这一任务，成员个人的创新思维会被其他成员较平庸但更趋同的想法压制。

当然，在团体实际进行决策时，人们可能并不知道其他成员发表的意见到底是独立信息、信息瀑布、名誉压力还是获得性启发。但他们通常将他人的意见高估为独立信息。结果就是，团体信心满满地做出了错误决策。



团体极端化

团体讨论经常会陷入两极分化的局面。在10余个国家中进行的数百项研究均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也不例外，而且效果尤为明显。（详见后文《双城记》
 中，科罗拉多州两座城市关于政治信仰的辩论。
 ）

一些研究冒险行为的早期实验反映了讨论中一端的人会更谨慎。另一十分重要的商业发现是，团体极端化不仅发生在对事实的判断上，也发生在对价值的判断上。假设人们被问道，一款来年在欧洲销售的产品（数量单位是0到8之间），如果讨论前的数量单位平均值是5，那么讨论后团体认为销售数量会上升；如果平均值为3，那么团体判断的数量会下降。

即使是联邦法官这样公认中立的法律专家，也免不了受到团体极端化的影响。本文作者之一桑斯坦与大卫施凯德（David Schkade）、丽莎埃尔曼（Lisa Ellman）和安德烈萨维科奇（Andres Sawicki）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被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提名的联邦法官，在与被同党派总统提名的联邦法官一起投票时，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意识形态现象。如果你想弄清一位上诉法官在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案件中如何投票，可以看看他（她）是由共和党总统还是民主党总统投票选出的。但在很多法律领域，另一个更有效的预测标准是，看看是哪个党派任命了在座的联邦法官。

发生团体极端化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最重要的原因仍与信息信号有关，但需要进一步解释。团体成员会关注同一团体中其他成员的言论。任何团体中一开始的某种言论倾向经过讨论后，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从统计上看，支持这一倾向的言论数量必然比具有其他倾向的言论数量多。但这些言论只有一部分在团体讨论时被提及。因此讨论自然会顺着人们最初支持的倾向，发展到更极端的程度。

第二，仍和名誉有关。如我们所见，人们希望被其他团体成员接纳和欢迎。有时，他们公开表达的观点，起到了树立他们理想形象的作用。一旦他们听到其他人的看法，为了保持自己形象，就会适当调整观点立场。

第三，自信、极端主义和他人支持这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当人们缺乏自信时，往往表现得比较温和。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曾说：“自由的精神即：自我怀疑而不惟我独尊。”随着人们自信的增加，他们的信仰也容易变得越来越极端。这是因为，他们不再自我怀疑了。而在得到别人的支持后，他们的自信会增加，从而变得更极端，更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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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

为考察团体极端化这一现象，本文两位作者和社会学家大卫施卡德（David Schkade）做了一个关于团体讨论的实验。我们认为，该实验准确反映了团体讨论的真实现状。

我们招募到科罗拉多州两座城市的市民，把他们以6人为单位分成小组（每个小组成员来自同一城市），分组讨论时下3个最热议题：气候变化、平权法案和同性婚姻。两座城市分别是以自由派著称的博尔德市和以保守派为主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实验前我们对受试者进行了现状分析，保证博尔德市民为中左翼，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民为中右翼。

受试者首先不记名地将个人观点记录下来，然后进行分组讨论和决策。分组讨论后，受试者再次不记名地记录下个人观点，以下是我们的发现：



1．
 分组讨论后，博尔德市民变得更自由了，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民则变得更加保守。不仅小组做出的决策比讨论前成员们的平均观点更极端，而且每名成员不记名的观点也比之前更极端了。


2．
 讨论减弱了小组成员意见的多元化程度。在分组讨论前，不少个人观点差异很大。讨论使自由派人群和保守派人群的观点分别趋同。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小组成员在不记名表达个人观点时，多元化程度也减弱了。


3．
 讨论使博尔德市民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民的总体观点差距极度增大。讨论前，两座城市有不少市民的观点还有交集，但讨论中团体的作用使双方意见更分裂。



（返回阅读原文
 ）





围绕“无人不晓”的信息

最后一个团体问题可能最发人深省。假设某团体有大量信息，只要能将信息提取并恰当汇集，就足以得出清晰直接的结果。即便如此，如果成员只强调所有人都知道的信息，忽略那些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团体信息，那么结果很可能令人追悔莫及，无数研究都证明了这点。

术语“隐藏信息（hidden profile）”描述了团体本可以得到，却没有得到的正确结论。隐藏信息是“共同知识效应（common knowledge effect）”造成的，因为所有团体成员共享的信息比只有少数成员拥有的信息影响力更大。对这一现象最明显的解释是，团体更容易接受常识，但错误的信息信号也会起重要作用。

罗斯海特维尔（Ross Hightower）和卢特福斯赛义德（Lutfus Sayeed）开展一项关于团体进行招聘决策的研究。三个实验组成员面前摆着应聘市场经理的三位候选人简历。按照实验组织者事先准备，其中一名候选人优势相当明显。但每名受试者手中的信息只包含候选人简历中的部分信息。

几乎没有实验组选择了最具优势的候选人，而是选择了每位实验组成员都能获得正面信息的候选人。获胜候选人的负面信息和“失败者”的正面信息只提供给了组内一或两名成员，但是这些信息没能到达团体层面。

尽管很多隐藏信息实验的参与者是高校学生志愿者，但在真实的职场中，管理者给出了类似结论。苏珊阿贝尔（Susanne Abele）、加罗德斯塔瑟（Garold Stasser）和桑德拉沃根-帕森斯（Sandra I. Vaughan-Parsons）进行了一项高管调查，研究人员没有为受试者筛选信息，而是由高管自行搜索信息，结果一些信息所有受试者都搜索到了，而另一些信息只有一个人知道。

实验结果如下：受试者共享的信息在团体讨论和做出决定时起到了不成比例的放大效应。高管们几乎忽视了那些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知道的重要信息，因此做出了不良决定。

我们将拥有很多共同信息的成员称为“认知中心者（cognitively central）”，将拥有少数信息的人称为“认知边缘者”。表面上看，认知中心者更具可信度，而认知边缘者则正好相反。团体决策若想成功，不要只接受共享信息，而要多研究认知边缘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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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组织更智慧的7种办法

领导者从一开始就不应表现得过于强势，要为后面更多不同意见留出空间。

团体决策最主要目的是保证团体共享所有成员的信息，并防止决策过程中受到错误信息信号和名誉压力的影响。以下7种方法可助团体达成目的，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1．让领导后说。
 领导者通常先发表自己的观点，削弱了之后持异见发言者的影响力。领导者和地位较高的成员如能表达出聆听不同意见的意愿，对团体决策善莫大焉。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表现得过于强势，为后面更多不同意见留出空间。很多研究都发现，地位较低的成员，包括教育程度较低、非裔美国人、有时还包括女性，在团体讨论中影响力较小，还有可能自动保持沉默。广开言路的领导者能矫正这一问题。


2．鼓励批判性思维。
 有时人们在团体讨论时不愿发言，是因为怕违逆团体意见的总体倾向而受罚。但社会规范并非一成不变。社会科学家进行了很多关于“鼓励（prime）”的研究，即通过某些想法和联系激发人们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在团体决策实验中，让成员进行“融洽相处”或“批判性思维”之类的活动，再进行讨论，效果甚佳。当人们在学习融洽相处时，就不会争辩。在进行批判性思维活动时，他们更容易说出自己独特想法。因此，如果团体领导者从一开始就鼓励完全披露信息，那么即便成员意见相左，也不会缄口不言。


3．奖励团体成功。
 由于开诚布公并不能获得太多奖励，人们往往保持沉默。实验证明，恰当的激励措施能促进团体成功，并激发人们多分享信息。如果每个成员知道，做出“正确的”个人决定没有好处，正确的团体决定关乎每个人的利益，就不容易形成瀑布效应。总之，团体的成功更能保证人们知无不言，不管他们的言论是不是“政治正确”（这也是市场预测工作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4．分配任务。
 为了理解这一非常有效的方法，请试想某讨论团体的成员都有具体任务，而且所有成员都知道且理解大家的任务分别是什么。他们可能是医学专家、律师、公共关系专家、统计学家等。这样的团体更容易汇集理性的信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人能够做出贡献。实验也发现，公开向受试者分配特定任务能减小共享信息偏差。如果团体希望成员言无不尽，在讨论前就应该确定每人有不同且相互关联的任务，至少确定每人可以贡献不同信息。


5．指定唱反调的人。
 如果隐藏信息和缄默是团体失败的罪魁，那么规定团体中必须有人唱反调不失为一大对策。由于唱反调是团体分配的任务，唱反调者就能免受团体压力。但使用这种方法也要小心：发自内心的反对意见和被指定唱反调不一样，后者在改善团体绩效上作用有限，因为成员们都心照不宣，这只是一种练习或游戏。


6．成立反对团队。
 比指定唱反调者更有效的方法是，让另一组人都唱反调。反对团队有两种形式：一、目标是在模拟任务中战胜原组人马；二、提出和原组完全相反的、有说服力的建议或计划。反对团队适用很多情况，尤其是在他们能够认真地挑错、找漏洞，并且获得奖励的时候。


7．实施德尔福法（Delphi method）。
 该方法由美国兰德公司（RAND）在冷战时期发明，结合了个人决策与社会性学习的优点。团体成员先进行第一轮不记名预测（投票），然后进行第二轮，直到结果位于第一轮的中间四分位数之内（25%－75%的范围）。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所有成员的投票趋近同一结果。另一个操作更简单的办法是，在讨论之后，不记名决定最终判断或投票结果。不记名的方式让成员免受团体压力影响，解决了成员不愿表态的问题。

团体决策错误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公司、非营业组织、政府概莫能外。但多亏了几十年的研究经验以及最近的创新，人们得出的一些实用方法和纠错技巧可以让组织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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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调查显示，阻碍女性高升的一大关键因素是，两性共同存在一个偏见，即女性的首要任务就是育儿。受此观念影响，女性会暂时把事业放在次要位置，男性则想当然地认为，女性不会在职场全力以赴，或她们就该呆在家中照顾孩子。






核心观点


研究
 　对哈佛商学院男女毕业生的全面调查表明，有关女性和领导力的传统观点有待商榷。








发现


男性和女性事业起步期有相似目标。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调整了目标，但男性更有可能实现目标。

很少女性“选择性退出”，但男性和女性都认为女性因看重家庭多于事业，致使其职业晋升缓慢。

大多数男性期望自己的事业比伴侣的重要，而实际情况也如此。大多数女性期望自己的事业和伴侣的同等重要，但她们的期望往往落空。

相比男性，女性对自己的事业以及工作与家庭协调度更为不满。






我
 们研究职业女性已有20多年。最近我们饶有兴趣地发现，女性的事业、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和领导力的性别差距三大话题突然间受到极大关注。这些话题之所以能引发公共讨论，极大得力于安尼-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和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努力。她们各自撰写的《女性为何还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
 ）一文和《向前一步》一书引起公众激烈辩论。

关于此类话题的书籍和文章比比皆是，而且不论个人还是组织研究，重点都是两性在商业和其他领域中的差距。但还能有其他见解吗？在哈佛商学院MBA项目招收女性学员50周年之际，我们受此启发，决定特别调研一下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对工作和家庭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经历、观念和选择，看看他们的回答能为当前的焦点问题提供怎样的线索。

我们之所以选择分析这些毕业生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能够进入一流的商学院，客观上说明了他们都成就高、有才华、有野心以及前程远大。此外，由于观察对象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所以他们的竞争环境是公平的，这有利于我们做性别比对。第二，哈佛商学院毕业生所受教育是针对领导职位的，所以他们本身就很精彩的观念和经历还会影响到所在组织的政策、实践和不成文规定的形成。

我们对2.5万多名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进行了调研，其中MBA毕业生占大多数，这些人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因为我们主要想研究那些仍是职场人的毕业生经历，所以选择的研究对象为婴儿潮一代（年龄为49－67岁）、X一代（年龄为32－48岁）以及千禧一代（年龄为26－31岁，又称Y一代）。我们的调查显示，人们对女性事业的传统观点与现实并不相符。



男女想要的东西一样吗？

哈佛MBA学生致力于拥有充实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不同性别的学生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却大相迳庭。

在对生活和事业的追求和期望方面，受过高等教育且极具雄心的哈佛商学院学生并没有多大的性别差距。我们请这些学生告诉我们，他们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如何定义成功，以及他们现在如何定义成功。他们所给的答案接近。在他们早期对成功的定义中，与事业相关的回答明显更多：男性和女性提到职称、职务级别和事业成就的次数大致相当。

但如今再问他们如何定义成功时，不论男女，他们给出的与事业相关的回答减少。只有千禧一代例外，他们提到事业因素的次数还是一样多。考虑到他们毕业仅几年时间，而他们未来职业生涯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得到这个结果也理所当然。

但对于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家庭幸福、关系和睦、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为社区服务和帮助他人现在变得更为重要。以下两个例子可说明这一点。一位如今已进入不惑之龄的女性离开哈佛商学院大概20年了，她告诉我们：“在我25岁时，成功对我来说就是拥有成功的事业。如今我对成功的看法改变很多。我现在认为养育快乐能干的孩子、帮助周围的人和努力工作更有意义。”一位50多岁男性对她的看法深有同感。他早年间认为成功就是“在一家大中型企业当CEO，拿高额薪酬”，现在则变成“保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以及回馈社会”。当我们请调查对象对其事业和生活的9个方面评价重要性时，不论男女，几乎每个人都说“个人和家庭关系的质量”是“非常”或“极度”重要的。

在对事业重要性的看法上，男女调查对象也保持一致。他们对职业生涯中几个主要方面的重要性评价是一样的，比如“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工作”和“事业成就”。大多数人说“职业发展与晋升机会”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而女性更是认为这一方面非常重要。

这些调查结果显示，哈佛MBA学生致力于拥有充实的职业和家庭生活，并不断延续这种价值观。但不同性别的学生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却大相迳庭。在做全职工作的毕业生中，男性更有可能获得直接下属、承担损益责任和担任高管职位。撇去那些成功的标准不提，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渴望那种成功，我们发现，女性对自己事业的满意度更低一些。但在上述三代男性中，高达50%到60%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对自己富有意义的工作、事业成就、职业晋升机会和工作与个人生活的协调度，感到“极度满意”或“非常满意”。与此同时，只有40%到50%的女性在这些方面感到同样满意。

考虑到两性在事业成就上的差距，在事业满意度和工作与生活融合度上的性别差距就不足为奇了。关于女性事业停滞不前的原因，一些普遍观点经深度剖析后被证实是不成立的。我们还发现，对夫妻事业与家庭责任分工的期望可能导致女性事业受阻及满意度降低。



女性正在选择性退出吗？

大部分哈佛商学院女性校友并没有“选择性退出”去照料孩子。

长久以来，养育孩子是一小部分女性董事、C级领导者和合伙人等退出职场的原因。早在丽莎贝尔金（Lisa Belkin）在2003年《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故事中，提出“选择性退出”这一新词汇前，高管们一直认为高潜力女性放弃工作是为了照顾家庭。在20世纪90年代，时任德勤公司CEO的迈克库克（Mike Cook）就认为，这是公司内仅有10%的女性合伙人候选者的原因，而德勤在之前10年招聘的男女员工数其实是一样的。

但当库克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去跟进这些数字时，他发现超过70%离开公司的女性一年后仍在做全职工作。仅不到10%的女性退出职场去照顾年幼的孩子。大多数离开德勤的女性员工并没有放弃或暂停事业，她们只是找到了其他工作。（更多细节请见我们的同事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与简罗斯纳(Jane Roessner)合作撰写的案例《流程漏洞》(A Hole in the Pipeline
 )。）

20年后，这一误解依然存在。尽管男性和女性实际上对工作几乎同等重视，但认为女性更不重视事业的观点却广为流传。我们发现，77%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其中73%的男性和85%的女性）认为，“看重家庭甚于工作”是阻碍女性职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当我们将调研对象的范围缩小到最高管理层的毕业生，或者当我们扩大范围，将高层管理教育项目的毕业生也囊括进来时，所得数据基本相同，说明以上观点确实深入人心。

就像一位而立之年的女校友所讲，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认为女性的主要任务就是育儿的看法根深蒂固，所以她们暂时把事业放在次要位置是合情合理的，而与此同时，她们的男性同事则加快了升职速度”。

但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哈佛商学院女校友并没有“选择性退出”去照料孩子。当我们调查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女性（她们的孩子很可能年龄在18岁以下并与她们住在一起）的现状时，我们的发现与迈克库克工作小组的结论基本一致：只有11%的女性离开职场，做了全职母亲。而对有色人种女性而言，这一数字更低，只有7%。在这一群体内，黑人和南亚女性所占比例位于最低端，仅达4%。74%的X一代女性有全职工作，而对婴儿潮一代女性来说，这一数字为52%，相对较低。当然，她们中有人像其男同事一样，已经退休或缩减了工作时间。这些女性平均每周工作52小时。我们在发现只有很少女性退出职场后想知道，那些退出的人是否非常有可能没有对我们的调研做应答。但多次核对后，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明此类偏倚的证据。

即使对于现阶段离开职场去照顾孩子的哈佛商学院女性而言，“选择性退出”也不是对其经历的准确写照。我们的调研数据和其他研究都显示，成就卓越且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之所以当上母亲后离开公司，只有一小部分人是为了全身心投入为人母的工作，大部分女性则是不得已抱恨离开，因为她们发现自己晋升希望渺茫，遇到了事业瓶颈。公司暗示她们不再适合做“职场人”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且非常微妙：她们常被诬陷利用弹性时间休息或减少工作量，或者被拒绝参与重要业务，抑或从自己曾经领导的项目调离。一位将近六旬的女校友如今回忆说：“我放弃第一份工作是因为我休完产假回来后，公司严密监控我的‘母亲时间’。”

另一位40多岁的女性说：“我照顾孩子时找到的弹性兼职工作从来就没有让我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另一位女性则告诉我们，即使找那样一份工作也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成功就是成功地融合事业和家庭。我想我可以减少工作时间去做兼职，等孩子长大后再做回全职。但我的行业提供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兼职职位。”还有一位女性讲述了她因能力得不到发挥而离开职场的经历：“我3年前辞职是因为工作没有带给我新挑战，让我觉得很无聊。我得到的评价很高，而且那家公司很喜欢我。兼职女性想要挑战性低、轻松的工作。这种观点先入为主。但我想找有挑战性的、正规一些的工作。做兼职让我脱离了评估系统和晋升轨道。”

谁的责任重大？


在做全职工作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中，男性相比女性更可能拥有直接下属、承担损益责任和担任高管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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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对工作满意？


从以下4个方面看，男性对工作明显比女性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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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庭责任让女性无缘高升吗？

我们调研了这些毕业生，是选择做兼职还是休息一段时间去照顾孩子，也追问了他们这样做的次数。这些因素都不能解释高管人数上的性别差距。

我们还想了解辞职当家长如何影响女性的职业轨迹。我们问调研对象在其事业各个阶段中都请过什么假，结果发现28%的X一代女性和44%的婴儿潮一代女性，都曾在某个时期有超过6个月的休息时间去照顾孩子。相较之下，这一数字在两代男性中仅为2%。

女性会离开职场一段时间能够解释为何女性获得高级职位的可能性较小。毕竟，人们常说高级别领导者需要有长年累积的专业经验，而女性之所以不太可能担任高管职位，就是因为她们休息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但我们决定更深入调查。我们控制了年龄、行业、部门及组织规模等变量，分析了与家庭地位和育儿方式相关的一系列因素，以便明确是什么导致很少女性出现在最高管理层。但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我们既调研了这些毕业生是选择做兼职还是休息一段时间去照顾孩子，也追问了他们这样做的次数。我们询问了他们因顾及家庭责任而调整事业的一般做法，比如限制旅游次数、选择更有弹性的工作、放缓事业发展速度、平级调动、辞职或者放弃晋升机会。女性较男性更有可能作出这些决定，但这些因素都不能解释高管人数的性别差距。事实上，在公司等级体系内，最高管理团队的领袖与其下属相比，更有可能因顾及家庭而作出调整事业的决定。撇开事业改动和育儿决定不提，我们甚至还研究了单纯做一名家长，会有什么影响。答案是没有。经过多番调研，我们的核心结论，即哈佛商学院女校友获得高级管理职位的人数不及男校友，仍没有改变。

我们不认为这些出人意料的发现就是这一课题的最终结论。但它们的确说明，我们在以下两个问题上需要更缜密的数据。一是职场男性和女性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进行权衡并作出决定；二是如果我们知道家庭责任对男性及女性事业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将如何进行。我们并不是要证明个人对工作和家庭的取舍与他们事业成就毫无关联。但有一点很清楚：传统观点不完全成立。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我们将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此外，我们希望其他研究人员也开始这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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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距仍在延续

尽管有资格和资历的女性，在各行业、不同机构获得最高职位的人数在上升，尽管许多组织致力于培养高潜力女性雇员，在晋升高级职位方面，男性和女性之间仍存在性别差距。

在商业世界里，《财富》1000强企业的CEO中，女性所占比例只有5%，而且她们中的有色人种女性屈指可数。20%的专业服务公司CEO为女性。在这一领域的两性差距虽较小，但仍很明显。

此外，尽管公众对董事会女性成员非常感兴趣并极关注她们，但在《财富》500强企业中，女性所占董事会席位不到20%，而且她们的人数只是在近些年才上升一些。有色人种女性在《财富》500强企业董事会中所占席位更少，不到5%。

从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职业轨迹，到女性领袖的经历，再到组织结构和文化对女性晋升的影响，学者正研究这一系列课题，以便更好地了解性别差距为何仍在延续以及如何消除差距。

资料来源：Catalyst





男女对工作和家庭的期望不一致吗？

大多数女性都期望，自己的事业和伴侣的一样重要，但她们中很多人的期望落空了。

我们还想更多了解事业满意度和工作与生活融合度方面的性别差距，所以我们调查了研究对象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事业刚起步时的期望以及他们在之后岁月里的经历。终于，我们发现一些线索，可以说明为何女性和男性不能同样实现自我价值。

超过一半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男性称，他们离开哈佛商学院后，希望自己的事业比配偶或伴侣的重要。在这两代毕业生中，大多数（83%）称自己已婚，而因为我们没有关于他们性取向的可靠数据，所以我们假设他们的伴侣都是异性。因此，我们称这些男性有“传统的”职业期望，并以此指代男性事业比较重要的家庭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白人男性，这种期望在有色人种男性中并不十分普遍。相比39%的前者，48%的有色人种男性预计配偶的事业和自己的同等重要。与此同时，不分种族和出生年代，大多数女性都认为自己的事业和伴侣的一样重要。只有7%的X一代和3%的婴儿潮一代女性期望女性事业可以比男性的重要，持此种观点的男性则更少。我们称这种结构偏“激进”。

在这一方面，多数毕业生选择了传统生活。将近3/4的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男性称，他们的事业确实更重要，这一数字比他们中之前如此预期的人要多。同时，很多要求事业平等的女性期望落空。尽管大部分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女性称，她们与伴侣处在平等或激进的关系中，但其余人认为她们的事业遭到轻视。这一比例（40%）几乎是离开哈佛商学院后，期望接受传统模式者的两倍。调查结果在不同种族人群中差异非常大，比如黑人女性最不可能找将自己的事业视为优先重要的伴侣。

我们曾问过一组有关育儿的问题：离开哈佛商学院后，期望拥有伴侣和孩子的毕业生（91%）原本预期怎样分担育儿责任，以及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分担的。我们发现，所有研究对象在这方面的期望都比对事业重要性的期望更传统。他们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超过3/4的男性期望伴侣能够负起育儿的大半责任。抱有此类想法的黑人男性人数则要少一些。同时，约一半女性期望她们负责大部分育儿工作。拉丁裔女性（40%）期望承担主要育儿责任的人数最少。

对育儿的期望也许能解释，为何原本追求事业的女性毕业生接受了传统模式。大约一半期望事业平等的女性也认为，她们应在家庭中做大部分育儿工作。但是如果女性的首要任务是育儿，其事业的重要性就很有可能会不及其伴侣的事业。这大概就解释了为何她们的职业满意度更低。

最终还是传统家庭模式占了上风。大部分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女性都负起了家庭中主要的育儿责任。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男性中，称其配偶接受如此安排的人更多。黑人男性和女性接受传统模式的可能性最低。他们的比例比以上数据低了大概15%到20%。

尽管期望以传统方式分担育儿责任的女性，比期望以传统方式安排事业重要性的女性多很多，男性和女性在这两方面都相差甚远。女性可能更期望两性平等，也更可能发现期望破灭。我们还看到，男性事业较成功无疑也使女性看到其期望与现实之间差距的加大。她们中太多人见证了伴侣的事业腾飞，而自己的则相形见绌。

不管解释为何，这一落差让男性和女性都付出了心理代价。相比抱有平等期望并在家庭中拥有平等伴侣关系的女性，最初抱有平等期望但最后接受更为传统模式的女性，对其职业发展更为不满。

除了那些事业与其伴侣平等，而且担负同等育儿责任的女性，总体来看，女性较男性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更为不满。相反，期望传统模式，实际上却保持平等伴侣关系的男性比实际接受较传统模式的男性更为不满。这也许反映了一个根植于文化中的理想模式，即工作是男性的特权。的确，处于传统伴侣关系中的男性对事业满意度会更高，而接受如此安排的女性满意度则较低，不管她们当初是如何期望的。

针对“传统”事业取向的不同期望和实际情况


绝大多数男性期望处于“传统”伴侣关系中，这样他们的事业就会比伴侣的更重要。他们的期望甚至被过多满足。极少数女性期望伴侣的事业更为重要，但对大约40%的女性而言，这就是她们的实际情况。



[image: ]


针对“传统”育儿观点的不同期望和实际情况

大部分男性期望伴侣担负主要育儿责任。他们的期望都得到满足，甚至被过多满足。在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人中，黑人男性有如此期望的人数和此类实际经历的人数相对要低，分别占68%和72%。一般女性期望负起育儿大部分责任，超过2/3的女性接受了这种模式。然而，在黑人女性中，只有53%的人主要负责育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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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会改变现状吗？

现在事业刚起步的青年可能会改变职场规则，这一想法让人期待。毕竟，仅仅几代人以前，女性还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并被许多工作拒之门外。难道性别平等的观点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得到普及吗？很可惜，从我们对千禧一代MBA毕业生的调研结果来看，我们认为不会这么简单。这些男性和女性在事业和人生初期所期望的成功和他们前辈的想法一样矛盾，并且不切实际。

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观点完全一样。在所有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中，千禧一代男性相比更年长的男性，期望自己的事业更重要的可能性较低。他们也不太可能期望其伴侣做大部分育儿工作：1/3的人希望负同等责任，只有22%的X一代和16%的婴儿潮一代男性持同样观点。千禧一代还有其他特殊之处：当我们问他们现在如何定义成功，他们给出职称、进入最高管理层或类似有关地位的回答的次数比年长者少。

但就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最年轻一代男性的期望还是比其女性同学要传统。3/4的千禧一代女性期望自己的事业至少比伴侣的更重要。尽管2/3的千禧一代男性期望伴侣负责大部分育儿工作，但不到一半（42%）的千禧一代女性预计她们会那样做。

我们要强调一下，42%仍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这些年轻女性可能会发现自己因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而事业重要性降低，就像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女性所经历的一样。只有10%的千禧一代毕业生生育了孩子，而且他们还处在事业初期，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这些期望与现实出现落差后，最终又会如何演变。但就以往年代的人的情况看，改变不会很快出现。

千禧一代也期望维持“传统”伴侣关系吗？


一半千禧一代男性期望自己的事业比伴侣的重要。只有1/4的千禧一代女性期望伴侣的事业更重要。（左图）

2/3的千禧一代男性期望伴侣承担大部分育儿工作。不到一半千禧一代女性期望她们负主要责任。（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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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介绍

“哈佛商学院学生毕业后生活及领袖路”调研始于2012年10月，结束于2013年2月底。调研对象为MBA、DBA及PhD毕业生以及高层管理教育项目中一系列领导力培训项目的毕业生，总计超过2.5万人。其中，MBA学生人数最多，他们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

我们调查的女性校友大概有1.2万人。与此同时，我们分层随机调查了1.4万名男性。大概有1万名婴儿潮一代和1万名X一代毕业生参与调查，另外一小部分调查对象为千禧一代和年龄超过67岁的毕业生。调查应答率为25%——在同类调查里算是高的应答率。应答率在不同年代的调查对象中相差不大。按照标准报告程序，本文所有百分数已加权。我们还在文中分析了调查结果，以了解不同种族的毕业生观点和经历有何不同；本文记录了不同种族之间非常明显的差异。

研究团队为查找可能存在的无应答偏倚（指参与调查的人与受到调查但没有参与的人之间的系统差异），多次分析了调查结果。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明此类偏倚的证据，而且我们确信这些结果准确反映了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观点。





破除偏见，改变现实

女性最大的职业障碍就是她自己的看法，这已成为一种共识，而且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认同这一看法。从“选择性退出”到“战略撤退”，我们谈论女性事业的方式往往倾向于强调她们情愿减少参与或放弃机会、项目和工作。导致她们如此抉择的前提似乎是女性相比男性更不在乎事业，或者为人母的女性不想从事重要且有挑战性的工作。

但是这种编造的论点不能反映事实，至少对哈佛商学院女性而言，那不属实。我们甚至大胆认为，对其他许多受过高等教育、以事业为主的女性来说，那些谈论都不属实。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女校友极度看重事业成就和工作中自我价值的实现。她们还要求其事业应与伴侣的事业同等重要。就像工作之余的生活（包括家庭关系）对男性很重要一样，对她们来说也如此。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些成就很高的人中，发现高管层人数的性别差距呢？答案似乎不是女性离开职场是因为她们要当全职母亲，其实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女性会这么做。她们进入最高管理层可能性更低的原因也似乎不是女性（或男性）为履行个人和家庭义务而不得不调整事业，比如不再做全职工作或者暂缓晋升速度。

我们呼吁组织就事业成就存在性别差距问题，制定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刚做过兼职或休息了一段时间的女性应有更多进入全职工作状态的切入点，而公司须提供一定帮助。我们的调研结果明确说明，公司除了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和其他“服务家庭”的政策外，还应有更多措施留住并培养高潜力女性。

女性正在向前迈进一步。大多数位于最高管理层的女性已经做到了，她们像男同事一样，既担负起家庭责任，也能长时间工作。女性想要更有意义的工作，更有挑战性的任务以及更多职业发展机会。安尼－玛丽斯劳特指出，现在是公司该向前一步的时候了。它们应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如何将不分员工性别或育儿角色的公平竞争环境制度化。

公司应警惕那些心照不宣但又严重束缚女性职业发展的观点。很多人认为雇用高潜力女性比雇用同等素质的男性风险更高，因为她们为人母后较容易放弃事业。这种看法是女性面临的又一偏见。一位而立之年的女性称，“我想过不戴订婚和结婚戒指去面试，这样面试官就不会对我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以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判断我的敬业程度。”

但应承认，人生进入这一阶段后非常困难，而且让人心理负担很重。对家庭生活和关系所作的决定往往是极度个人化的。“向前一步”是女性奋战职场的战斗口号，但通过我们的调查，我们认识到谢丽尔桑德伯格的另一口号，“让你的伴侣成为真正的伴侣”也同样关键，而且更适合年轻又看重事业成就的女性，因为她们想要获得有意义并让其充分展现自我价值的事业。

很多哈佛商学院女校友认为，自己处在比伴侣事业低一等的关系中，这与多数人毕业时的预期往往相悖。我们觉得这一发现很有意义。这说明处于不太平等伴侣关系的女性会感到非常失望，尤其是当她们的事业可能因此停滞不前的时候。女性可能因事业受阻而从事更多育儿工作，这让她们默认了自己的配角地位，并把自己的工作放在次要位置。

与此同时，男性作为家庭一分子，负起养家重担并减少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因此感到压力很大。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听到很多男性称，他们因想和孩子团聚时间多一些、工作时间少一些，遭到公司甚至社会的谴责。一位32岁的男校友称：“我为保持家庭与工作的平衡而努力，可现在，我在职场和家中都不受欢迎。”

简言之，我们不仅发现男女之间存在事业成就和满意度差距，还发现女性对其未来事业期望与其实际事业发展情况的差距。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男性和女性在事业起步时有很多共同点，比如拥有MBA学位、志向高远和为成为领导者而准备充分。但两性事业轨道为何差距如此之大？也许现在该在家庭、职场和校园里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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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达美航空CEO：

用创新思维重振破产公司

Delta's CEO on using innovative thinking

to revive a Bankrupt Airline

理查德·H·安德森（Richard H. Anderson）| 文

李茂 | 译　万艳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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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达美航空走出破产保护后，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举措，比如实施员工利润分享计划和收购一家炼油厂等，最终让这家美国航空公司重新成为行业领头羊。






美
 国达美航空（Delta）公司深知传统商业模式的危险。几十年来，航空业目光短浅，很多决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企业与员工关系非常恶劣。2007年，在达美航空公司走出破产保护后，我们决定重振旗鼓，做出改变。

达美航空拥有卓越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和优秀的人才，董事会成员有多元化的专业背景。我们认识到：只有战略正确才能看清前路，从而突破重围甩开对手。

我们每年把公司税前利润和管理薪酬的10%以奖金的形式发放给员工。

和其他航空公司一样，我们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适应新的市场现状。我们需要与美国的航空公司合并，与外国的航空公司开展合作，以此来扩大规模和地域覆盖；我们需要改进和重组机队及机场运营；我们还需要改变定价模式。这些我们都做了。但是，我们意识到传统做法远远不够，要想重返巅峰，达美航空必须进一步强化企业文化，采取更具创新性的战略。

经过两年的重组，我们启动了员工利润分享计划，该计划让达美航空区别于同行。我们每年把公司税前利润和管理薪酬的10%以奖金的形式发放给员工。2008年，达美航空与西北航空实现合并。一年后，我们增加了员工持股计划，将公司15%的股权分配给飞行员、乘务员、地勤人员和后勤人员，这在航空业同样独一无二。

此外，我们收回了机票预订系统，成为美国惟一拥有并控制此项关键运营数据的航空公司。通过购买3家海外航空公司（墨西哥国际航空公司、巴西GOL航空公司和英国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少量股权，我们进一步深化海外合作关系，并加强了与法国荷兰联合航空的现有联盟关系。我们还通过收购一家炼油厂进行垂直整合，更好地进行燃油成本管理。此项收购曾在航空业和石油业掀起轩然大波。

现在达美航空是全球最健康、最盈利的航空公司之一，在航班准点率、避免航班取消、行李处理和客户服务等数据上排名表现突出。这些成绩得益于达美航空在组织结构和运营上的新思维，以及公司让员工全身心投入，共同运营一家一流航空公司的决心。目前达美航空已重返标准普尔500指数，凸显我们作为一家美国领先工业运输公司的地位。经过多年徘徊，达美航空重新成为行业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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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走出破产保护

回到2004年，达美航空根本无法想象如此光明的未来。当时它正处于破产保护，处于相同境遇的还有它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联合航空、美国航空和西北航空。前西部航空CEO杰拉尔德格林斯坦（Gerald Grinstein）本已退休，但他临危受命，出任达美航空董事会主席，负责重组事宜。他很快找来推动公司后来发展的两个关键人物：达美航空现任总裁艾德巴斯蒂安（Ed Bastian）和负责网络规划与营收管理的执行副总裁格伦豪恩施泰因（Glen Hauenstein）。2007年4月，当公司再次具备偿债能力时，他邀请我加入董事会。同年9月，我受邀出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董事会曾提出将CEO和董事会主席的职位合二为一（达美航空的这两个职位在2004年一分为二），但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认为，保持高层权力分散，以及保持董事会的活跃是运营一家全球性公司最健康的方式。

达美航空是一家庞大而复杂的机构，我没有管理好它的十八般武艺，所以我需要一些聪明人的帮助，比如艾德和格伦，他们两位都是极棒的合作伙伴，还有我们的首席运营官吉尔韦斯特（Gil West），他是一位专家，具备让飞机准时起降的能力。好帮手会令工作变轻松，多元化的人才也让公司拥有更加全面的视角。

作为领导团队，我们的第一大挑战是推进不可避免的行业整合。为此，我们成立委员会，专门评估各种并购机会。在接下来的12-15个月，委员会碰面近30次商讨潜在的交易。并购的确需要深思熟虑，我们想要一家网络和资产与我们互补的航空公司。我们不想发起恶意收购，因此交易必须能获得司法部的批准并能成功合并，同时，我们决意保留自己的文化。西北航空公司拥有太平洋和美国中西部航线，是惟一合适的标的。在两家公司走出破产保护不到一年后，我们完成了这项交易。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重组机队，加强与合资企业的伙伴关系，加大产品投资，重新定价，以此更好地控制成本（尤其是燃料费）与满足各种消费者需求。但是，这些目标在航空业和其他行业司空见惯。达美航空之所以表现卓越，关键还是在于它拥有优秀员工以及不按牌理出牌的行事方式。



让员工身心投入

1929年，一架载有1名飞行员和5名乘客的飞机，从达拉斯飞往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途经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和门罗，这是达美航空的第一次载客飞行。80年后，达美航空的领导团队重温了创始人伍尔曼（C.E. Woolman）的文字，从他的使命声明和员工手册中汲取灵感，开发出一套基本准则来规范员工行为。我们称之为“路之法则”（Rules of the Road），并于2007年底发给所有员工。此后，每位新员工都会领到一本。这些原则始终是我们的行动纲领，随着公司的发展它们不断演进。

我们的目标是明晰公司的优秀文化，比如勇往直前、开诚布公、严明财务纪律和高效率运营，这些文化我们应予以保留。有些规则制定得极为详细，比如“不要打断他人”，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坚信行为是价值观的体现。我今年59岁了，有时候还会被提醒在他人讲话时保持安静。

随后几年，“路之法则”和杰拉尔德制定的利润分享计划，为公司的员工关系和薪酬策略定下基调。我们希望继续奖励员工在公司困难时期展现的坚强毅力，同时激励他们推动达美航空向前发展。除了期权计划，我们还想办法给员工加薪。即便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当时油价飙升至每桶150美元以上，公司利润大大减少，我们依然咬牙给员工加薪。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们确保公司里的每个人——高管、飞行员、乘务员、地面机组人员——享受相同的福利和退休计划。与此同时，我们管理层的薪酬要比同等规模的公司低不少。

对达美航空的员工，情人节是个特殊的日子，那天公司会发放利润分享支票。2014年情人节，达美每位员工收到了一张相当于他们薪水8%的等额支票。10月份，我们还提前兑现了2014年度的利润分享。即便如此，我们预计2015年情人节的支票发放额度仍会是史上最大的一次。美国其他蓝筹公司的利润分享水平远比不上我们。

达美航空的员工组织曾9次拒绝加入工会的建议，除了中东的航空公司，我们是惟一没有加入工会的大型航空公司。但是，我们与公司的大型联盟——航空飞行员协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很多人都希望加入达美航空：最近一次空乘人员招募中，我们有1400个职位空缺，收到了简历数达到10万份，公司其他职位同样供不应求。我们的员工调查显示，90%的员工会向朋友和家人推荐达美航空的工作职位。



虚拟合并与垂直整合

我们通过收购一家炼油厂实现了垂直整合，这一收购曾在航空业和石油业掀起轩然大波。

达美航空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资产管理、国际合作和供应链都独树一帜。这种创新是公司的传统。大约50年前，达美航空发明了现在业内普遍使用的轴辐式（hub-and-spoke）模式。我们的目标是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控制权，收回机票预订系统就体现了这一目标，我们不再依靠第三方来管理数据，这样能让预订系统顺着公司需求的方向演进和发展。

在最重要的国际航空市场，我们通过入股巴西、墨西哥和英国领先的航空公司，实现了与强大合作伙伴的虚拟合并。由于政府法规不让航空公司通过跨境并购获得外国航空公司的所有权，所以达美公司通过入股建立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它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一个真正全球化的网络。

当然，我们的联盟策略必须与客户需求保持一致。巴西占了美国到南美航班的最大份额，而GOL航空公司是巴西最大的航空公司。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刺激下，墨西哥经济蓬勃发展，稳定的经济以及对工作渴望的劳动力吸引着商务人士，度假者则喜欢它的海滩和历史古迹，所以我们与该国一流的航空公司建立了独家合作关系。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拥有庞大的欧洲网络，在希思罗机场（该区域最重要的枢纽）的吞吐量排名第二；当新加坡航空公司打算剥离它持有的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49%的股份时，我们做了认真的评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

这些投资给我们的乘客带来更加紧密衔接的旅行。另外，成为海外合作伙伴的董事会成员，也深化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与竞争对手不同，我们对合作伙伴一视同仁，竭力使它们变得像我们一样成功并且盈利。我们与每家盟友都延续了这种做法，比如，虽然没有入股法国荷兰联合航空，但是我们与他们共同运营和分享了120亿－130亿美元的跨大西洋业务。这种模式在业内独树一帜。

在过去几年，达美航空最另类的行动莫过于收购费城外的Trainer炼油厂。喷气燃油是公司最大的一笔开支，每年花费高达120亿美元，我们希望为公司的全球业务提供稳定的燃油供应，并找到最佳实践方法。此前，我们一直和同行一样使用套期保值、期权策略以及动态票价，以使自己免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但是几年前，我们决定往前迈进一步。与其受石油生产商控制，我们不如挺进石油业，通过垂直整合，获得对供应链的控制权。

当时，东海岸的许多炼油厂面临关闭；炼油产能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使得我们的成本更加高昂。起初，我们考察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炼油厂，结果不合适，但是我们将它的经理和一些团队成员收至麾下，开始构建内部专业知识。后来，Trainer炼油厂进入我们的视线。

在我的任期内，达美航空坚持不做过多的顾问咨询。我们认为自己比外人更了解公司业务。但是在收购炼油厂时，我们聘请了顾问帮忙权衡利弊，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这家炼油厂关闭或者被合并，我们的燃油成本会上涨10%－15%；如果我们收购了它，燃油成本就会降低。这笔交易的收购价比较合理，在1.5亿美元左右，与一架新波音787的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决定把它买下来，该举动在航空业和石油业引起轩然大波，不过这也让我们确信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炼油厂和石油垄断联盟批评我们，那正好说明我们做出了正确选择。

此后，我们进一步扩大石油团队，邀请几位原油交易员和道达尔石油公司北美子公司的前总裁加盟。我们还长期租赁了一艘船，负责将墨西哥湾的原油运输到东海岸，这样我们就在费用大减的情况下实现了自给自足。当公司在大宗商品业务上立足后，我们在套保、购买、精炼和运输燃油等方面也做得更加游刃有余。作为一个独立实体，Trainer炼油厂在过去两个季度里盈利微薄。但它带给我们的真正优势是对价格的影响：过去的两年里，我们每加仑燃油平均成本比行业低5－10美分。



创新永不停歇

美国航空业仍身处困境——失宠于投资者，被消费者嘲弄。但是达美航空却能独善其身。我们已经实现持续盈利，给我们的员工和股东带来回报，并不断投资，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业内最好的服务。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这与我们独特的文化、人才和战略密切相关。我们的团队每天都坚持将创新思维贯穿和应用到整个组织。比如，最近我们成为第一家调整常规旅客计划的大型航空公司，由积攒航空里程数转为积攒机票消费额度。我们一直积极开拓辅助业务，包括飞机维护、维修和大修；私人飞机服务；假期整合套餐等，并将它们变成重要的现金流来源。很多竞争对手将资金用于购买新飞机，而我们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机队策略——将新飞机和翻新过的旧飞机结合起来使用，大大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达美航空还是第一家大幅停用50座飞机的航空公司，因为燃油价格的飙升让该类飞机变得十分低效。

类似的举措数不胜数。在大多数情况下，达美航空选择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我们坚持团队合作是这些举措得以实现的原因。公司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结成群，去打猎。”上至管理层，下至一线员工，面对每一个挑战和机会，我们都是团队应战，团队里的每位成员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这种团队合作的能力让我们总能别出心裁，出奇制胜。这种文化正是达美航空的独特企业文化，我们让创新重新回到了航空这个曾经因为创新而闻名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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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美航空资料和数据

成立：1924年

总部：亚特兰大

员工数量：77755人

收入（以10亿美元计）


来源：MARKET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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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

中小企业如何借力成长

姚远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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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大数据应用无法落地的原因是企业没有大数据思维。拥有大数据思维，并不是指任何决策都参考数据，也不是要求所有问题都足够精准，更不是花巨资打造大数据系统或平台。






普
 化永道于2014年10月发布了中国大数据现状和趋势分析报告，报告研究了大数据应用在中国的现状和企业的关注点。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在制定决策时使用大数据，但调研同时表明，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大数据应用上存在这一些误区。那么大数据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趋势是什么，中小企业又将如何应对挑战呢？



大数据决策影响的趋势

大数据对企业决策最重要的影响，不是大数据本身，而是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大数据价值的实现，在于数据与数据间的连接。

企业对大数据的应用主要可分成三个阶段。在2010年到2012年之间的第一阶段，大数据应用关注数据和机器的关系，局限于传统的IT思维，只不过在很多小数据应用上贴上了大数据标签；从2013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关注数据与人的关系，可视化和预测应用成为了市场的宠儿；2014年之后，大数据应用的重点已经转向分析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这要求对企业大数据应用进行开放式的创新：从数据的开放、共享和交易，到基础处理和分析平台的开放，再到价值提取能力的开放。（参见后文：什么是大数据开放
 。
 ）

普华永道此次的调研亦表明，大数据对企业决策最重要的影响，不是大数据本身，而是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大数据价值的实现，在于数据与数据间的连接。

以谷歌的一项数据处理功能为例。谷歌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情——能在不懂某个网页语言的情况下，知道网页所讲的内容是什么。试想一下，如果你懂俄语，看出俄语网页里在讲什么当然很简单。但是，如果你不懂俄语，仅仅通过看字词的排列和网站的分类，就知道网页的内容，这是不是很令人惊叹？

这就是一种利用数据间的联系建立起来的知识图谱，知识图谱并不是数据，但它产生的结果要比单纯的数据搜集有价值得多。

除此之外，大数据对企业决策的影响还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企业在重视获取大数据的同时，开始意识到要抓住大数据的机会并从中获取商业价值，需要使用先进的分析方法。从前我们通过对市场、行业和业务洞见来分析市场形势，传统的BI方案（商业智能方案）也能给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然而，大数据分析是全量数据和多数据类型，相对抽样研究，能更能精准体现数据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引入新的技术来提升解读数据价值的能力，比如机器学习和预测能力。此外，数据探索、捕捉实时流动的大数据并把新的大数据来源与原来的企业数据相整合等，也将帮助企业攫取大数据的商业价值。

第二，在应用大数据的同时关注小数据。小数据强调的是定性和定量分析。大数据强调的是趋势和融合分析。小数据的分析往往是面对一个业务主题，而不是行业趋势或热点。小数据在做数据取样和验证结果时能对大量的、宏观的数据分析进行补充。当然，最终我们要获得的是数据价值本身，而不仅仅是把它分为不同类型的数据。所以，无论是大数据还是小数据，都需要我们把所有类型的数据碎片化后，运用先进的关联手段来建立其价值链，通过定制价值路径让数据的价值快速推送到商业应用中。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企业知识库建设的原因——实现企业数据价值的变现。

第三，在数据的搜集和处理过程中，建立数据属性标签。我们常把数据属性标签比喻成脸谱勾画，通过数据属性标签我们可以更容易识别数据的不同特征。数据标签的属性是指在使用数据前，企业要了解数据的场景以及数据是如何进入这个场景的。因此，数据属性管理的层级化和维度化就变得十分必要，而在将数据属性标签化之前，就说数据如何起了作用也是不现实的。



建立大数据思维

在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大数据应用无法落地的原因是企业没有大数据思维。拥有大数据思维，并不是指任何决策都参考数据，也不是要求所有问题都足够精准，更不是花巨资打造大数据系统或平台。大数据思维是“数据借力”。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建立大数据思维通常面对的几个挑战：


第一，大数据应用和商业回报间的矛盾。
 未来的大数据应用一定是可定制的、可在云上打包的服务，即将业务、数据、分析能力多面定制，一起打包。企业需要可快速部署和有明确ROI回报的应用，这涉及到数据的质量和丰富度及业务人员对数据的依赖度。这需要企业内各个部门的有效协作，并规避无法确定的风险，比如分析结果的不确定性，业务场景的复杂性，人员的能力缺失等。

传统手段，比如通过社交媒体、邮件、网络文本等获得的数据量非常庞大，但解破这些数据的关系和价值却给企业带来巨大挑战。企业希望成为数据的主人，但在辨析数据的有效性、能带来哪些商业回报，以及如何帮助决策等方面却缺乏有效工具。


第二，海量数据与核心数据间的矛盾。
 要做大数据，首先要了解自己的企业，或者企业所在的行业的核心是什么。调研中我们发现，有很多企业在竞争过程中，最终不是被现有竞争对手打败，而是被很多潜在未知的竞争对手打败的。

举例来说，大部分人都认为亚马逊是做电商的，但其实亚马逊现在最主要的收入来自云服务，也就意味着亚马逊的核心数据（价值）是云服务。只有在此基础上，亚马逊建立的大数据才是有效的、服务于战略的。


第三：内部数据与外围数据间的矛盾。
 企业所获取的数据，很大一部分是内部数据，这让企业面对另一个挑战，如何让内部数据与外围相关数据产生联系并使之成长。只有让内外部数据的交融在用户场景中，才能为业务用户描绘更精准的业务发展空间。


第四：规律发现和规律失效间的矛盾。
 普华永道的调研显示，从大数据应用总结出的规律来看，建立失效预警是特别必要的。当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一个规律，并在现实中应用时，必须要设立一些预警指标。当指标达到一定程度，既表明之前发现的规律已经失效，必须发现新的规律、建立新相关指标，这称为数据价值的有效性。

没有根据实际应用场景的变化而及时更新的数据，挖掘得再多都是无谓的浪费，熟练应用失效预警，企业才能培养起团队对数据真实有效的敏感性。



中小企业的数据借力之道

对中小企业而言，购买大数据，雇佣专业团队成本偏高，建立大数据思维、理智对待大数据应用的热潮才能将数据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最优化。应对以上建立大数据思维的四种挑战，中小企业“数据借力”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做好数据价值调研。
 企业在购买搜索关键字、投放DSP（精准定位人群）的广告等大数据业务前，要先做调研，对数据是否能带来期望的商业回报做到心中有数。比如，可以考察行业内是否有较多成功案例再做决定。若成功案例不多，必然有一些难以跨越的障碍，购买前就需要三思。


第二，确认核心数据属性，建立海量数据与核心数据；内部数据与外部数据间的关联标准。
 在此方面企业可遵循以下步骤：

第一步，确立核心数据标准。比如，CRM和客户营销数据一定是核心数据。

第二步，归档外围数据。比如，将线上线下举办的推广活动中收集的消费者的信息，归纳入CRM的系统。

第三步，扩展常规上下游渠道的数据。比如，做快销行业的企业，就可以尽量获取沃尔玛、家乐福的数据，并与自己的CRM结合，为企业下一步做市场营销、推广、产品创新等建立指导。

第四步，与社会化媒体数据建立联系。社会化媒体产生的数据是外围数据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它们在客户的获取和营销上没有强大的运营平台，因此社会化媒体产生的数据，对它们来说尤为重要。但如果只搜集而没有跟这些数据的发布者建立联系，那么这些数据就毫无价值。


第三，用虚拟人脉交换来获取数据。
 对中小企业而言，数据的缺失是一种常态。它们可以通过扩展人脉，来加强对数据的获取能力。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建立企业自媒体。传统的虚拟人脉的建立主要基于社交媒体上的互粉、互相介绍，而企业自媒体的人脉互相交换，则能更好地实现各取所需，在不同行业领域的交换。企业还可以通过线下人脉寻找优质的高端群体用户。优质用户虽然人数不多，但通过收集其详细资料、分析其行为爱好，将相关分析存储到自己的系统中，就能形成优质的大数据资源。


第四，在关注大数据的同时要关注好小数据。
 企业的大数据起步，要从小数据开始，从核心数据开始。以业务为主导做好小数据，有助于企业做好企业内部的精细化管理、对市场的观察，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规划。


第五，赋予高管更多的权力。
 做好大数据应用需要企业内部建立大数据文化，比如，更灵活的部门间协作的机制，管理人员使用数据分析模型的习惯养成等。这要求企业赋予高管更多的决策权，以帮助高管突破制度限制、协调资源、协同合作，并积极应对大数据挑战。

大数据不是大企业所拥有的特权。通过各种手段因地制宜的打造企业在数据获取和分析上的能力，所有企业能面对新经济环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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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大数据开放

大数据的价值评估，需要从社会效益、企业效益、个人效益和产品效益来综合评价。比如，金融数据和电商数据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像小微贷款那样的互联网金融；电信数据和政府数据相遇，可以产生人口统计学方面的价值，帮助城市规划人们居住、工作、娱乐的场所；金融数据和医学数据在一起，可以发现骗保；物流数据和电商数据凑在一块，可以了解各个经济子领域的运行情况等。

可见只有将数据开放，即让不同领域的数据真正流动起来、融合起来，才能最终释放大数据的价值。


数据开放的三个维度：



1、狭义的数据开放


狭义的数据的主体是政府和科研机构，即把非涉密的政府数据及科研数据公开。但是数据开放不等于信息公开。数据不等于信息，信息是从数据里面提炼出来的内涵。而且数据开放应该是一种主动和免费的开放，而不是经常被探讨的“申请信息公开”。


2、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开放


有了大数据思维，企业就会希望加快建设平台，投资相关的硬件和软件。但如何存储，处理并结合云对企业是个挑战。因此基础设施的开放对很多无力建设自己平台的中小企业来说就非常重要。一些拥有庞大平台的企业，如谷歌，亚马逊已经开始积极尝试，比如提供基础数据处理和分析平台。


3、价值挖掘能力的开放


当我们在挖掘数据的时候，最主要的是在业务中体现其价值。但大数据具有非常明显的两面性，某些大数据是十分重要且有价值的，但绝大部分离散的数据是无用的。这让挖掘大数据一方面可以产生高价值，但也可能给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

所以开放价值挖掘能力对降低数据应用的门槛非常重要。让数据价值平民化和市场化。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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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门、跨地域的虚拟团队正成为流行。通过满足“合适的团队、正确的领导、恰当的接触点以及合适的技术”这4个条件，虚拟团队能够突破协作障碍，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研究显示，分散各地的团队如果管理得当，其业绩能够赶超共用办公空间的团队。利用虚拟团队能够提高员工生产力，在一些组织中这种增效可达43%。



“
 虚
 拟”团队指成员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团队，这种形式日益流行。随着公司覆盖的地域不断扩大，远程办公逐渐成为家常便饭，许多工作小组设立了横跨多个地域的办公室，共享办公空间、私家住宅以及酒店房间。我领导的Ferrazzi Greenlight公司近期对1700名知识型员工进行调研，其中7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总是或经常与分散各地的团队合作。借助笔记本电脑、无线网络以及移动终端，绝大多数专业人士都能随时随地完成工作。

虚拟团队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员工不但能够更灵活地平衡工作与私人生活，还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同事交流。公司能够用上全球最好、最便宜的人才，同时大幅降低租用办公室的成本。

但是，管理虚拟团队并非易事。在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和阿尼尔古普塔（Anil K. Gupta）2001年进行的一项针对70个虚拟团队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其中82%的团队没能实现预期目标，33%的团队给出“极其失败”的自我评价。德勤在2005年研究了虚拟团队外包IT项目的效果，发现66%的团队没能满足客户要求。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大多数人认为虚拟通信不如面对面互动有效。近半受访者承认，各种协作技术令他们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然而，我们也不乏好消息。

2009年，来自波士顿咨询公司及德国WHU－奥托拜斯海姆管理学院的作者，进行了一项针对全球80个软件开发团队的研究。研究显示，分散各地的团队如果管理得当，其业绩能够赶超共用办公空间的团队。类似地，Aon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利用虚拟团队能够提高员工生产力，在一些组织中这种增效可达43%。

那么，你应当如何打造并领导一支高效的虚拟团队呢？市面上不难找到各种建议，但是我们总结出的这4项“必备条件”，是基于长年帮助组织突破协作障碍的研究与经验得出的，它们是：合适的团队、正确的领导、恰当的接触点以及合适的技术。管理者如果能采用以下简单易行但行之有效的举措，便能最大化释放虚拟团队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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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3的美国员工希望在公司担任管理角色，仅有7%的人向往做C级管理者。



来源：2014年CAREERBUILDER调查问卷












合适的团队

首先你要以团队构成为出发点。如果你雇用不到有能力远程协作的人，将他们组成大小适中的团队，并合理分配工作，那么你将竹篮打水一场空。


人员。
 我们发现，成功的虚拟团队成员拥有几个共性：良好的沟通能力、高情商、独立工作能力以及在不可避免的混乱中快速适应的韧性。

清楚意识到不同文化的存在，并对不同文化保持敏感，这种能力在一个跨国团队中尤为重要。领导者在构建团队时需要进行行为面试，或者如Myers-Briggs之类的性格测试，检测成员是否具备上述特质。如果你接手了一个团队，应该利用同样的工具深入了解成员，测评他们的弱点，然后在他们缺乏的能力上加以培训，鼓励团队之间互帮互助，并且思考如何给没有进步的成员重新分配任务。


规模。
 一项研究表明，今天的团队规模越来越大，有些处理复杂项目的团队甚至超过百人。但是根据我们与大型跨国公司或小型创业团队合作的经验，少于10人的小型虚拟团队效率最高。OnPoint咨询公司的研究佐证了这一说法：在他们研究的所有虚拟团队中，表现最差的团队都拥有超过13名成员。

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可理解为“滥竽充数现象”——译者注
 ）是原因之一。研究显示，当团队成员感到自己对结果不用负太多责任时，就会相应减少付出。团队规模一旦超过四到五人，这种现象便开始催生负面效果。

团队规模扩大的另一项挑战是内部沟通。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哈克曼（Richard Hackman）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一个5人团队中，所有成员完成相互沟通只需进行10次对话，但是在13人的团队中这个数字上升到78次。因此，要使团队表现达到最优，切莫大肆招兵买马。


角色。
 如果项目需要来自不同部门的成员协作，那么我们建议你将人员划分到适当的小分队中。我们采取的做法与MIT教授黛博拉安科纳（Deborah Ancona）提倡的“X小队”策略类似。她提议将团队成员分为三个等级：核心、运营以及外围。核心包括负责制定战略的高层。运营负责牵头，并在每日工作中作出决定，但是不负责处理核心团队负责的庞大问题。外围由临时或兼职成员组成，他们在项目特定阶段介入，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

Ferrazzi Greenlight曾与一家大型跨国制造公司合作，帮助该公司旗下一支分散的团队改善跨部门决策，特别是有产品供需关系的部门间的决策。这支团队由30多人组成，包括总部、运营以及部门领导，其中有些人要向团队之外的领导汇报。一部分成员掌握应付手头工作的关键知识，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成员徒有虚位。

当我们受雇前来解决问题时，团队成员深知自己的管理混乱，实现财务计划无望。于是，我们将所有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将团队划分为几个小分队，分别对能够达到的短期目标进行头脑风暴。在所有团队返回各自职能部门后，这些小分队保持远程联络。其中一个小组的短期目标是开展更大范围的交叉销售，这个由5位区域经理构成的小组很快便实现了目标：作为一个目标明确聚焦的小团队，他们发现，冰淇淋中大量使用的稳定剂能够替代某些稀缺试剂，卖给其他顾客，比如美发产品及水力压裂液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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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的挑战

地理位置上的分散只是21世纪员工面对的诸多挑战之一。纽约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卡伦索贝尔洛耶斯基（Karen Sobel Lojeski）与斯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理查德赖利（Richard Reilly）通过绘制三类距离表格，能计算出团队成员间的虚拟距离。

物理距离。地理位置上或时间上的分离，或者在不同部门与组织中的归属关系。

运营距离。团队规模的不同，成员付出努力的程度，面对面交流的时长，或者技术能力及支持。

心理距离。在相互依赖与预先存在的关系中，文化、地位以及其他层面的差异。

根据这几个类别，洛耶斯基与赖利按五分制为团队打分。他们发现，虚拟距离的增加会削弱下述表现：

信任—下降83%

创新—下降93%

满意度—下降80%

业绩—下降50%

不同楼层办公的同事间也存在物理距离，即便一起办公的同事间也可能存在运营或心理距离。但是这些相关问题在虚拟团队中更常见，也更严峻。





正确的领导

最近一项针对工程师团队的研究显示，管理远程团队成功与否，取决于管理者过去积累的经验。这么说来，我们发现新晋领导者通过实践下列行为，能够快速提升个人能力。这些行为的作用在面对面环境中至关重要，在管理虚拟团队时更不容小觑。


建立信任。
 信任以尊重和同理心为基础。因此，领导者应该在初期鼓励团队成员介绍各自背景，他们希望如何为团队增添价值，以及他们青睐的工作方式。Zappos创始人谢家华和林爱伦开创了一个名为“幸福传递”（Delivering Happiness）的完全虚拟管理的组织。他们采取了一种新颖的方式，让新员工在各自的工作环境中录一段视频，然后展示给团队其他成员。

这样之后，员工通过邮件、电话或短信相互联系时，会在脑海中对他人形成意像。记住，关系的建立是一种长期过程。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员工可以闲话家常，虚拟团队则鲜有这种机会。我建议，每次召开电话会议的前5分钟内，让团队成员分享一个事业上的成就或者个人近况。这或许是在团队成员身处异地时，克服隔阂感的最简便方法。


鼓励开放对话。
 建立信任后，你便拥有了开放对话的先决条件，或是“可察觉的坦率”——詹姆斯奥图尔（James O'Toole）和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教授定义的一种行为，它是团队成功的基石。基于我们近期对50家金融公司所作的研究，我们确信领导者在管理分散团队时必须强迫成员互相坦诚。要想达到这一效果，一种方式是作出“关切性批评”。

也就是说，在传达负面反馈时利用诸如“我可否建议”或者“不如考虑一下这个”的短语开头。你在接收到这种反馈时，应首先感谢提出意见的人，然后明确异议的重点。在电话会议中，你可以任命一位团队成员作为“坦率使者”，他的职责是发现并指出人们避而不谈的话题，并且制止缺乏建设性的批评之声。另一方面，你应该肯定人们加强团队沟通与合作时作出的努力。


明确目标与准则。
 从约翰科特（John Kotter）到奇普希思 （Chip Heath）与丹希思（Dan Heath），管理大师都意识到树立一个共同目标与愿景的重要意义，也阐述了管理者该如何妥善应对团队成员的个人需求与事业心。因此，你要向所有成员明确说明为何组建这支团队，最后将实现什么益处，并且反复重申这两点。

明确的团队沟通准则同样关键。研究显示规则能够降低一个社交群体中的不确定性，继而加强信任，提高生产率。虚拟团队成员通常反映：“我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我不知道我需要说明那一点”。因此你需要提出明确要求。你需要向团队阐明，成员应该在多长时间内作出回复。如果有人反应超时则需要明确跟进措施。

当你说“随时向我汇报时”，说清楚你是希望在作决策环节给出最终意见，还是仅仅希望在决定作出后得到通知。当你在开完一个有关项目细节的电话会议后，写封邮件跟进以减少误解。

此外，你需要警告成员，电话会议过程中不允许一心多用。最近一项研究表明，82%的人承认自己在电话会议过程中做过其他事情，包括上网和上厕所。但是远程协作要求参会者思绪清晰、全神贯注。你要事先向团队阐明规定，会上不时点名，鼓励参会者各抒己见。改用视频会议效果更佳，它能从根本上解决一心多用的问题。

“幸福传递”项目显示，利用视频还能巩固公司的另一个核心价值：让员工乐在其中。公司每次视频会议之前，都把参会者的图像一一投射在大屏幕上。他们通过大屏幕假装相互对视，像极了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节目《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
 ）的片头场景。会议的新议程随着音乐引出，比如，当谈到如何驱动公司的长期发展时，主持人放起比吉斯乐队的歌曲“保持生机”（Stayin' Alive），使得“在场”每一个人不由自主地跳起舞来。这些方法不仅营造乐趣，还使同事间建立友情，效果不亚于任何面对面体验。此外它还确保员工能够深度交流，专注于手头任务。



恰当的接触点

虚拟团队应该不时碰面，以下是一些关键时间点：


动员会。
 在第一次召开动员会时，进行面对面交流或视频交流将大有裨益。这种形式有利于团队成员间互相介绍，为之后的信任与坦诚打基础，并明确团队目标及行为准则。眼神交流与肢体语言能帮助建立人际关系与快速形成信任感，使一群陌生人在打下协作基础前就能顺利合作。这还是你观察团队动态、消除隔阂的绝佳时机。比如，哈佛商学院教授特里萨阿玛贝尔（Teresa Amabile）就建议，让性格迥异的成员在初次合作时，完成一个能轻松实现的任务，共同体验一次“小成功”。


入职时。
 通常情况下，新员工加入虚拟团队的流程由一系列邮件、旨在彼此了解的电话会议以及成堆的资料组成，这要求新成员阅读大量信息并将其消化。

更好的做法是，用面对面的交流替代文件传输。你应给他们提供前往总部或其他地点的机会，与你或可能影响其成功的人见面，鼓励他们与其他成员视频通话。我们还建议你将新成员与一位能够快速并亲切回答问题的导师配对，这个导师就好比办公室里坐在你附近的友善同事。


重要时刻。
 虚拟团队领导需要不断鼓舞成员竭力而为，但是邮件提醒与每周的电话会议不足以令员工保持干劲。尤其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团队中，缺乏可视化提醒或肢体语言还可能引发误解。团队成员逐渐疏远，丧失积极性，导致最后减少对项目的贡献。因此当团队实现了短期目标或解决了艰深问题时，你应该给团队成员一个共同庆祝的机会。

瑞提什伊德那利（Ritesh Idnani）是一家医疗初创公司Seamless Health的创始人兼CEO，他雇用了一批远程办公的经理，并坚持每季度让大家聚会至少一次。此外，只要有新人加入团队，他就会指派“值得新员工认识”的员工与新人分享关于公司与职位的信息。“之后，我会邀请这名新员工和我聊一聊他学到了什么。”伊德那利说。通过这种做法，不仅新员工获得了有价值的信息，CEO同样受益匪浅。“外部人员拥有崭新的视角，从他们那里我能学到很多。”



合适的技术

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由最有才华的员工、最有能力的领导层组成，且频繁碰面的虚拟团队，也可能受制于落后的技术。我们建议使用融合多种沟通形式的平台，它需要包含以下功能：


电话会议。
 使用不要求通行密码（以便成员开车时也能参与）、在会议过程中能够轻松录音，并备有将录音自动转为文字功能的系统。能记录每位成员说话与聆听时长的系统最佳。此外你可以考虑使用一对一或小组视频会议，视觉呈现能更好地激发成员同理心与信任感。


直接打电话或发短信。
 直接打电话或许是最简单有效的沟通方式，公司应当鼓励异地成员进行实时通话。此外，广受青少年追捧的短信也是一种保持人际关系的有效方式。


研讨论坛或虚拟社群。
 从微软的SharePoint到Moot，一系列办公软件使协作办公成为可能，成员能通过这些工具把想法展现给整个团队，同事可以在闲暇时了解内容或发表评论。学者将这种协作称为“混乱对话”，认为它对完成复杂项目至关重要。

人们可以针对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话题各抒己见，贡献有意义的想法。研究显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通常来自意想不到的源头。所有沟通如果都能记录下来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可搜索的巨大数据库。

如果你的协作平台能够集以上功能于一身，那么团队活动就会自然而然地汇集于此。员工利用它提高效率，不会视它为不必要的麻烦。

约翰思德普（John Stepper）是德意志银行的一名总经理，在他创建的Communities of Practice在线论坛上，有10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该行员工互相交流。论坛上所有活动都是开放性、可搜索的。现有团队能轻松找到属于自己领域的专家或者内容，临时团队也能基于同样的兴趣点形成小组。

例如，思德普公开了职工可利用资源的数据。一些对此感兴趣的员工自愿组成虚拟项目小组，创造了一个记录个人开支的系统。人们逐渐展开比赛，看谁能节省最多开支，公司因此从中获益。“最重要的是，这一平台能发掘共同的利基空间，然后将人们联系起来，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思德普解释道。

早期虚拟团队形成的目的是协助那些无暇飞来飞去、日理万机的行业专家。今天，物理空间中分散的团队越来越成为商业常态。公司如果能尝试文中的做法，就可以提高虚拟团队的效率，其表现甚至能超越共用一个办公室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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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法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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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战略调整，该不该急转弯

Second Thoughts About a Strategy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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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奥菲克（Elie Ofek）

吉尔·艾弗里（Jill Avery）| 文

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万艳 | 编辑








零售业实施打折促销策略由来已久。一位零售商新聘任的企业家，试图放弃既有策略，改用明码实价来吸引消费者，却招致消费者的抗议。公司收入锐减，董事会要求调整新战略。这位企业家该怎么办？






奥
 古斯丁·雷是欧洲知名企业家，目前是百年零售老店Emilia公司的总裁。他正开着载满一群青少年的越野车驶向西班牙莱昂市，让他们亲身感受焕然一新的Emilia门店。就在几个小时前，奥古斯丁拜访了他的密友卡米洛和玛利亚·韦加夫妇。他们家离莱昂很近。

在这对夫妇家里，奥古斯丁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他对Emilia商品促销战略的改进计划，以及针对几家最俗气门店的设计再造方案。以位于莱昂的店铺为例，奥古斯丁对这家店的整改方案是：在室内建一个中央“广场”，这样年轻人就有空间听音乐家演奏或者看映射在墙上的电影；摊位和手推车放置在发光的“街道”上，里面的商品都是为迎合西班牙年轻一代的口味而精心挑选的。

韦加夫妇的儿女都听入迷了。他们问奥古斯丁所讲的是Emilia吗，那家老掉牙的商店？奥古斯丁于是邀上他们及其3个朋友一起去偷瞄一下尚未对外开放的莱昂店。玛利亚也决定跟他们一起去。

一行人在上午抵达，商店的整改工程已近尾声，他们的到来引起一阵骚动。惊喜万分的员工排队与奥古斯丁握手，而车上的孩子们则一哄而散，冲向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这家公司位于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几乎所有门店都或多或少进行了翻新。约有10％的店面已经整改，其中包括莱昂店，而且大多数门店已装修好并正式营业。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在未来4年内，每一家Emilia店都要重新装修。

玛利亚看着孩子们漫步在室内街，摸摸紧身牛仔裤，又碰碰少女系服装，说道：“他们好像很喜欢这家店。以前他们只要听到Emilia就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说那是大婶才逛的店。”

奥古斯丁答道：“当然了。这家店布局新颖，衣服也很好看。但真正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把他们这代人吸引过来的是这个细节。”他举起一个黑色正方形标签，上面用大号字体印着价格：“21欧元”，并用小一些的字体写着一个单词——diario，意思是“每天”。

奥古斯丁说：“这就是革新。要真诚。”他停顿一下，给玛利亚时间思考，接着说：“这些孩子是零售业转型并诚实经营的机会所在。他们年轻、有梦想，也没有被零售业金钱游戏的不良习气所污染。零售商这些打折、买二送一或特价促销的把戏已经困扰本行业多年。零售业的所有顾客，不论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要求直截了当的对话：hablar claro（西班牙语‘说清楚’的意思——译者注
 ）。而我们就是要跟他们说清楚。”

奥古斯丁要将Emilia变成下一个西班牙零售业传奇，“Hablar claro”就是他的战略名称，并在一开始就令投资者为之一振。实施最新战略后，第一季度的运营收效显著，但第二季度业绩却令人失望。奥古斯丁并未告诉玛丽亚，最新的业绩将会更糟糕。客流量锐减，同店收入骤降。一旦公布业绩，不消几天，几个月前微弱的反对声音会变成强烈要求奥古斯丁转变战略的呐喊。

但你不能在革新方兴未艾时就退缩，他默默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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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新希望

多年前，奥古斯丁因重新装修欧洲家居设计公司Hogar的展销厅而在零售业初露锋芒。但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是担任“快时尚”连锁店Xela零售总监时所取得的成就。他最初专注于提高运营效率。后来他的经营风格变得前卫，为强调其风格，他在店内创建了一个“时尚大师”团队。他们给顾客提供时尚建议并聆听他们的想法。这些团队被誉为零售业数十年来首个真正的创新。

因此，当Emilia董事会宣布奥古斯丁被聘为公司下任领导者时，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该公司的巨大胜利。奥古斯丁的任务就是将Emilia改头换面，因为这家公司在快时尚、大型店面和电子商务的冲击下已经失去方向。

这家连锁店以创始人母亲的名字Emilia命名。数十年来，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主妇氛围。节俭的中年女性来这里给自己、丈夫和还在上学的孩子买朴素耐穿的衣服。但是，这些顾客难以形成一个繁荣兴旺的市场。更糟的是，Emilia的顾客已经习惯只在大减价的时候买东西。没有折扣，就没有买卖。因此，为了吸引顾客到店里来或者浏览其网站，Emilia多年来不得不大肆开展价格战。“吐血大减价”、假期打折、清仓甩卖、大量分发印有优惠券的宣传单等，招数层出不穷。

奥古斯丁对玛利亚说：“我们要让消费者戒掉这种打折瘾。”他接着问道：“你还记得我两位姑妈玛尔塔和特蕾莎吗？”

玛利亚笑了。她和丈夫还在加西利亚读书时就认识奥古斯丁了。她还记得他父母出差时，他就常去姑妈家。

“她们会戴上搭配好的帽子，乘上公交车，然后花一整天时间逛商店，一家接一家找便宜货，”奥古斯丁说，“我还记得她们买回家的那些破烂货。她们为什么如此呢？因为有些店主卖扇子或手套时，故意把价钱定得很高，然后讨价还价，最后突然服软，把价格压到商品本就该卖的数目上！但我的姑妈甘心为这些所谓的特卖品埋单，还一边跑出店铺，一边为自己的胜利洋洋得意。”

玛利亚大笑道：“对她们来说，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消遣啊。”

“也许吧。但从大环境看，这对于当今零售行业来说并不是无伤大雅，而是相互伤害：我们用大减价的说法诱使他们买下价格虚高的商品，还给他们各种折扣，骗他们买下其他商品；顾客则逼迫我们迎合其寻找廉价品的疯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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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在我入职的前一年，Emilia花了7亿多欧元，办了590个各不相同的打折和促销活动吗？而公司72％的收入来自于五折以下的商品。我们不得不给顾客折扣才能诱使他们购物，而平均折扣率已从38％急升至60％。”

“这都是游戏的一部分，奥古斯丁。”

“零售不是游戏。Hogar和Xela就是范例。这两家店因对顾客坦诚相待而成功。没有噱头，没有欺骗。这就是我要在Emilia贯彻的理念。”

“但是Emilia的客户群体与Xela截然不同啊，”玛利亚反驳道，“她们不会失望吗？”

“有些人会。对这种情况我会说：‘好啊，那就失望吧。’其他顾客会感到欣慰。”

“你难道不需要找到新客户，来替代这些流失的老顾客吗？”

奥古斯丁说：“你看。”最后一个年轻人走出了商店，兴高采烈地聊着他们刚才在店里看到的一切。

玛利亚问道：“他们？”

“是的，他们，还有大一些的少年和20来岁的青年。Emilia有各种风格，吸引不同家庭成员，它将成为一家老少都爱去的商店。年长者来这里买物美价廉的商品；年轻人来这里和朋友见面。他们可以在室内街上闲逛，听听音乐，看看偶像穿店内时髦衣服的画面。那就是他们的娱乐购物广场，而他们的母亲就在楼上试朴素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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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代人太迷恋网络了。我怀疑他们根本再也不会踏进商店半步了。”

“我们就在模仿网络商店内的购物体验啊，”奥古斯丁说，“但我认为实体店对人们来说还会很重要。买衣服是一个触摸布料、感受适不适合的体验过程。年轻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宣扬Emilia是个约朋友见面、交往的好玩地方。”

“好吧。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钱，他们的母亲又拒绝给他们买这些很酷的东西怎么办？”

“她们不会拒绝的，”奥古斯丁说，“我们的商品不贵，而且还有‘天天低价’的活动，就像美国人常用的口号。”

“我猜零售商都是天生的乐观派。”玛利亚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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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审核

最新季度的业绩就像奥古斯丁预计的那样差，毫厘不爽。他在家中研究这些数据，同时家中还有一位访客——董事会主席尼可门笛斯·马洛。奥古斯丁家位于安达卢西亚，俯瞰地中海。Emilia当前的损失已经扩大到2.11亿欧元。同店收入降低了19％，客流量减少10％。现在看，即使到了本年度假日购物季，业绩提升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但这是个4年计划，”奥古斯丁说，“不是1年计划。我们需要时间贯彻革新理念。无论是翻新所有的商店，还是让顾客接受我们的定价战略，这都需要时间。”

尼可反驳道：“如果公司都不能存活4年，何来4年计划？” 奥古斯丁愕然。之前是尼可聘用了他，而且一直是他最忠实的拥护者。他轻声说：“制定这个4年计划就是为了存活下去。Emilia正落入一个死亡陷阱。我们的客户群缩水、顾客沉迷于打折、商品低廉粗劣，而且降价促销愈演愈烈。我们现在的策略是为了解救Emilia。”

“但是顾客不喜欢这个新策略。”尼克说。

“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们，”奥古斯丁答道，“如果我们的新战略真有不足的话，那就是在营销的执行上。其实我想开展一个新的活动，名字就叫Haz los cálculos，即‘弄清楚’。活动旨在让客户知道我们的商品价格每天都很有竞争力。我们还有数据支撑这一论点，比如随机抽取一篮商品，尽管里面有些商品价钱稍高，但整体上，Emilia的商品还是比其直接竞争对手便宜得多。此外，我们还支持消费者和其他店对比价格。”

“如果直截了当的明码标价活动都不成功的话，你凭什么认为‘弄清楚’就行得通呢？”尼可问，“你可还没做调研呢。”他在提醒奥古斯丁，董事会这次没有试运行就批准了“说清楚”这一战略，是因为董事们非常认可奥古斯丁的观点，也就是公司要想在客户之前，而不是被顾客的无聊追求牵着鼻子走。

尼可补充道：“最近的顾客调查显示，人们认为Emilia比竞争对手报出的价格高。我们的对手还趁机加大了促销力度。它们每周末都有打折活动，发放储值打折卡，还不停在广播里宣传它们的最新低价产品。顾客反应积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业绩如此糟糕。”

“我们正在开启零售业革新风潮，”奥古斯丁辩解道，“我们明白Emilia会因此中几支暗箭。”

尼可在玻璃咖啡桌上放了几张纸，然后说：“董事会正在商议修改你的新策略。这次修改针对的是我们现有客户的明确需求，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些顾客。”

尼可继续说道：“首先，我们放弃hablar claro这个概念。顾客似乎认为这一策略有种居高临下的意味。其次，我们用回‘周末最低价’的口号。第三，我们要标明每件商品的价格，让顾客可以与其折扣价格作比较。第四，我们在营销宣传时用回‘打折’和‘清仓’的字眼。第五，我们要再印宣传单和优惠券。这会让顾客更容易了解我们商店。我们借此可以表明公司与顾客息息相通。”

尼可把桌子上的纸推向了奥古斯丁。“这不是倒戈，”他说，“我们仍然相信你，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你的观点，比如迎合更年轻的顾客，把商店装饰成社交中心，还有让定价更透明。我们也知道改变需要时间，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希望疏远Emilia的既有顾客。”他用手敲了敲纸说：“你不用严格遵守这份计划，董事会只是觉得你的新战略对我们的顾客来说太极端。他们不知道Emilia到底是什么商店了。”

奥古斯丁看着计划书。在他看来，它既表明了Emilia的零售生意将回归常态，也昭示了Emilia的胆小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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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阅读更多与高风险创新和改革话题相关的文章，请见本期聚光灯栏目“商业实验5法则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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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录hbr.org
 告诉我们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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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小说化改编的真实案例，展现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的解决方案。本文基于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杰西潘尼的‘公平合理’战略”（“J.C. Penney's 'Fair and Square' Strategy”
 ），作者是伊利·奥菲克及吉尔·艾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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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奥菲克
 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系T.J. Dermot Dunphy教席教授。吉尔·艾弗里
 是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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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打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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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丽·鲁道夫

Shari Rudolph


服装及家居零售商加布里埃尔兄弟（Gabriel Brothers)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这家公司在美国6个州有45间Gabe门店。






Emilia应运用低价价值主张，先给顾客留下初步印象，待地位稳固后继续利用顾客对廉价品的迷恋来谋利，而不是无谓地抗拒低价战略。


是
 的，奥古斯丁应该弃用其不打折战略，但这不意味着他的公司就此重蹈覆辙，继续衰落。相反，公司高管应学会巧妙运用打折技巧，让顾客尽兴的同时还能充分了解到Emilia的品牌价值。

在这个案例研究中，我看到很多杰西潘尼百货公司（J.C. Penney）的影子。所有业内人士都好奇这家公司最近的定价试验能否戒除顾客对无限期打折的迷恋。故事结局不定，但在这场针对杰西潘尼所用战略的讨论中，有一点常被忽视了，那就是折扣本身并不构成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利用折扣激发顾客热情并保持其忠诚度。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仅仅是为了贪便宜而买了不需要的东西。当你淘到廉价货时，你会很兴奋，之后和朋友吹嘘自己的购物手段时，更是心花怒放。女性听到别人赞美她“你的鞋子真美啊！”或者“衬衫真漂亮！”，常会说“你想不到我才花了多少钱！”，这种话我已经记不清听了多少次。

在Gabe，我们赞同运用价格优势加强购物体验。尽管时髦风格和名牌商品是我们公司价值主张的两大亮点，我们依然想用低价撼动消费者，让他们来到我们店后就会给朋友打电话说：“你一定要来这里。”

与此同时，我们清楚知道打折策略的风险。你不能仅仅为了增加店铺客流量和网站浏览数，或为了保持销售额与去年持平，或要正面对抗沃尔玛或亚马逊而临时抛出折扣大减价。一旦你这样做，你就无法跳出这个毁灭性的打折怪圈，然后很快一败涂地。此外，你还让顾客养成了购物前先坐等打折的习惯。

这就是为何我们的短期在售商品不参与低价促销活动。当然，Gabe也像大多数零售商一样，实行规律降价，而且到了一定时间后，有些商品就被移到清仓区。为维护顾客忠诚度，我们也有优惠券项目。但你不会在报纸的周末减价广告栏看到Gabe的宣传单。我们也不会地毯式发放优惠券。

相反，我们的营销宣传路数是这样的：同样品牌的商品，顾客最高可以按相当于其他百货商店3折的价格购买。其他零售商一般打5折，或许最高会给到4.5折，但还是3折更吸引顾客。

所以我给奥古斯丁的建议是，摒弃多年来阻碍公司发展的盲目打折战略。Emilia应该从价格和价值两方面同时入手，形成有别于其竞争对手的差异化优势。比如，它可以对关键商品预先定好价格点，比如3件T恤衫15美元，然后不断推销这些绑定商品，直到顾客前来购买它们，并且看到这些商品就会联想到Emilia。

每个人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Emilia应运用低价价值主张，先给顾客留下初步印象，待地位稳固后继续利用顾客对廉价品的迷恋来谋利，而不是无谓地抗拒低价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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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灵活调整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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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舒哈拉·什罗夫

Yashodhara Shroff


印度零售连锁店ffolio及网店Styletag的联合创始人兼战略总监






奥古斯丁的战略被动僵化，既不利于其定价实验，也妨碍了他引导客户的计划。


奥
 古斯丁不应放弃引导顾客接受新思维的实验和决心。但是他的方式需更灵活。如果他想引导顾客，那就要先找到品牌的独特立足点。

零售业的成功离不开实验。实验不仅催生了新产品、新市场和新商业模式，还帮助公司走出困境。Emilia的问题是无休止地打折。我想到的相关例子是：在印度，价格战非常激烈，特别在电子商务领域，企业正拼尽全力争取顾客。它们的折扣幅度大到离谱。顾客大笑着去取钱购物，而你却为这种模式如何获利而烦恼。

我们公司很幸运，能够在印度打折盛行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们的高端实体店ffolio只在季末促销时打折。此外，尽管我们在网店Styletag上也开展打折活动，但大多数商品属自有品牌，所以我们的代价很低。即使我们的打折力度超过5折，我们还是能有20%或更高的毛利率。

当然，我理解奥古斯丁通过实验新战略跳出打折怪圈的诉求点。但我不明白他为何不管怎样都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实验的目的就是要看你会收到什么回应，并相应地调整战略。

我们建立Styletag之初，希望在电子商务领域拓展ffolio的高端市场。但我们发现购买高端时尚品的线上客户群体非常小。而我们要照顾到全国顾客的需求。我们线上商品常打折就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光顾网店的顾客对价格非常敏感。这一灵活战略促成了我们的成功。

奥古斯丁的战略被动僵化，既不利于其定价实验，也妨碍了他引导客户的计划。像定价实验一样，引导客户也是个好策略，新的商品营销方式可能应运而生。

我们在售卖打底裤和牛仔紧身裤时初次考虑了引导顾客战略。我们认为顾客会爱上这些产品，但印度当时还没几家网店卖它们。我们决定冒险：我们囤货，然后打广告，之后我们的库存很快告罄。如果我们没有想在顾客之前，这一幕就永远不会发生。而一旦顾客响应不积极，我们也准备好迅速转变战略。

奥古斯丁的做法太激进，其实一些小变动会更有效。为何要放弃打折呢？尽管对价格敏感的顾客的确有可能转投到你的竞争对手那里，但廉价商品可以帮你与顾客建立联系，并维护他们的忠诚度。我们对折扣的谨慎运用是成就Styletag将近50%顾客都是回头客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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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hbr.org社区的一些建议


做实验，不要看数据


奥古斯丁的战略只是基于很多不具典型意义且未经实验的设想。董事会本应要求他用实验而不是数据来证实自己的设想，因为数据反映的只是过去的情况。


Endesa巴西分公司研发经理

维克多·戈麦斯（Victor Santos Martins Gomes）




两败俱伤


长远方案是让顾客知道优惠打折实际上对店家和顾客皆不利，即商家收入微薄，而顾客所买商品的价值也不高。


孟加拉国达卡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

那兹姆斯·萨阿达特（Nazmus Saadat）




盲目自大


就像一位董事会成员所说的那样，奥古斯丁与顾客接触太少，他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的战略从顾客的角度看有种居高临下的意味。


科力创新软件公司软件开发人员

阿尔文斯·徐（Alvin Tsui）









杂谈 Synthesis



引领系统性变革

Leading a Whol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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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基欧（Jeff Kehoe）| 文

康欣叶 | 译　安健 | 校　万艳 | 编辑

[image: ]

不管在商业、科技还是艺术领域中，伟大的领导者都能够引领系统性变革。对于领导者而言，了解自我、追随者以及整体环境至关重要。






约
 翰·博纳（John Boehner）最近的处境有点艰难。作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他的职责是领导麾下共和党成员，与民主党合作，共同草拟并制定法案。当两党意见产生分歧时，他理应将双方团结起来，或者说服少数议员妥协以达成共识。但是在他就职这几年，我们常常看到他摆出要有所作为的架势，但又中途退却，结果拉不到足够支持票而狼狈放弃。这是怎么回事？

关注美国政治的人应该都知道，2011年博纳当选议长时，共和党一派的茶党势头正劲。彼时的政治环境与博纳前20年供职议会时截然不同。芭芭拉·凯勒曼（Barbara Kellerman）在她的新书《艰难时刻：美国领导力》（Hard Times: Leadership in America
 ）中称，环境无比重要，但在领导力体系中它常常遭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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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难时刻：美国领导力》

芭芭拉·凯勒曼著

斯坦福商业出版社

2014年出版










国会是一个体系，你的组织是一个体系。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都是体系。你堵在路上？这是系统失灵的表现。不同部门协作失灵？那也是系统性问题。

如果不能深度理解广义（或者像学者凯勒曼所谓的“末端”）的环境，诸如博纳这样的领导者就无法驾驭或改变体系。但是，我们周遭的环境在数量与规模上不断膨胀，复杂性以及交互性也与日俱增，因此理解环境并非易事。在这点上凯勒曼一语道破天机：这个时代对于那些试图做好领导的人来说，的确是“艰难时代”。

该书按主题分为几个章节：历史、思想、政治、经济、创新、环境等等，描绘了作者认为的与各个主题相关的环境信息。看完该书后我不由得转向了另外两本新书，它们各自聚焦一位在不同环境中改变体系的现代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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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抉择》

希拉里·克林顿著

西蒙舒斯特出版社

2014年出版


	
“很快我便意识到，国务卿一职其实包含了三种角色：国家的首席外交官、总统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以及管理杂乱无章的国务院的CEO。”

——希拉里·克林顿《艰难抉择》










希拉里·克林顿在她的新书《艰难抉择》中回忆了她担任美国国务卿4年的历程。书中她承认自己作为位高权重的领导者，需要承受固有的挑战。一些读者抱怨该书过于冗长，而且缺少她出任首席外交官的记载。但是我对于她清晰的眼界，以及对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全面理解敬佩不已。她很可能是在此领域中做得最优秀的人。

从亚洲“再平衡”（pivot），到平息阿富汗战事，再到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事件，这一系列令人眩晕的事件、地区、人物、威胁与机会，都在希拉里的书中得以呈现。记者和八卦爱好者试图从中挖掘爆炸性新闻，却忽略了她精心设计的目的：动用她“智慧的力量”，将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及文化等工具综合利用于各种情形之下。

读完此书，我深刻体会到希拉里的深思熟虑以及超凡能力。如果我们把传统的20世纪外交学当作一个体系，那么这本书无疑阐释了她如何延伸了其中的思想与实践。

在《伟大的改革者：一位激进教皇方济各的诞生》（In The Great Reformer: Francis and the Making of a Radical Pope
 ）一书中，奥斯汀·艾弗瑞（Austen Ivereigh）生动描绘了另一位正在面对艰巨挑战的领导人，他所执掌的是一个复杂的全球体系的中心——历史悠久的罗马天主教会。其中最受人关注且令人发指的问题，正是最近几年神职人员对幼童性侵的事件。此外，教会需要回应避孕、让女性担任神职以及同性恋等紧迫议题。许多观察者认为，这个时代呼唤一位比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更富于环境敏感度的领导者。教皇本笃十六世是一位保守的神学家，他可能无法在现代世界中为教堂开辟一条新的明路。

教皇方济各因此接过权杖。这本书比任何著作更生动地记录了他的生平，并解释了他如何在出任罗马教皇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这本书描绘了一位经受过多次领导力考验的人物。他在二战后庇隆主义盛行的阿根廷度过童年；他对穷人怀有深深的同情心；他早年受到耶稣会传教士激励，并最终领导了阿根廷耶稣会；以及他在军事独裁者面前显示出的灵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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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改革者：

一位激进教皇方济各的诞生》

奥斯汀·艾弗瑞著

亨利·霍尔特出版社

2014年出版










为该书收尾的“伟大改革”一章则更能彰显本文主题。在艾弗瑞的描绘下，方济各尖锐指出，教会系统从中心到边缘都障碍重重，因此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使权力架构更趋于扁平化，每个部门的力量更平均，并给予各部门更多自主权。（艾弗瑞在书中打趣地写道，来自麦肯锡、毕马威、安永的咨询师在这段时间频繁出入梵蒂冈。）

方济各最杰出的能力不在于对教会结构产生影响，而是在情感与专注力上的影响力。教皇并不具备改变教义的能力，但是方济各能够深刻地、凭直觉理解教会转型所处的环境，也由此证明这种局限并不妨碍改革。他那吸引人的个性、真诚的沟通方式、对穷人与弱者发自内心的同情、由衷的谦逊以及不装腔作势的态度，都使全世界对他刮目相看，并帮助这样一个显然在走下坡路的体系重现生机。

希拉里·克林顿和教皇方济各属于特例。但是不管在商业、科技还是艺术领域中，伟大的领导者都能够引领系统性变革，并且通过他们过人的经历强调一点：不管通过什么渠道，领导力能够改善一个体系。理解你所处的体系以及其中的领导者、追随者及其背景是你要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你需要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适合改变的手段。最后，你必须鼓起勇气，继而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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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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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矩阵：如何在商业与生活中取得双赢》（The Success Matrix: Winning In Business And In Life
 ），格里·朗格勒著，Logos出版社2014年出版

“这本简短且实用性强的书探讨了如何甄选合适的人才，提高组织表现。要是我在40年前就能获得这些建议该有多好。”

鲍勃·鲁兹（Bob Lutz）是通用汽车前副总裁，著有《偶像和傻瓜：领导力大实话》（Icons and Idiots: Straight Talk on Leadership
 ，Portfolio出版社2013出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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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基欧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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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INNOVATION ON THE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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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companies don't have multimillion-dollar innovation budgets—but they can still build smart, evidence-driven, affordable innovation systems.











INNOVATION


Build an Innovation Engine in 90 Days


Scott D. Anthony, David S. Duncan, and Pontus M.A. Siren



Most executives will admit that their companies don't innovate in a reliable, orderly way. Too many breakthroughs happen only because of serendipity or individual heroism. Great ideas remain locked inside employees' heads, and the concepts that are developed often aren't the most promising. But there is a way to make innovation more systematic—without massive investments, restructuring, or even a single hire. In this article three consultants explain how a company can build a "minimum viable" innovation function, in just three months, by doing the following:

Day 1–30: Define your innovation buckets, looking at how much growth innovations in your core can produce and how much will need to come from new-growth initiatives.

Day 20–50: Zero in on a f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fter talking to customers to identify growing needs that match your capabilities.

Day 20–70: Dedicate a small team to begin developing innovations.

Day 45–90: Set up a committee to shepherd projects, borrowing venture capitalists' best practices.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s of a financial services firm, a water utility, a hospital, and a 100-year old nonprofit, the authors describe how to use this approach to build systems that ensure that good ideas are encouraged, identified, shared, prioritized, resourced, and developed.


HBR Reprint R1412C







EXPERIMENTATION


The Discipline of Business Experimentation


Stefan Thomke and Jim Manzi



The data you already have can't tell you how customers will react to innovations. To discover if a truly novel concept will succeed, you must subject it to a rigorous experiment. In most companies, tests do not adhere to scientific and statistical principles. As a result, managers often end up interpreting statistical noise as causation—and making bad decisions. To conduct experiments that are worth the expense and effort, companies need to ask themselves several questions:

Does the experiment have a clear purpose? Managers must figure out exactly what they want to learn in order to determine if testing is the best approach. Have stakeholders made a commitment to abide by the results? Are they willing to walk away from a project if the findings suggest they should? Is the experiment doable?

The complexity of the variables in a business experiment and their interactions can make it difficult to determin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Choosing the right sample size is important. How can we ensure reliable results? Randomized field trials, "blind" tests, and big data can help. Have we gotten the most value out of the experiment? Conducting the experiment is just the beginning. Use the data to assess which components of a new initiative might have the highest ROI or the markets where it is most likely to be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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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Leading Your Team into the Unknown


Nathan Furr and Jeffrey H. Dyer



Like any corporate operation, innovation requires effective leadership. But it's a different kind than the core business calls for, involving skills and tactics many executives have yet to master. The authors' study of companies that consistently launch novel offerings and enter new markets reveals the process that successful innovation leaders follow—one that draws on risk-reduction ideas developed over the past 50 years. This process, which the authors call the innovator's method, is at heart a journey of discovery, and so the role of the person leading it is to set other people down a path and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push boundaries and embrace uncertainty.

Indeed, the innovation leader is not the chief decision maker but the chief experimenter, helping to identify critical assumptions on which new offerings are based, fashion experiments to test those assumptions with customers, and interpret the results.

Preparing the organization to accept novel ideas is a crucial part of the job. Innovation leaders can do that by emphasizing that the process is aimed at minimizing the risks of innovation in the same way that other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minimize core operational risks. Finally, the innovation leader must give team members not just time (uninterrupted blocks are best) but also the resources and tools to explore the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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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IDEA


STRATEGY


Understanding "New Power"


Jeremy Heimans and Henry Ti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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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clearly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We see Goliaths being toppled by Davids all around us, from the networked drivers of Uber to the crowdfunded creatives of Kickstarter. But it'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at power actually is in this changed world, and how to gain more of it.

Two fresh voices to HBR—Jeremy Heimans, cofounder of Purpose and Avaaz, and Henry Timms, director of the 92nd Street Y in New York—offer a framework for organizations seeking to effectively use the two distinct forces of "old power" and "new power." Old power, the authors argue, works like a currency. It is held by few and is zero-sum. Once gained, it is jealously guarded, and the powerful have a substantial store of it to spend. It is closed, inaccessible, and leader-driven.

New power operates differently, like a current. It is made by many. It is open, participatory, and peer-driven. Like water or electricity, it's most forceful when it surges. The goal with new power is not to hoard it but to channel it.

New power actors differ from old power players along two dimensions: the models they use to accumulate and exercise power and the values they embrace. Some enterprises, like Facebook, have new power models but don't seem to embrace the values; others, like Patagonia, have new power values but wield their influence using traditional old power models.

This big-picture piece examines the underlying dynamics at work and looks at how power is really shifting: who has it, how it is distributed, and where it is h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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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e Did It


LEADERSHIP


Delta's CEO on Using Innovative Thinking to Revive a Bankrupt Airline


Richard H.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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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Delta emerged from bankruptcy, in 2007, its leaders knew that a full recovery would depend on innovative thinking. They began by instituting an employee profit-sharing program and a unique stock ownership plan that gives 15% of the company's equity to pilots, flight attendants, ground crew members, and support staff. Delta also deepened its foreign partnerships by buying a minority stake in three overseas carriers: Aeroméxico, Brazil's GOL, and Virgin Atlantic— while strengthening its existing alliance with Air France–KLM. It moved toward vertical integration by acquiring the Trainer oil refinery, outside Philadelphia—a decision that shocked both aviation and oil industry observers, but succeeded in driving down the company's fuel costs while making its executives smarter about hedging, buying, refining, and transporting fuel. And it took back its reservations system, becoming the only U.S. airline to own and control the data around it. Thanks to these and other unconventional moves, Delta is now one of the healthiest, most profitable airline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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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Yourself


Getting Virtual Teams Right


Keith Ferra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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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far-flung places and more and more employees telecommuting, virtual teams—those made up of people in different physical locations—are on the rise. Geographic separation can make it challenging for dispersed teammates to communicate and collaborate. But evidence suggests that if virtual work groups are well managed, they can outperform teams with common office space. Consultants at Ferrazzi Greenlight believe that four elements are crucial for success:

The right team. Start by assembling qualified people who can work independently and flexibly. Keep the group size small, and divide the labor appropriately.

The right leadership. Effective managers foster trust, encourage open dialogue, and set clear goals and guidelines.

The right touch points. Virtual teammates should meet face-to-face occasionally. This is especially useful when a project kicks off, when someone new comes on board, and when key milestones or problems occur.

The right technology. To maximize productivity, install easy-to-use systems for conference calling, making direct calls, sending text messages, and participating in online discussion forums and virtual team 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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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核心决策者一定要有好奇心

罗丁　Luo Ding

李源 | 访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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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丁
 做过建筑师、拉力赛车手，曾是达喀尔拉力赛中国完赛第一人。如今他投身商界，成为四川隐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喜欢旅行，对世界充满好奇，并用同样的标准筛选自己的下属。






HBR中文版：
 你是学建筑的，如何成了一名赛车手呢？


罗丁：
 我太爱玩儿了，年轻的时候就开车。我很多年前就转过国内很多地方，觉得中国特别美。2000年，我们跟很多朋友去云南那边玩，转了1万多公里。我当时想，这么难的路都走过来了，难道还有更难的？我们以前就知道有一个叫巴黎－达喀尔的拉力赛，是全球最难的比赛，于是想去试试，跟世界冠军比一比。之前没有中国选手参加过这个比赛，几经周折，我就成为这个比赛第一个参加并完赛的中国选手。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这还是传统中国人的想法，所谓君子能文能武，我不敢说自己是君子，只是追求文武兼修而已。古人能武者善骑射，现在没有马，就赛车。从这两个层面出发，我就成了一个赛车手。




HBR中文版：
 在创立自己品牌的酒店时，建筑师和拉力赛车手的经历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罗丁：
 影响挺大的，作为建筑师，你首先想到的是合理化成本，其次是如何在合理的成本之上给客户、公众或者社会，建造一个有用的空间。这就要求建筑师去研究人们为什么要住这个房子，怎么住，他们的生活模式是什么。所以做酒店的时候，我会想相同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来这儿住，怎么待着才最舒服。

我玩赛车时去了很多地方，接触到全球各地形形色色、有兴趣有生活追求的人。我去的地方越多，就越知道什么是好的酒店；接触的人越多，就越发现在复杂的表象之后，人们的追求本质上简单一致：床要舒适、热水要快、食物温暖可口，景色好的话，房间窗户尽量大一些……这些经历加起来让我们建立了信心，也帮助我们做一些基础判断，比如在满足成本和要求的同时，如何建造合理的空间，提供最舒适的服务。




HBR中文版：
 你如何挑选团队成员？最看重的是什么？


罗丁：
 一是好奇心，二是他们是否具有综合性背景。我认为现在最难找的是有好奇心的人。在中国，酒店业是职业经理人化最高的行业，也是国际化最高的行业，但这对我们并不是福音。我们做的是小型精品酒店，跟五星级酒店不一样。星级酒店培养出来的人，最缺乏的就是好奇心——一切标准化，对创意和变化熟视无睹。这是最可怕的。比如一顿早饭，我们是不是必须像五星级酒店那样做得又好又全？我们小型酒店毕竟资源有限，难道就不能只做有特色的早餐吗，比如提供全城最好的拉面？我们认为，团队核心决策人和执行人一定要有好奇心，对未知事物有兴趣。

同时，我自己的经历让我发现，有好奇心的人一定拥有综合背景，所以我们也会在非酒店行业去寻找有综合背景的人才补充核心团队。




HBR中文版：
 你怎么定义好奇心？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好奇心？


罗丁：
 一个人希望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就是好奇心的表现。比如酒店里都提供肥皂，但往往都裹着塑料纸，这其实让客人洗手很不方便。能不能改改？其实这也就是创新，创新无论大小，都来自于好奇心。

我跟人聊天就能知道他有没好奇心。一个司机讲发动机原理很正常，但如果他养花儿又听歌剧，那他一定是个有好奇心的人。




HBR中文版：
 你的管理风格是什么样的？


罗丁：
 有些事情我比较强硬，那些条例性的、日常运营的东西我不太管，但是呈现给客人的东西我非常挑剔。比如现在我们酒店的床垫，就是从我自己睡了半年的七八个品牌中挑出来的。这让我们团队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呈现给客人的物品，我们管理团队多半会认真调研、试用。我对成本看得不是那么重，只要在能力范围内，有助于提升服务品质的，我都会严格要求。




HBR中文版：
 你觉得做管理者最难的是什么？


罗丁：
 几个平衡吧：首先是个性化和标准化之间的平衡。能从市场上找来的成品，都是标准产品，但是小型酒店要做的，就是与众不同。所以这里面难的是，我们如何把自己的服务逻辑传递给来自不同地方的员工，然后由他们传递给客人。

其次是速度与规模的平衡。酒店这个行业还是规模效应，比如一次采购1000双拖鞋和采购10万双拖鞋，同样的产品价格差好几倍。但精品酒店偏偏就是量不够大。我们需要考虑，要如何在保证酒店品质的同时，合理地扩张，给股东满意的回报。

第三就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平衡。一方面，不是你把五星级酒店的经理挖过来就行，他一看只有5间房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另一方面，高标准的服务确实有很多要求是相通的。我们也见过在偏远地区、风光很美的地方，有非常好的帐篷酒店，但因为服务跟不上成了空架子。所以如何让本地人才国际化，或者国际人才本土化，这些都需要我们探索和解决。




HBR中文版：
 现在跟别人自我介绍时，你更喜欢介绍自己的哪一个身份？


罗丁：
 酒店投资商，或者精品酒店的运营商，我们肯定是干什么吆喝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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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





幽商一默 Strategic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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